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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To the Readers




赢家谈判兵法






春
 节到了，来点干货。商场不是战场，无须刀光剑影，重在智慧和实力的较量。谈判是所有公司管理者时时需要面对的一项重要工作，优秀的管理者通常都是一流的谈判专家。随着企业外部竞争环境日益复杂、全球化逐渐深入且组织变革日趋频繁，《哈佛商业评论》接触到的许多管理者感到，谈判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在中国，许多管理者还没有认识到谈判的重要性和复杂性，随机而动，仓促上阵，往往以惨败收兵。对于他们来说，学会必要的谈判赢家攻略，就显得极为必要。

《哈佛商业评论》多年来关注商业谈判问题，总结了很多赢家必杀技。本期“聚光灯”封面专题推出一组文章，从情绪管理、事前准备到跨国并购谈判等几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观察和新洞见：谈判要达到预期目标，除了你现有实力外，还需要掌握一些软性技巧。

从中外商业管理实践来看，不成功的谈判者存在一个通病：关注的重点放在战略、战术和讨价还价上，对谈判桌上双方情绪造成的影响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在哈佛商学院教授谈判学的艾莉森·伍德·布鲁克斯通过长期的研究发现，谈判要想顺利，我们应花些时间准备情绪攻略（见《新谈判手段：情绪管理的艺术》
 ）。

成功的谈判者还要做好准备工作。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哈佛商学院迪帕克·马哈拉教授在《赢在谈判之前》
 里引用《孙子兵法》中的“孰胜孰负，未战先知”一语，他认为有些代价沉重的错误在还未谈判前就已发生，因为谈判者不关注谈判流程。为此他建议：从一开始就解决流程问题；设定现实的目标；明确所有将影响交易并受交易影响的人；设定看待交易的立场。

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跨国谈判越来越成为企业管理者的日常工作，而不同文化都有自己的沟通模式，并不存在全球统一的赢家普适攻略，管理者必须找到相应的应对之道。英仕国际商学院艾琳·迈耶教授在《跨文化谈判赢家攻略》
 中，提供了跨文化谈判的五个基本规则：调整表达异议的方式；收放自如；学习其他文化如何建立信任；避免“yes或no”式的问题；慎重对待书面记录。

在跨国谈判中，中国企业的身影近年来频繁出现，并购结果有成功也有教训。中国管理者无论从方法的掌握还是情绪的控制方面，与西方同行比都有不少差距。埃森哲公司的并购专家布鲁斯·德尔提尔和阿加·古泽斯卡-拉德斯卡，在《中国企业并购谈判演进史》
 一文中把中国的海外并购活动总结了三大发展阶段：强硬立场阶段、思路调整阶段和在商言商阶段，说明中国企业的谈判能力日渐成熟。

我们还采访了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先生，他拥有30年谈判实战经验。陶律师认为，中国管理者在并购谈判时，不要摆出财大气粗的架式，那样很可能适得其反。中国谈判者须找准“黄金分割点”，即找到能够将已方利益最大化且对方可以承受的关键点。这样做，自己不会吃亏，对方也满载而归。

祝大家2016年春节快乐！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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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才是颠覆性创新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迈克尔·雷纳、劳瑞·麦克唐纳德，《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12月刊《什么才是颠覆性创新》一文






对“颠覆性创新”一词的种种解读已成为商业思考的重要部分，但误读与误用使其有效性受到威胁。所谓“颠覆”指的是规模较小、资源较少的公司能够成功挑战在位大企业的过程。




感谢作者澄清观点，并为我提供了观察世界的视角。在澳大利亚，我们采矿业目前正处于低迷时期。一直以来，能源石化业的工程业务都为大公司所占，但随着市场每况愈下，出现了越来越多小公司，它们能以更低价格提供工程解决方案。 现有大公司继续专注于利润空间较大的大项目，因此不愿与小公司在利润率低的小项目上竞争。我能够预见，这些小公司最终可能会通过逐渐占据市场份额而击败大公司。我知道我的例子可能并不是颠覆性创新，也不想使用错误的语言。请问该如何描述这一现象？

——读者理查德·江

（Richard Kong）




迈克尔·雷纳的回应：
 我并不了解所述案例中的行业，所以从你的描述中，没有足够的信息让我作出具有建设性的回答。 但从你的描述来看，该情况中确有元素反映出能源石化业小公司可能正在走上颠覆之路。下面是判定颠覆性创新的几大关键标准（充分且必要的条件），我们将其称为“颠覆者宣言”。

1）在位企业是否在利润上对新进企业的细分目标不感兴趣？根据你的描述，答案肯定。

2）新进企业能否利用新的商业模式在该细分中获利？这点我不太清楚。你只提到了小公司从市场低端着手，但没说明它们如何成功。如果小公司只是靠小项目赢得微薄利润，那么只不过是它们在大企业的业务中捡漏。这一现象在很多服务业，尤其是专业服务中很常见，比如会计和法律行业。但如果小公司参与项目的方式有所不同，比如采用更多自动化方式或在流程上有所不同等等，从而令大公司认为这些项目“利润空间不大”，但对于小公司本身，利润却足够可观，那么我们可以给出肯定答案。

3）如果第2个问题答案为“是”，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小公司是否具有让它们能承接更大更复杂项目的先进技术，让它们在能够利用新商业模式的同时，不必牺牲成本和业绩优势。换言之，那些小公司能否进入市场上游，而且不会落入和现有主流市场中大公司一样的窠臼？

如果你对上述3个问题答案均为肯定，那么你提供的例子就是颠覆性创新。如果任何一个答案为否，那就不是颠覆性创新。



在研究过程中，应该在适当时间停下来，将新理论转化成文字，这样局外人就有机会重新检验和丰富现有的理论框架。读文章时我发现，作者仅描述了竞争商业领域造成颠覆性创新的一种模式，在该情况下，小公司或新公司从某一刻开始提供高端解决方案，从低端逐渐占据在位企业的市场。优步和其他案例表明，有很多其他模式也能引起对现有市场的颠覆。所有这些模式都一度被概括到创新和创业等词汇之下。

与其捍卫研究者对多年前观察到模式的定义，作者不如重新命名能够导致颠覆的唯一模式，并开始研究，发现、描述和命名其他导致颠覆的模式。 这样做能丰富我们在学界和实践中的论述。从这个角度看，20年前对该理论的定义应被视为通往更具体深入研究的基础，让我们能进一步挖掘尚不清晰的（颠覆性）创新现象。


——读者弗里多·司木德斯

（Frido Smulders）





理论空谈太多，我们应该停止把时间浪费在不断定义或再定义“颠覆性创新”上，或颠覆性创新如何适用于公司和技术环境的变化形势。定义优步是否颠覆性创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如何改变了公共交通市场现状。


——读者巴尔托什·沃伊茨卡

（Bartosz Wojszczyk）






迈克尔·雷纳的回复：
 对关键原则和概念的重要讨论，有时看起来像是在争吵细枝末节，有时也的确会演变成琐碎的争吵。这令人沮丧，对此我完全理解。相信你不会对我的回应感到吃惊：我不同意这一讨论没有意义。

本文中对优步的回顾分析及其他案例是为了清晰阐明颠覆性创新理论的核心架构。清楚了颠覆性创新理论架构的细节，才能了解优步改变交通行业现状的过程。

可能更重要的一点是，理解颠覆性创新的原理，能够让我们在未来更好地做出选择。如果某公司走上颠覆性创新之路，它会选择某些投资，比如对关键技术的投资，或是标准设计。相比之下，如果某公司采取不同的颠覆轨道，比如与在位企业直接竞争，或致力于高端细分然后再自上而下进入主流市场，那么就会选择不同的投资类型。

因此，准确的定义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可以比喻成医生诊断病情：对病毒和细菌的定义并非理论空谈。如果不能准确一致地定义创新种类，任何治疗方法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本文及时向实践者和经营丰富的学者提供了翔实的内容，扩展和澄清了克里斯坦森颠覆性创新理论。对核心概念、基本原理以及原始理论应用的考量，作者均做出了重大而有意义的解读。


——读者罗里·欧歇

（Rory O'S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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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HBR中文版微信浏览量前十名的文章

1.《王者三法则，把99%的公司甩出了一条街》



2.《马化腾：“资源只是加法，产品力才是王道”》



3.《掌握四个“心理距离”，让你跑赢整个人生》



4.《三分钟让你拥有战略视野》



5.《更换职场跑道的正确方式：行动在先，认识在后》



6.《百事CEO：给猪涂口红，那不是设计思维！》



7.《有一种杰出叫低调，揭秘办公室“隐形超人”》



8.《七步之遥，从管理者到领导者》



9.《九大品质让老板为你点赞》



10.《没有理论，不配谈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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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大数据葬送你的品牌


彼得·霍斯特、罗伯特·杜波夫，《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11月刊《别让大数据葬送你的品牌》一文






追求短期销售业绩还是品牌资产增值，是CMO面临的经典难题。大数据的兴起使得天平倒向了前者，但这极不利于品牌资产增值。




有太多文章声称，大数据有办法拯救企业。现在能读到一篇驳斥这一说法的文章真是太好了。作者援引的例子表明，大数据并非营销人员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也不是集团销售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

文章还说明，员工是分析、理解并落实数据显示结果的关键。这篇文章清楚表明，员工仍是品牌长期及短期发展的主要驱动者。这说明，我们需要更多分析能力和情商都高的营销人才来保证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读者汉斯·盖特纳

（Hans Gartener）





对企业来说，平衡短期营销和长期品牌建设一直都是一门功课。在谈论大数据时，企业仍需要了解从营销角度看，数据对公司的意义是什么。


——读者陈掊昌

（Pou-Chang Chen，音译）





本文指出，向业绩施压将导致战略思想家大力推行缺乏远见的决定，并具体阐释了大数据和实时互动的复杂特性与真相。技术让我们能够深入、具体地了解大数据，与此同时，领导者在制定巧妙决策时更须谨慎。


——读者路易斯·卡瑞卡特

（Louis Carrica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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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才是挖掘“数据金矿”的真正福地？

跨国设计咨询公司Frog创新战略副总裁蒂莫西·莫雷｜文



与欧美同行相比，中国制造商在运用数据进行设计时拥有更高的消费者信任度，而且消费者予以重视的个人数据类型比较少。中国消费者重视个人数据的方式有所不同，因此在中国利用用户个人数据来设计产品和服务的公司与组织都可以从中获得启迪。



未来营销闯关标配：大数据+智能硬件

DMRC大数据与智能硬件课题组｜文

营销官，别让大数据葬送你的品牌

彼得·霍斯特｜文

让HR拥抱大数据

周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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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团队协作泛滥？

协作的确可以解决很多今天最迫切的商业挑战。但有时会过犹不及。领导者必须对适当的协作类工作予以认可和鼓励，并高效分配此类工作，否则团队和顶尖人才会出现承担负担过重、缺乏支持的负面影响。



同理心的局限

同理心属于高负荷认知活动，和同时记忆多种信息、在喧闹环境中保持专注一样，会消耗大量认知资源。持续投入同理心，可能引发“同情疲劳”（压力过大导致理解他人的意愿和能力严重缺失），或演变成长期、慢性的职业倦怠。



营销软件并不能帮你解决所有问题

这一软件目前还不是一个来抢走营销人员工作的智能机器人，而只是帮助营销人员日常工作的机器手。当软件开始大行其道在市场营销工作发挥作用时，营销人员的角色也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1005、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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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关注官方微博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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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关注官方微信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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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领导者

5大过人之处

悉尼·芬克斯坦（Sydney Finkelstein）| 文

安健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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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都知道，对工作的满意度往往取决于我们与上司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当今快速演进、全天候的工作场所，经理们总搞不懂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才能让员工拥有最满意的工作经历，增加他们的幸福感。我对世界上最成功的几位老板展开了研究，揭示了能令工作变得更有意义、更有趣味的常规做法。如果你在指导其他人，确保自己遵循了以下几点：


管理个体，而不是团队。
 当你承受压力时，很容易就会忘记员工们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不同的兴趣、能力、目标和学习方式。但是你在与他们互动时应该因人制宜，这一点很重要。你要知道什么能够激励他们前进，能够和员工们进行一对一交流，根据个体发展需求教导他们。至于升职加薪，上司应该通过查阅之前严格的能力素质模型和职业阶梯，根据每名员工的抱负、天分和能力给他们量身打造发展机遇。

保罗·巴塔尔丹博士（Paul Batalden）是达特茅斯盖瑟医学院的荣誉教授，他之前曾在医疗护理巨头HCA集团的汤米·佛利斯特（Tommy Frist）手下工作，他告诉我，自己的前上司“非同一般”，不像是领导此类大企业的CEO。“你总能见到他，他老有时间。”萨缪尔·霍华德（Samuel Howard）是佛利斯特的另一名追随者，目前是Xantus Corp的CEO，他补充说：“当你向他求助时，他立刻就能卷起袖子”跟你一起干，帮你渡过难关。


升华工作意义。
 大部分员工会珍惜那些能够发挥自己价值，带来不同的工作，许多企业现在也开始强调意义和目标，希望能培养员工的参与感。但这也是经理的职责。你不能依靠像奖金、优先认股权或加薪之类的激励机制。你需要用愿景去鼓舞他们，设置具有挑战性的目标，提升他们的自信，让他们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阐明清晰的目标，鼓舞你的团队，设立高期望值，告诉团队你相信他们有能力实现一切目标。

像房地产业的比尔·桑德斯（Bill Sanders），对冲基金的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和职业橄榄球教练比尔·沃尔什（Bill Walsh）这样的传奇上司都会给员工们灌输企业愿景，让他们为之着迷，并能全力以赴追求成功。桑德斯的一个崇拜者斯科特·塞勒斯后来成为了斯通公司的CEO，于2013年退休，他回忆说，自己的前上司“会阐明他的愿景，并说‘我希望你能参与其中，成为企业未来的一部分。’得到这样的邀请，你会倍感荣幸……只想着赶紧投身其中，说出‘算我一个’这种话！”


注重反馈。
 人力资源管理协会2013年针对美国企业管理者的一份调查显示，“只有2%的管理者坚持给员工提供反馈。”只有2%！许多老板只关注可怕的“绩效评估”，而且经常把启发类反馈跟讨论加薪升职混为一谈，这会大大削弱反馈的效果。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写过的那样，一些企业正在改变它们的方法，即便你依然坚持传统的评估，你还可以把卓越上司们采用的持续、个性化的反馈作为补充。定期——至少以周为单位进行一对一的交流，给员工充分的指导。保证反馈内容清晰，坦诚，具有建设性，能够激发员工的自主和主动性。

对冲基金经理蔡斯·科尔曼（Chase Coleman）记得，自己的前上司和支持者老虎基金的创始人朱利安·罗伯逊“非常善于理解人们的动力，知道应该怎样才能激发人们发挥最佳表现……对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要鼓励，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不能让他们过得太舒服。他会调整自己的反馈。”


不要光说，还要倾听。
 当员工们觉得能够随时提出新想法并采取主动时，他们是最开心的，而大部分管理者也称希望员工畅所欲言。那么，为什么现实却不总是如此呢？问题通常在于上司们推销自己的想法时太过强势。员工们会想：“既然上司已经决定了，我为什么还要冒风险提出新想法呢？”

好的领导会花大量时间倾听。他们提出问题和挑战，然后引导整个团队制作出解决方案。他们奖励创新和主动，鼓励团队中的每一个人这样做。

橄榄球教练沃尔什用自己的方法不光鼓励助理教练们，也鼓励球员们建言献策。他在比赛开始前，比赛进行中和赛后看录像时都会这么做。这种更具协作性的方法或许是帮助他的旧金山49人队取得佳绩的法宝：6次取得分区冠军，3次取得美国橄榄球联会冠军头衔，3次荣获超级碗冠军。


保持一致。
 谁会愿意跟着一个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上司？当压力总在不可预测地转移，你永远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或者如何前进时，人们很难有工作的动力。因此，你要保持一致的管理风格、愿景、期望、反馈和对新想法的包容态度。如果变革必不可少，那就坦率、快速地接受吧。

凯尔·克雷格（Kyle Craig）曾于20世纪80年代在汉堡王与餐饮经理诺尔曼·布林克（Norman Brinker）共事，他仍记得上司始终如一的谦逊。“他从来都没有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和错误，这令他身边的人感觉非常自在。”比尔·沃尔什一直以来也都自信十足。前旧金山49人队的外接手德怀特·克拉克（Dwight Clark）评价说：“这就是一种态度。他走路一向高视阔步——但并不是自命不凡那种，显得非常自信。”这两位超级上司各有各的特色，但因为他们始终保持一致，因此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上司采取的行动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员工们开心，但是遵循这5个关键的技巧的话，管理者就会发现他们能够提高所有员工的幸福指数，参与度和生产力。这些要点的共同之处就是专注。密切关注你的员工，视他们为独立的个体。多花费一点儿时间提升他们的自信，给他们展现企业的愿景；提供规律、连续、高质量的反馈；倾听他们的想法。确保你自己传达的信息是前后一致的。这难吗？的确。但这么做绝对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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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芬克斯坦是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Steven Roth教席教授，著有《超级上司：杰出的领导者如何管理人才流动》，本文就摘自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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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隔绝

“二手压力”

肖恩·阿克尔(Shawn Achor)

米歇尔·吉兰(Michelle Gielan) | 文

安健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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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去10年，我们发现人类的大脑会受到情绪的感染。情绪通过一张镜像神经元的无线网络进行传播，镜像神经元是我们大脑的一小部分，能够让我们有共情同理心，理解其他人的感受。当你看到有人在打哈欠，镜像神经元就会被激活，于是你也会跟着打哈欠。坐在房间另一端的人如果有疲惫情绪，你的大脑也会作出回应。但是，能够传染的不仅仅是微笑和哈欠。我们还会像吸二手烟一样吸取其他人的消极情绪、压力和不安全感。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员霍华德·弗里德曼（Howard Friedman）和罗纳德·雷吉奥（Ronald Riggio）发现，如果你视野内有人感到焦虑并且表现力非常强，不论他是否说话，你很有可能被这些负面情绪感染，你大脑的运行也会受到影响。

观察在压力之下的人——特别是同事或者家庭成员会迅速影响你自己的神经系统。另一组研究人员发现，26%的人仅仅是观察压力之下的人，就会出现肾上腺皮质醇上升的情况。来自爱人的二手压力（40%）比来自陌生人的二手压力更具有传染性，但即便观看有关陌生人充满压力的视频，24%的观察者也会出现受压反应。（这让我们好奇，我们这些研究快乐的人是否应该在入睡前观看《绝命毒师》。）

当你上班乘坐出租车，司机愤怒地按喇叭，你一路上都会承受他的焦虑。当老板匆忙步入房间，你也会在表达自己想法时承受她的压力。即使交易大厅里被玻璃板隔开的银行工作人员也会因为看到房间另一端不同部门人员惊惶的情绪表现而被感染。

美国职业压力协会的海蒂·汉纳（Heidi Hanna）是《压力狂》（Stressaholic）的作者，她认为之所以会产生二手压力，是因为我们具备感知外部环境中潜在威胁的能力。她写道：“大部分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只要某些特定的人员一进入房间，就会引发自己的压力反应。这可以是一个基于以往互动的条件反射，但也可以通过非常和缓地改变生物机械节奏，比如心跳或者呼吸频率成为积极沟通的表现。”工作时，我们周围人极其微妙的变化都会成为二手压力的线索，造成巨大的影响。

事实上，你不一定要看到或者听说其他人承受压力；你还能闻到。新的调查显示，压力会令人散发特殊的压力荷尔蒙，其他人可以通过嗅觉感知。你的大脑甚至能够判断出这种“警报费洛蒙”是由高压力还是低压力导致的。消极情绪和压力确实能够通过你的鼻子飘进脑回路。

随着调查越来越复杂，我们发现从其他人那里“捕获”的消极情绪能够影响每一个商业和教育的结果，而且最近调查显示，消极情绪甚至能够在细胞层面影响我们，缩短我们的寿命。根据《幸福之前》所述，丽思卡尔顿和Oschner Health Systems等企业已经意识到二手压力的影响，当员工们被客户或者患者包围时，企业开始为员工们建立“不迁怒”区域。一个患者看到护士在压力或者抱怨下工作的话，也会在接受服务时被这种情绪感染——更不必说从客观来讲，正如汤姆·拉什（Tom Rath）在《健康》一书中强调的那样，积极的心态跟积极的健康结果是紧密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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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系高度紧密的职场，我们与其他人会产生频繁的接触。这意味着负面情绪和压力的传染力会变得更加强大，因为我们会接触许多的负面评论、新闻和大众传媒；财经新闻节目中频繁出现压力下的肢体语言；地铁和飞机上到处是被压力压垮的人们；在开放式办公场所，你可以看到每个人的肢体语言。在这样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我们需要找到正确的方法提高我们的情绪免疫系统，否则就会受到二手压力的影响。以下是几点方法：

改变你的应对策略：我们在与投资银行瑞银集团（USB），斯坦福头脑与身体实验室的阿利亚·克洛姆（Alia Crum）博士和耶鲁情绪智商中心的创始人彼得·萨洛维（Peter Salovey）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如果你创造一种积极的心态面对压力，停止与压力作斗争，压力对你产生的负面影响就会降低23%。当我们视压力为威胁时，我们的身体和头脑会忽视压力的增强效应。（即使压力很大，但压力会创造更强韧的意志力，对生活更欣赏的态度，对其中意义有更深的理解，更懂得分轻重缓急。）不再斗争，不再因为受周围负能量的人影响而感到沮丧，将压力视为感受同情的机会或者让人变得更积极地应对挑战。

创造积极的抗体：我们需要一些可以中和压力人士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行为。当你面对一个饱受压力折磨的同事时，不要以同样充满压力的苦相和肢体语言作为回应，而是报以微笑或者理解的点头。你会突然之间得到力量。正如新书《传播幸福》所建议的那样，你能创造一根“电源线”让负情绪短路。一段对话中，第一个评论往往会预测出对话的结果。试着打电话时不要以“我要喘不过气了”或者“我特别忙”开头。相反，试着在开始的时候深呼吸一口，然后镇定地说：“能跟你说说话实在是太好了。”

打造自然免疫力：拒绝接受他人压力的一个最好的缓冲方法是具备稳定、强烈的自尊心。你的自尊心越强，就越可能觉得自己能够应付眼前的状况。如果你发现自己受到了他人情绪的影响，停下来提醒自己事情进展得有多顺利，自己有能力处理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锻炼是培养自尊心的最好方法，因为你的大脑会根据内啡肽的情况记录下每一次成功的锻炼经历。

给自己洗脑：在进入工作或者充满压力的环境之前给自己洗脑。比如，早晨一睁开眼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想想这一天值得心怀感激的三件事。在TED演讲中，你可以学到5个积极的心理习惯，帮助你给自己做心理暗示，对抗其他人的消极心态：1）写一封2分钟的电邮，表扬一个你认识的人；2）写下三件你觉得感激的事情；3）花2分钟记录下一段积极的经历；4）做30分钟有氧运动；5）冥想2分钟。

如今，我们知道要躲开吸烟室，从人流密集的机场出来后要洗手，但将来我们可能会意识到健康幸福的关键在于提高我们的情绪免疫系统，保护我们自己免受他人压力的影响。当然，不光是其他人的压力在影响我们——我们的心态也影响着周围的人。积极的心态能够提高我们以及周围人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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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恩·阿克尔是《纽约时报》畅销书《幸福优势》和《在幸福来临前》的作者。他在TED的演讲是最受欢迎的演讲之一，观看量高达1100万次。米歇尔·吉兰曾是哥伦比亚广播新闻主播，现在是畅销书《传播幸福》的作者。





抢鲜读 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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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3月封面 “聚光灯”


创业与长期发展


初创企业如何持久

为什么那些看似具备长期发展所需一切因素（客户、现金流以及光明前景）的初创企业会出现偏离运营轨道的情况？ 企业运营环境正变得愈加复杂。商业环境的多样化、变化速度和相互联接程度前所未有，可预测性也大大降低。然而很多企业战略设计方面仍固守着所谓的经典方法。这些方法诞生于过去较为稳定的商业环境下，聚焦于短期业绩的分析和规划，而非企业的基业长青。

初创企业早夭的原因是它们难以实现扩张，也就是说，它们没有适时调整组织架构，将其变得更为专业化，并将成熟运营机制引入进来。哈佛商学院教授兰杰·古拉蒂（Ranjay Gulati）与文章合著者艾莉西亚·迪森图拉（Alicia DeSantola）通过对众多初创公司的研究与分析，总结归纳出一个发展框架，这个框架可以帮助初创企业成功转变为成熟型企业，从而实现业务扩张，避免发展偏离轨道。他们得出的经验不仅仅是提升初创企业规模和生产效率，而且还能帮助它们进入更为广阔的市场领域，在寻求不同的发展机遇时能很好地应对组织复杂性方面的管理。

很多成功运作的企业最终都会遇到停滞不前的状况，从而导致企业收入和利润的大幅下滑，股价一路跌至谷底。企业业绩增长中的停滞不前是可预测的，而且只是源于组织复杂性的一种表现，可以找到解决方案。3月刊聚光灯文章中，克里斯托弗·祖克（Christopher Zook）与其贝恩咨询公司合伙人以及文章合著者吉米·艾伦（Jimmy Allen）针对可持续发展公司中通用的企业态度和企业行为进行了探讨，模拟初创企业发展过程中会遇到的所有瓶颈，并归纳出一套针对初创企业如何应对复杂的组织架构变革，实现稳定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




[案例研究]


他应该为在Facebook上发表的内容而被解雇吗？


一位家族企业总经理无意中发现她手下的一名销售人员在Facebook上发表了一些诋毁公司的言论。她陷入了是否应该为此解雇这名销售人员的思考。是的，员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公司应有权终止那些发言诋毁公司者的劳动合同。言论自由，并不是不需要对言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糟糕的判断力并不限于网上行为。在工作中使用社交媒体时，雇主和员工都应该保持谨慎，企业也需要相应的规章制度。




[跨界人生]


挥之不去的戏剧性：凯文·史派西


凯文·史派西，奥斯卡影帝、导演、制作人以及戏剧导演，联合打造并主演《纸牌屋》，计划接手老维克剧院，培养年轻演员。关于凯文·史派西本人，我们所知甚少。他不愿意人们关注他的私人生活，强调自己是个演员，拒绝被称为明星。人们谈论最多的是他飞速后移的发际线，或者暧昧不明的性取向，不过两者都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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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 Idea Watch




组织文化

量化企业情感文化

QUANTIFYING YOUR COMPANY’S EMOTIONAL CULTURE

西格尔·巴萨德（Sigal Barsade）

奥利维娅·奥尼尔（Olivia O'Neill）| 文

刘筱薇 | 译　安健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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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完所在群体的情感文化后，应记住这一点：作为领导，你的行为是改进文化的最有力工具。


管
 理者往往将情感视作不可评估的“软”特征。但情感可以并应该被量化追踪，而且追踪方式和态度及行为的追踪方法一样：调查。两种方式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具体做法上。

我们在多个组织进行同一项调查，发现参与者不会向我们讲述其感受。但员工或外部评估者能发觉他们身边的情感文化，即价值观、规范以及员工在工作中表达或是压抑某种情感的想法。这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整个群体的情况。我们的问题是：“该组织（或部门、班组）的其他人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热情、关爱、同情、沮丧、焦虑和振奋等情感？”我们接下来会问：“人们应该在其组织中表达何种情感，或有哪些不该表达的情感？”

我们还衡量了，包括愤怒、友情、恐惧和悲伤在内的“基本情感”如何相互叠加。这是因为我们过去10年的研究表明，群体內可同时存在多种情感文化。举例来说，我们在研究一家位于都市区的医院时，发现某些病房內盛行的友爱之情能够中和同等强势的焦虑文化。管理者还有可能在其组织中发现多种亚情感文化。他们在评估出强势文化后就可以决定，将主要精力放在哪些情感上能实现其战略目标。比如，我们在分析思科金融（Cisco Finance）的情感文化调查数据时发现，传播快乐是当务之急，因为快乐对员工敬业度和满意度的影响非常大。于是管理层加倍投资增加乐趣的提案。对其他公司来说，减轻愤怒或恐惧比增加快乐更重要。不同背景下，改进的需要也大不相同。

当然，员工调查不是追踪情感文化的惟一方式。我们也使用了访谈和现场观察的方法。文化访谈通常先从工作谈起，比如“在你的公司工作，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然后我们会问员工，在公司取得优秀业绩需要付出什么，以及什么行为可能阻碍其前程（短期内迅速了解情感文化的好方法）。接下来的问题更直接关乎文化，如“你用什么词语形容所在部门的文化或个性？”了解情感文化中极为明显的方面很重要，但其“隐性”特征也同样意义重大，因此我们搜罗一些自发的非语言线索，如面部表情、姿态、手势和声调。我们甚至分析了办公室装饰品、仪式和惯例。在我们的研究和实践中，这些指标和调查数据紧密相关，这有助于全面确认调查准确度。

你也许想知道：你应在哪一层级评估情感文化？你的直接工作团队、分支机构还是职能部门？或是整个组织？你的决定取决于一系列情景因素，例如你的战略重点在何处，以及你觉得业绩问题在何处。不管你选择聚焦于哪一层级，其关键是，一旦你确定了本组织的情感文化以及该文化需要的改进，就要持续追踪它。思科金融现在每年都会评估公司的情感文化，这样高层管理者就能得知其文化改进措施的效果如何。

你在评估完所在群体的情感文化后，应记住这一点：作为领导，你的行为是改进文化的最有力工具。我们听到某个群体的成员士气低落时，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管理者或领导每天应带着怎样的表情和态度来上班？领导者的态度影响巨大，所以也应，或许最应得到评估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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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尔·巴萨德是沃顿商学院Joseph Frank Bernstein管理学教席教授。奥利维娅·奥尼尔是乔治梅森大学管理学助理教授兼该校康乐进步中心高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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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和性别如何影响自我提升

HOW AGE AND GENDER AFFECT SELF-IMPROVEMENT

杰克·曾格（Jack Ze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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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不停学习并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才能取得事业成功。


为
 何有些人对批评意见的抵触情绪那么强，而有些人却能坦然面对呢？

我们在过去一年里调查了人们对反馈做出的各种反应，这些数据有助于回答以上问题。我们将抵触倾向称为“证明”心理，即想要证明自己，将接受倾向称为“提升”心理，即愿意承认还须改进。以上定义与斯坦福大学教授卡萝尔·德韦克（Carol Dweck）提出的“固定型”和“成长型”思维模式的意义相近，但不完全相同。

持成长型思维模式的人一般都注重提升、学习和努力，而持固定型思维模式的人则认为，我们的能力更多基于天生的才能和特性，不可能改变。前者寻找有挑战性的环境并欢迎他人给予反馈，包括批评意见。后者使用既有技能，努力向他人证明自己。他们往往避免反馈和批评，而且通常选择自己能轻松完成并能保持其良好形象的任务。

我们大概查看了7000份自我评估报告，主要关注其中一组衡量“证明”和“提升”倾向的问题。例如，我们问调查对象，他们上次收到负面反馈时是什么反应——他们是提出质疑，还是坦然接受？他们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吗？当某个亲近的友人给他们纠错反馈时，他们是质疑反馈合理性，还是承认建议可能是正确的？他们会怎样回应同事对他们的评价——抵触还是同意纠错？

为尽可能抑制通常在证明型思维中出现的“保持形象”的动机，我们将评估设计成针对个人发展的自我评估。我们发现，8.3%的调查对象有很强的“证明”倾向，8.4%的人没有明显倾向，83%的人有“提升”倾向。

结果相差可能有点悬殊。毕竟按照定义来看，调查对象都是对个人发展感兴趣的人，因此大多数人有“提升”倾向也毫不出奇。当然，这是份自我评估报告——我们中多数人都愿意相信自己能礼貌且客观地回应各种反馈，我们要承认这一点。（德韦克最初针对幼童的研究可作为参考。她发现，40%的幼童持固定型思维模式，40% 幼童有成长型思维模式，还有20%幼童思维模式无法判断。）

尽管如此，这些数据还是能给我们足够支持，帮我们确定影响调查对象思维模式的3大因素：


年龄。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证明型思维模式会逐渐发展成提升型思维模式。图表1展示了思维模式随时光流转而发生的变化。这可能只是因为随年龄增长，我们更加了解自己；或者也可能因为我们发现的第二大因素——自信。


自信。
 自信和提升型思维模式之前的联系令人着迷，而且有些复杂。图表2显示了随年龄增长，自信会有何变化。注意，男性在45岁以前的自信都在上涨，到中年迅速下滑，然后自信开始回弹，直到55岁左右，之后可能再次下跌。女性反过来在最开始时缺乏自信，但从25岁左右到65岁左右逐步增强自信心，最后会比男性更有自信。

人们对反馈有抵触和防范心态时，往往试图向他人证明自己是极度自信的人。我们的研究结论则截然不同：事实上，十分抵触反馈的人可能缺乏自信。（当然，这只是我们发现的一个倾向，并非绝对原则；极其自信的人也可能对反馈有抵触心理。而且大量学术研究都表明，过度自信有多种负面影响。）在图表3中，负数表示“证明”倾向，正数表示“提升”倾向。我们在有“证明”倾向的参与者身上发现的最佳预测指标是，他们都缺少自信。在自信百分比区间内，分数最高的参与者更可能有提升型思维模式。

有些不太自信的参与者甚至可能有“冒名顶替综合症”（impostor syndrome），即他们害怕自己不能承担现在的职责，而且最后会被识破，然后一败涂地。承认别人对自己的指责有道理不仅会让他们对自己产生怀疑，还可能阻碍其事业成功。“如何我不聪明能干，就什么也做不成。”他们似乎相信：“我最终会被识破，然后失败。”他们只能选择抵触指责。


性别：
 我们还发现，相比男性，女性更可能有“证明型”思维模式，在她们职业的初期阶段尤其明显。原因有多种可能，比如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自信心被削弱，而男性则会变得过度自信。很多女性都遭受到琼·威廉姆斯（Joan C. Williams）所谓的“再证明一次”（Prove-It-Again）偏见，即女性能力总是（且不公正地）受到质疑。

幸运的是，我们还发现，女性随年龄增长，会向“提升型”思维模式转变。相较年轻的男性，年长的男性也更有可能有“提升型”思维模式，虽然转变并没有女性那样明显。在65岁左右以前，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有“提升型”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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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提升型思维模式转变


基于大量社会科学研究，我们得知，改变行为比改变态度简单。而思维模式——不管是“证明型”思维模式还是“提升型”思维模式，都肯定由多种态度组成。我们建议那些想获得成长型或提升型思维模式转变的人，可以从向同事征求反馈开始转变。先收集少量反馈，之后逐渐增加反馈数量和次数。你会发现得到的信息大有裨益，而你征求反馈的意愿也会提升你在他人眼中的形象。

管理者还应用心给下属提供恰当反馈，帮助下属从固定型思维模式向成长型思维模式转变。相比表扬天生的才华和聪慧，认可并表彰勤奋工作、顽强意志与适应能力更为可取。举例来说，请不要说“你的TPS报告非常精彩”，你可以说：“谢谢你为TPS报告付出的心血；你的努力的确有回报。”此类反馈不仅能改变员工的思维模式，还让他们更有自信。他们也会因此更容易接受批评意见。

我们非常赞同卡萝尔·德韦克的观点。成长型思维模式是所有个人发展成功的基石。我们的证据表明，人会改变，但要改变必须放弃“证明”的心态，并开始寻找“提升”的方法。

一个人要不停学习并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才能取得事业成功。做到这些需要正确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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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曾格（Jack Zenger）是领导力发展咨询公司Zenger/Folkman的CEO。他是《哈佛商业评论》2011年10月刊《让你自己成为不可或缺的人》一文合著者。乔瑟夫·福克曼（Joseph Folkman）是领导力发展咨询公司Zenger/Folkman的总裁。他是《哈佛商业评论》2011年10月刊《让你自己成为不可或缺的人》一文合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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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品牌化：

互联网时代品牌营销变革

陈歆磊 | 文　李源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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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显示中国电商份额逐年增长，截至2015年上半年已经达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1.4%，同比增长31%。随着电商逐渐蚕食传统的线下份额，线上已经成为任何品牌不可忽视的重要渠道。然而，互联网上的品牌运营与传统的线下品牌运营有着很大的不同。



互联网时代品牌运营的三大特点


首先是品牌的传播方式不同。
 2015年上半年中国网民达到6.68 亿人，平均在线3.7小时/天，但是社交情景中用户平均注意力广度只有8秒。在这种碎片化和极短注意力情况下，传统品牌多渠道大规模广告，海量信息、单向推送的无差别传播方式正逐渐失去效果。而互联网品牌倾向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的推广。用户在社交网络中自然的聚集和自发组成的社交群，本质上实现了对潜在消费人群的分类，且分类方式相比传统的划分更为准确和科学。


其次，快速消费和个性化电商时代，产品生命周期大幅缩短。
 针对产品系列的调整，传统品牌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成本进行线下渠道沟通和维护、推动产品营销和品牌推广。而新的互联网品牌则可集中精力在设计、与消费者互动等关键环节以提升用户体验。以服装行业为例，传统品牌需要数月时间完成的产品设计、投产、上架，而互联网品牌只需十几天即可完成，带来的直接效果是产品更新频率、库存周转率的大幅提升。目前典型的淘品牌每天都有新款上架，而淘宝网上的知名店铺韩都衣舍每天的上架新款更是高达70-80种。


再次，在中国互联网平台是一个恶性竞争的市场，从而导致品牌价值急剧下降。
 一方面，信息传播模式的革命消除了传统线下市场产品信息的不透明，消费者可以通过用户评价、晒单、专家点评等获取产品信息。消费者接触更为全面的信息时，品牌感知质量和忠诚度已不再是影响购买决策的全部因素。因而消费者对价格更为敏感，不再为品牌溢价买单。

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电商市场假货泛滥，由于产品难辨真伪导致消费者过于看重价格。恶性的价格竞争导致企业利润下降，无力培养顾客忠诚度。而且主要的电商平台依赖贩卖流量盈利，从它们的角度来说市场竞争的加剧会增加其流量的价值，因此每次淘宝调整其搜索算法后，受影响最大的总是大品牌。

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互联网渠道成为一个价格敏感度极高，恶性竞争严重的市场，从而导致品牌价值很难培养。这也是为什么互联网渠道上很难产生成气候的高端品牌，而大部分成规模的互联网品牌在笔者的观点中只是渠道品牌，也就是说品牌的作用主要是吸引流量，而顾客对品牌的个性以及情感方面的认同是不高的。



互联网品牌营销趋势

基于以上因素，互联网上产生了一些独特的有别于传统线下品牌营销的趋势。


首先，品牌从“大而全”向“小而美”转化。
 随着互联网发展，以往长尾市场中难以被挖掘和满足的小众商品需求逐渐得以实现。阿里巴巴数据显示，过去三年，中小品牌商品交易额占比提升了10%。中小品牌以更个性化而贴切消费者需求的姿态获得市场的青睐。


其次， 基于兴趣社交和粉丝经济的品牌运营模式大行其道。
 兴趣社交可以产生用户粘性和忠诚度。当群体中出现具有某方面一技之长的“意见领袖”时，兴趣群体则可能演变成粉丝团体。而“意见领袖”可以通过经验分享、互动来加速粉丝数量的积累，最终将兴趣与产品结合，将粉丝转化为巨大的潜在消费群体。这些年涌现的“网络红人”店铺就是这一模式很好的例子。

“网络红人”是指在现实或者网络生活中，因为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行为而被网民广泛关注从而走红的人。2015年618大促销中销量前十的淘宝女装店7家是“网络红人”店铺，甚至出现开店仅2个月就做到“五钻”级别店铺的案例，堪称淘宝“奇迹”。店铺上新成交额突破千万元，表现不亚于传统一线知名品牌。数以亿计的销售额背后是社交媒体上超过百万级粉丝的支持。数据显示淘宝平台上有超过1000家网红店铺，消费人群中女性占71%，绝大多数为18-29岁的年轻女性。

网络红人作为“精神领袖”以社交为突破口，将互联网品牌营销与消费者兴趣痛点融合，打破传统商业与社交的界限，使消费者在社交互动时潜移默化接受品牌植入。与传统品牌选择明星作代言打响知名度不同，网红本身即品牌。店铺鼓励粉丝分享购物体验（如买家秀），增加消费者的参与感和情感共鸣，也让更多潜在消费者更直观地了解产品，借口碑的传播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社交互动将传统新品牌建立所需漫长的时间积累过程极大压缩，且口碑的传播比商业广告更具说服力。国外研究也证明，通过LinkedIn、Twitter 和 Facebook分享和评论后，互联网渠道的转化率都高于行业水平2%，其中Twitter的转化率高达6%。

通过社交网络兴趣群体建立的强关系链接，对“网红”店铺的成本构成和运营模式造成巨大的影响。数据显示，线下品牌获取新用户的成本是留住老用户的4-6倍，老用户损失率每减少2%就相当于降低了10%的成本，而典型“网红”店铺的老顾客占比通常高达70%。 此外，红人品牌能够准确快速地获得跨平台消费数据，了解粉丝的喜好。哪张图片的点击率高、传播覆盖面广、导入更多的流量以及引发的购买转化率如何。 “网红”品牌借助可量化的数据指标，前所未有实现了精准营销，迅速定位粉丝需求及时调整产品和优化运营策略。



品牌的未来之路

但互联网品牌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前面讲到的网红，店主通常缺乏供应链管理能力，团队也以营销人员为主，主要消费群体集中在粉丝，模式较为单一。此外，网络的红人效应也存在时效问题。如何深度绑定消费者，延长红人效应时限和提升品牌实力是网红店铺长期发展的重要问题。此外，恶性竞争导致品牌价值难于建立的问题也在互联网上普遍存在。

互联网和传统线下渠道的根本不同会对未来的品牌经营模式造成很大的冲击，“大而全”的品牌经营模式将甚至会消失。现有的大品牌往往依靠大量的营销投入打造一个品牌形象，然后依托这个品牌形象开发具有垂直差异化的产品线以满足高中低端消费者的需求。在这种经营模式中，中低端产品填补了成本，高端产品贡献了利润。而互联网渠道强烈冲击了中低端产品的利润空间，使得现有的商业模式难以维系，这与Wal-Mart冲击小型零售商的模式极为类似。

未来我们会看到大品牌的影响力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在一个品牌之下许多极致个性的中小品牌。消费者对该品牌的理解是通过不同的子品牌以及个性化的体验而实现，而母品牌的影响力相对减弱。在市场上多层次的品牌结构将依然存在。底层是极致低价的高性价比品牌，中间层则是以大品牌集团的子品牌形式存在的个性化品牌层次，通过共享供应链、财务系统降低运营成本。而最顶层则由具有极致体验的高利润品牌组成。整体来说，除个别行业外，底层和中间层的品牌都将承受去品牌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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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歆磊是长江商学院营销学教授。





大思路 The Big Idea




逆向创新的

5大设计原则

Engineering Reverse Inno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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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性产品





这款轮椅专为崎岖道路




和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者设计，在美国引起了轰动。





阿莫斯·温特（Amos Winter）

维贾伊·戈文达拉扬（Vijay Govindarajan）| 文

刘筱薇 | 译　蒋荟蓉 | 校　安健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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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创新是指西方跨国公司在发展中经济体进行产品或商业模式的创新，再反向输出到发达经济体市场，这种创新方法兼顾了两种经济体的不同需求，成为各大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致胜的法宝，本文提供了提高逆向创新成功率的5大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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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跨国公司正开始意识到，为新兴市场并在新兴市场研发新产品，让它们有机会超过本地对手，以更低价格致胜，甚至还能颠覆西方市场。然而，多数公司都不知道该如何开发出这样的产品，并将产品卖到发达国家。




解决方案


一项历时3年的研究表明，西方公司往往不了解新兴市场的经济、社会和技术背景。多数西方的产品工程师很难克服这些市场的限制因素并充分利用自身灵活性，容易陷入一个或多个阻碍创新的陷阱。




主要观点


做到以下几点，公司就可以避开这些陷阱：1．抛开解决方案，先看问题。2．利用自己在新兴市场的设计灵活性，制定最佳解决方案。3．了解问题背后的技术状况。 4．和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方一起测试产品。5．利用限制因素开发全球爆款。






西
 方跨国公司慢慢发觉，在发展中经济体设计产品和服务，做一些全球化调整后，将之出口到发达国家是个很好的想法。这一过程被称为“逆向创新”，因为它与传统的先在发达经济体设计产品的方法不同，公司能兼顾到两种经济体，并从中获益。

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的人是本文作者之一维贾伊·戈文达拉扬（Vijay Govindarajan），具体内容请见2009年10月刊《通用电气如何颠覆自己》（“How GE Is Disrupting Itself”）一文。

尽管逆向创新的逻辑无可辩驳，但只有几家跨国公司，如可口可乐、通用电气、音响公司Harmon、微软、雀巢、百事可乐、宝洁、雷诺和李维斯成功在新兴市场制造产品，并在全球销售。即使吉安灌溉（Jain Irrigation）、马恒达汽车制造商（Mahindra & Mahindra）和塔塔集团等新兴市场的巨头也认为，开发出在两个市场都受欢迎的商品很困难。

我们研究这一挑战已有3年，分析了多家跨国公司发起的超过35个逆向创新项目。研究表明，问题出在我们不了解新兴市场独特的经济、社会和技术背景。多数西方公司的产品开发员终其一生，都在为和自己一样的人开发商品，所以他们对新兴市场客户特有的消费习惯、技术使用状况和地位认知缺乏深刻了解。高管很难想出克服新兴市场限制因素的方法，也不知道如何有效利用自己在新兴市场的自由。由于不清楚发展方向，他们常会陷入一个或多个陷阱，无法有效进行逆向创新。

我们的研究还显示，如果高管遵循能帮自己深刻了解逆向创新的设计原则，他们可能就不会陷入陷阱。我们总结的原则部分来自与跨国公司的合作，部分来自本文作者之一阿莫斯·温特（Amos Winter）的切身经验。他亲自带领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团队，用6年时间为发展中国家居民设计了越野轮椅，现在正在印度制造。这款轮椅名为变速轮椅（Leveraged Freedom Chair，简称LFC），它的驱动速度比普通轮椅快80％，性能高40％，售价约250美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售轮椅的价格相差不大。轮椅的西方版名为GRIT自由轮椅（GRIT Freedom Chair），应用了原版提高性能和压缩成本的技术，并根据客户反馈进行修改，在美国以3295美元的价格出售，不到同类竞争产品价格的一半。

我们在接下来的文章中会说明，如果公司将工程与战略极具创意地结合起来，就能成功实现逆向创新。只有设计出恰当的产品或服务，并清楚其商用价值，公司才能抓住商业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本文中指导逆向创新的原则，是由一位机械工程学者和一位战略学者共同总结得出。



5大陷阱及回避方法

跨国公司通常会为每样产品设计3种形式：1）最优版本，其性能最佳、价格最高；2）次优版本，性能和价格都是最优版的80%；3）普通版本，性能和价格达到最优版的70%。由于新兴市场客户对产品的期望极高，但经济能力偏低，所以跨国公司为成功打入新兴市场，设计策略目标通常是在最大程度上减小风险：公司对普通版产品进行价值分析，将这类产品的性能和价格降到最优版的50％，级别也降为“尚可”。

此方法基本无效。在发展中国家，“尚可”（或者说“还好”）的产品对中产阶级来说太昂贵，而能够承担高价的高端消费者则倾向买最优产品。同时，随着规模经济的发展和供应链全球化，本土公司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制造价值高、价格相对低廉的产品。所以多数跨国公司在本土市场仅能掘到一点金。

为争取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跨国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必须以较低成本，提供性能与现有商品相当或更好的商品。用产品开发员的玩笑话说，公司必须保证商品性能100%不变，但价格只能是现有商品的10%。只有开发颠覆性产品和技术，才能让公司的产品性能优于本地竞争对手而且价格更低。但我们上文中提到的陷阱阻碍了公司迎接这一挑战。为避开这些陷阱，公司必须遵循5大设计原则。


陷阱1：试图将现有产品与细分市场对接。
 跨国公司在为发展中国家开发新产品时，会受到现有商品和流程干扰。在初始阶段，改良现有产品似乎比研发新产品更快速、便宜，而且风险小。但经过多次试验改良后的产品对收入较低的客户吸引力并不大。领会到这一点很难，设计师难以摆脱现有技术的干扰。

在国际化经营方面经验老到的美国拖拉机制造商迪尔（John Deere）在印度就遇到这一问题。迪尔最初在印度卖拖拉机时，根据新兴市场条件认真改良了产品，但其小型拖拉机的转弯半径仍很大，因为这一设计针对的是美国大农场。印度自有或租用耕地面积较小，而且挨得很近，所以农民偏好能转陡弯的拖拉机。直到迪尔公司针对本地市场情况重新设计了拖拉机，才在印度尝到了成功的滋味。


设计原则1：确定问题即可，无须想出解决方案。
 在你确定问题之前不用预先想出可能的解决方案，这有助于公司回避第一个陷阱，发掘现有产品组合外的其他组合。举例来说，新兴市场面临灌溉问题：农民要求扩展电网，运用电力抽水灌溉农田。然而，他们需要的是水，而非电；真正的需求是将水引到农田，而非将电力输送给水泵。如果工程师能够全盘考虑灌溉问题，他们就会发现，在农田附近建造池塘或使用太阳能水泵，比扩展电网更符合成本效益，且有利于环境。

高管在确定问题时，应注意观察有无迹象显露出客户可能没表达出的需求。英联邦电信组织的研究员在2002年的报告中称，在东非，城市打工者将通话时间转给村中的家人和朋友，让亲友使用或转卖这些通话时间。这样打工者就可以直接转账给家乡的亲友，无须冒着风险带大量现金赶回遥远的家乡。这说明汇款服务的需求尚未被发掘出来，于是风靡东非的移动汇款服务M-Pesa应运而生。

在启动设计流程前，最好先深层探究一下全球市场。比如麻省理工团队在分析轮椅市场时发现，4000万残疾人没有轮椅，而他们中70％居住在农村，去学校、工作地点、市场和社区往往只能走崎岖山路，或泥泞的小道。再加上环境条件恶劣，他们的普通轮椅很快就破损，而且很难维修。多数贫困户都能免费或者以补助价格得到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或政府机构援助的轮椅。以上供应方愿意为每部轮椅支付250美元到350美元，这是一个重要的价格限制因素。

轮椅使用者无法阐明自己需要何种解决方案；团队不得不通过观察及倾听来确定市场需求。他们想从自己听到的无数投诉中得到线索，比如很难在乡村道路上推动轮椅；手动三轮车体积太大，不能在室内用；进口轮椅不能在村里维修；上下班往返路程往往超过1英里，使用轮椅很累；等等。

团队通过评估消费者需求得出4个核心设计要求：

1．价格大概在250美元

2．每天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行程超过3英里

3．可以在室内使用和操控

4．方便在本地维修且价格低

这些标准没有明确规定轮椅的样式，但如果团队没有遵照某项标准，或强行应用某个既有解决方案，再或自作主张，都可能会遭遇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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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2：通过减少功能来降低价格。
 很多跨国公司认为，这一方法可以让新兴市场的消费者买得起本公司产品。有观点称，发展中国家居民愿意接受质量较差、基于夕阳技术生产的产品。这类思路往往导致决策失误，产品设计低劣。

举例来说，当三大汽车制造商中的一家决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印度市场时，要求底特律的产品开发员研发一款本土化车型。设计者首先选择了一款中等价位的既有车型，之后删掉了后车门电动升降车窗功能等他们认为印度客户不需要的功能。新车型价格在印度最高阶层的可负担范围内，但这些人都雇用司机；司机可以在前座使用电动升降车窗功能，而雇主则不得不手动摇下后车窗，这大大降低了客户满意度。


设计原则2：发挥在新兴市场设计自由的优势，制定最佳解决方案，而非简化版。
 尽管新兴市场有很多限制，但在本质上允许公司在设计上自由发挥。这里说的自由视情况而定，比如埃及的辐照度高，因此在能源供应不稳定的地区，太阳能成为较为理想的选择；印度的劳动力成本低、材料成本高，所以手工制作更符合成本效益。公司的设计也会因不同消费者行为而变化：有些非洲消费者会优先考虑买屋顶悬挂式电视机，这说明公司在满足客户需要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到他们需求。

麻省理工小组认真分析新兴市场的设计自由，完成了多个目标。举例来说，多档位变速轮椅的制造原理与变速自行车相同，而且都在发展中国家出售。但这种轮椅价格昂贵，很少消费者买得起。工程师为设计替代品，不得不将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各种手臂动作的设计上，用户要运用手臂驱动传动系统，使轮椅速度加快或减慢。尽管手臂活动能力对新兴市场用户来说并不特殊，但如果工程师不是为了满足新兴市场对高性能、低价格的特殊要求，也不会想到利用这一能力开发新产品。

麻省理工小组设计的变速轮椅有两个长把手，推动把手就可以驱动轮椅；用户通过转换手在把手上的位置改变速度。爬山时要抓住把手上端，获得更多杠杆力；握住把手下端得到的扭矩比推轮胎边多50%。在平地行动时抓住下端，大角度摇动把手就可以快速移动，速度比普通轮椅快75%。拉回把手就可以刹车。

传动系统由简单的单速自行车的零件组成，而用户成为机器中最复杂的一部分——既是轮椅动力来源，也是变速器。实际上，使用自行车零件也是该团队可以开发的一种自由。自行车在发展中国家使用广泛，有备用零件储备的修理店遍地皆是。因为变速轮椅的传动系统由自行车零件组成，所以它成本低、耐用，而且容易修理，在偏远山村也如此。


陷阱3：没有全面考虑新兴市场的技术要求。
 工程师为发展中国家设计产品和服务时，以为面对的技术状况和自己所处的发达国家一致。尽管科学规律可能在哪里都一样，但新兴市场的技术基础建设另有特点。工程师应了解问题背后的技术因素，比如物理、化学、热力、生态等方面，然后进行严密分析，确定备选解决方案的可行性。

工程师通过全面检验可以确认或否定自己对市场的预估。以专门为非洲设计的PlayPump为例。这款水泵利用乡村儿童推旋转木马的力量将水从地底引入水塔，让孩子在玩耍的同时为社区做有用的事。从任何方面看，这都是种双赢。此外，一阶工程分析显示，这一技术预想合乎逻辑。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在某个1000人左右的村庄里，每个人每天都需要饮用3升水。这个村庄的水塔有10米高，可以储存3000升水。用高中物理知识可以得知，理论上25个儿童每人推10分钟可以使水塔满水。

但后续分析推翻了这一推断。毕竟，孩子转动旋转木马是为了骑着木马，直到头晕；如果抽水的所有能量都来自儿童的推力，那么孩子一旦停止推的动作，旋转木马也会停止。这不是开玩笑！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他们的能量一半转动了木马，一半抽运水，那么能量就需要加倍；必须有50个孩子每天转动PlayPump10分钟，才能让水塔处在满水状态。

将水从10米深的井中抽出，要100个孩子使用旋转木马才能提供必需的双倍能量。再考虑到能量利用率低，这一数字要上升到200。如果天气太热、太湿或太冷，孩子们不想在PlayPump上玩呢？到时这个村庄怎样取水呢？如果PlayPump制造者在设计产品时考虑到这些因素，他们可能就会意识到这个方案在技术层面上不可行。尽管PlayPump 国际组织在2000年被授予世界银行发展市场奖（World Bank Development Marketplace award） 并在2006年获得1640万美元的援助经费，但该组织在2010年前就停止安装新设备了。虽然PlayPump听上去是个好想法，但村庄的抽水系统需要稳定的能量来源，而且来源不应是孩子的游戏。


设计原则3：分析消费者问题背后的技术状况。
 发展中国家的内在技术关系也许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举例来说，印度城市家用水的来源是市政加压供水系统。像美国的供水系统一样，如果发生泄漏，这套系统能保证水流出去，而污染物进不来。然而，多数印度家庭使用增压泵将水从市政管道抽到屋顶水箱。地底污染物随水流进入管道，造成一种在美国很少见的污染机制。

社会和经济因素往往会提高对产品的技术要求。举例来说，如果某公司想把价格便宜的拖拉机卖给低收入农民，就必须制造轻便的拖拉机，因为材料成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价格。工程师接下来必须检查，拖拉机重量减轻后性能会否受到影响，特别是牵引力和运力。后者非常重要；在新兴市场，农民不仅用拖拉机耕作，还做一些杂务，比如运送人员。

工程师通过研究技术状况，可以发现痛点以及利用痛点的创意方式。了解新兴市场对能源、力、热传递等技术的要求有助于工程师想出新方法，满足这些要求。如上文所讲，变速轮椅由人力驱动，所以没有机动成本和能源消耗。但设计团队必须想出让用户运用上肢力量驱动轮椅的方式。该团队通过计算手臂的力量和推力，以及在不同地形条件下需要使出多少力量，完成了这一任务。最后，设计者算出了两个把手的最佳长度，令用户在一般地形条件下以最高效率行驶，而且遇到泥泞或砂石等路况时，有足够力气驶出艰难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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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4：忽视利益相关方。
 很多跨国公司似乎认为，如果想让产品设计者了解消费者需要和需求，只须将设计者空降到新兴市场，让他们适应几天，开车带他们转转几个城市、乡村和贫民区，观察一下当地人即可。这些公司认为，设计者有这些经验就足够能研发出消费者会购买的产品了。但这种观点太脱离现实了。


设计原则4：和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方一起测试产品。
 如果公司在设计初始阶段，就列出所有对产品成功有关键作用的利益相关方，之后的发展势头会很好。公司不仅要问终端用户将是谁以及他们的需要是什么，还要考虑谁将制造、分销、售卖、购买、维修和处理产品。这有助于开发产品以及可延展的商业模式。公司最好与利益相关方一起设计产品，而非为他们设计。如果双方地位等同，利益相关方更有可能参与到设计过程中，并提供真实反馈。比如在设计义肢时，应与截肢者、提供假肢的诊所和付费组织合作。如果你体格健全，那么你有多少个博士学位都没用；你仍然不知道在发展中国家戴假肢生活是什么感觉。

麻省理工团队与发展中国家的轮椅制造商和用户建立伙伴关系。这些利益相关方不仅提供了有用信息，比如如何把轮椅造得更好、更容易生产、较坚固、便宜，还想到了加强一些功能的方式。团队在东非、危地马拉和印度与当地轮椅制造和供应组织一起进行田间试验，进一步收集反馈。试验影响极大，原设计得到进一步修正。

尽管最初的原型在东非崎岖的路上行驶自如，但在室内使用效果不佳。这款轮椅比竞争对手产品重20磅，而且由于尺寸过宽，无法在普通人家门口活动，但麻省理工团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工程师为进行第二次迭代，调整了座位位置，使之靠近用户臀部，同时拉近车轮与车架之间距离，并使用更窄的轮胎，轮椅宽度因此缩短。之后他们在危地马拉进行测试。团队通过结构分析、优化车架比强度以及尽可能地减少用料，将变速轮椅重量减轻了20磅。新型轮椅在室内使用效果良好，但一些用户觉得，他们在崎岖的路上行驶时有可能跌下轮椅。于是团队在印度测试时，给轮椅添加了足部、腰部和胸部的固定带，将用户固定在座椅上。用户给第三个版本的评分与普通室内用轮椅持平，而且远高于户外用轮椅。

一些设计漏洞只有用户能觉察到，工程师是想不到的 。比如在用户建议的7处重大设计改进中，麻省理工团队在东非测试前，只发觉到自己应减轻变速轮椅多余的重量。与潜在用户一同进行实地测试，并联合分发产品的组织共同设计解决方案，这一点十分关键。记住，设计是迭代的；你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把事做对，所以要准备好测试多个原型。


陷阱5：不相信为新兴市场设计的产品在全球有吸引力。
 西方公司倾向认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有品牌意识，而且对产品性能要求高，所以就算新兴市场产品价格较低，他们也不会购买。高管同样担心，这些产品即使受到欢迎，也可能对本公司中价格和利润都较高产品的销量造成冲击。


设计原则5：利用新兴市场的限制因素开发全球爆款。
 公司在制定解决方案前，应找到限制新产品或服务的内在因素，比如消费者平均收入较低、基础设施建设不足、自然资源有限。这些因素决定了新设计必须满足的条件，比如价格、耐久性和材料。

发展中国家的限制因素通常会迫使技术有突破性创新，从而打开全球市场。新产品成为公司试验新功能和属性的平台，力图使世界各地多级消费者都满意。举例来讲，雷诺汽车（Renault）曾专门为对价格敏感又要求质量的东欧客户设计Logan车型。这款车于2004年在罗马尼亚推出，售价仅为6500美元，但体积比竞争对手产品更大，而且有后备箱、离地间隙也较高、稳定性更高。雷诺为压低价格，在车中少装了一些部件，并选择在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的罗马尼亚制造。

两年以后，雷诺决定吸引发达国家消费者购买Logan，于是添加更多安全功能并改进外观设计，比如金属颜色。在法国，Logan的售价达9400美元。在德国，Logan的销量在3年内从6000辆跃到8.5万辆。到2013年，Logan在西欧的销量已达到43万辆，较2012年上涨了19%。因此，尽管东欧的条件所限让雷诺不得不开发汽车新设计，但结果喜人：该产品的高性价比让西欧消费者也获益。

变速轮椅也经历相似的过程：美国和欧洲轮椅用户已经发觉这款产品引起的媒体轰动，而且也有意愿购买。麻省理工团队和总部设在波士顿的设计公司Continuum合作，设计了美国版变速轮椅的外观。设计者还在变速轮椅的潜在西方客户中进行测试，决定添加何种新功能。发达国家GRIT自由轮椅模型是为契合美国汽车的后备箱而设计，此外还备有方便用户用一只手取下的快拆轮胎，而且使用美国自行车零件制造轮椅。

尽管自由轮椅在2015年5月才开始在发达国家进行工业化生产，但它已经步入了成功之门。由麻省理工团队创立，制造该款轮椅的公司Global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在3年前赢得了世界最大初创企业竞赛Mass Challenge的钻石奖，同时获奖的还有3家公司。GRIT为推出自由轮椅，在2014年开展了Kickstarter众筹活动，仅5天就实现了筹资目标。

很多公司掉进了上文所述的陷阱，比如全球剃须产品巨头吉列（Gillette）在为印度设计产品时就陷入困局。就在10年前，吉列在该国的收入主要来自购买高价吉列产品的金字塔顶端消费者。宝洁公司在2005年收购吉列后，立即发现了在印度扩大市场份额的机会。

宝洁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印度市场，在它的压力下，吉列决定为4亿常用双面刀片的印度中等收入者研发新产品。吉列开始研究消费者需求，组织了一个跨职能团队，在理清从钢供应商到终端用户的价值链后，用3000多小时调查了1000名潜在用户，最终完成人种学调研。

吉列认识到印度剃须消费者的需求与发达国家用户有4处不同：


价格合理。
 价格是关键限制因素，因为吉列最大的竞争产品双面刀片，售价仅为1卢比，不足2美分。


安全。
 这个细分市场的消费者在清晨天尚黑时坐在地板上，取少量水，一手举着镜子，一手拿着剃须刀，剃须时很容易受伤，因为双面刀片在刀片和皮肤之间没有保护层。

即便如此，吉列产品设计员观察印度男人剃须，发现多数人都没有刮伤自己。他们的回应很简单：“我们是老手，不会伤到自己。”但团队的结论是，剃须需要集中注意力；印度男人剃须时因为害怕伤到自己而不能放松或交谈。吉列发现了这一潜在需求：多数剃须者很希望用更安全的剃刀和刀片缓解紧张的情绪。


易于使用。
 印度男人相比多数美国男人胡子更浓密，脸部毛发更重，而且不经常剃须，所以他们要剃更长的须发。他们还喜欢使用很多剃须膏。这些做法很容易堵塞剃须刀。由于印度男人能用的自来水很少，他们需要容易洗净的剃须刀。


剃光胡须。
 虽然吉列正确判断出印度男人和其他地区男人一样喜欢剃光胡须，但区别在于他们不在乎时间。他们可以花30分钟剃须，而美国男人只用5到7分钟时间。为设计一款有竞争力的产品，吉列再次研究了单面刀片的工作原理，发现多层单面刀片能够剃光弹性较大、粘成一团的毛发。刀片刮下须发的同时，也把毛发稍稍拉出皮肤。毛囊像一层缓慢关上的纱门一样拉回毛发，所以这些毛发不会立即弹回原位。毛发仍向外冒出，下一层刀片再将其削短。以此类推。

这一过程帮助吉列想到一项重要设计自由：可以在新款剃须刀上只装单面刀片。新款剃须刀生产成本会因此大幅降低，所需零件也比其他剃刀少80%，大大降低制作难度。

吉列的工程师接下来要想出如何在修剪须发前抚平肌肤，以免剃光胡须时受伤。他们还必须了解在一杯水中甩动清洗剃须刀的原理。最后，他们要平衡竞争条件：刀头的小锯齿在皮肤接触到刀片前可以抚平皮肤，而刀片后有一个空的槽口，保证须发和剃须膏能顺畅流出。

吉列团队彻底重新考虑一遍剃须刀的构造，还设计了一个独特的旋转头。

经过重新设计的剃须刀易操作，能轻松滑过脸和颈部的曲线，特别是不方便修剪的下巴下方。看到印度人为握牢剃须刀做出各种各样的姿势，吉列设计了一个凸起的把手，其材质还能防滑。吉列不仅没有止步于仅为印度设计产品，还创建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支持它。为压低生产和交通成本，吉列在多个地点设立产品制造厂。此外，由于印度的分销基础设施由上百万家庭式经营的零售店构成，所以剃须刀采用了独特的包装设计，旨在让消费者在任何店铺都能轻易找到产品。

这家美国公司多年来在印度市场经营顺利，主要是因为没有只做最便宜的剃须刀，而是力争以超低成本制造价值更高的产品。吉列Guard剃须刀价格是15卢比（大概25美分），是吉列锋速3价格的3%，锋隐动力价格的2%，而且其替换刀片每片价格只有5卢比（8美分）。这款创新产品于2010年发布，很快就占据了印度大部分市场份额：如今在印度卖出的刀片中，2/3都是吉列Guard。尽管吉列还没有在印度之外销售Guard系列，但这款产品成功的逆向创新设计预示其前景良好。

虽然多数西方公司都知道，商业世界在过去15年中改变巨大，但它们仍没有意识到，商业世界的重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新兴市场。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墨西哥到2030年都可能加入世界12大经济体，而任何想维持其市场主导者地位的公司都必须关注这些国家的消费者。这样做有利于跨国公司在以上国家实现“节俭式创新”（雷诺公司 CEO 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发明的词）并从中获益。因为这些国家有大量技术人才，特别是工程师，而且他们的工资相对较低，所以创新成本往往较发达国家低。但如果公司没有遵循逆向创新的设计原则，投资多少钱都不能开发出成功的新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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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斯·温特是麻省理工学院Robert N. Noyce职业发展教席助理教授，也是机械工程学院全球工程及研究实验室主任。

维贾伊·戈文达拉扬是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Coxe教席杰出教授，也是哈佛商学院Marvin Bower奖学金项目成员。他是《逆向创新》（Reverse Innovation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2）的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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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 Spotlight




新谈判手段：


情绪管理的艺术

Emotion and the Art of Nego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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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杰克·萨瑟兰（Jack Sutherland）


艺术作品：《玻璃橱窗》，镶板上用丙烯颜料所作，

由saatchiart.com网站提供。





艾莉森·伍德·布鲁克斯（Alison Wood Brooks）| 文

牛文静 | 译　刘筱薇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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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几乎没有研究人员过多关注情绪对谈判的影响。直到最近10年，研究人员才开始从事相关研究。本文提供的一系列方法，能帮助谈判者降低焦虑，小心地表达愤怒，避免失望和悔恨，并记住兴奋和开心也能导致糟糕的谈判结果，从而达成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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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谈判者通常将重点放在战略、战术、报价和还价上，对谈判桌上双方情绪造成的影响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新发现


研究表明我们可以调节在谈判过程中感受和表现出来的焦虑、愤怒、兴奋、失望或遗憾情绪，从而达成更好的结果。




推荐方法


留心谈判者通常感受到的情绪以及别人对这些情绪的感知，通过具体的步骤进行回应。比如，在谈判中流露或感受到焦虑会削弱你的谈判力。提前练习如何保持镇定，或者让第三方代替你去谈判。






每
 学期我最喜欢的一天，是带着MBA班的学生进行一项名为“尊重合同”的谈判练习。学生们组成搭档，分别模拟陷入问题的供应商（电脑零件制造商）和客户（搜索引擎初创公司）。双方在8个月前签订了一项内容详尽的合同，现在就其中一些条款（销量、定价、产品可靠性和能效规格）发生了分歧。学生分别扮演客户或供应商，并掌握了相关公司财务和政治状况的保密信息。每对搭档须进行二次谈判——谈判结果可能是修订合同、终止合同或进入昂贵的诉讼程序。

但是，真正让这场模拟变得有趣的并非谈判细节，而是在练习开始前，有一方会收到绝密指示：“请在谈判开始时表现得很愤怒。愤怒情绪至少持续10分钟。”接下来还会有表现愤怒的一系列具体指示，比如打断对方、使用“不公平”或者“不合理”等词汇、人身攻击以及提高音量等。

在谈判开始前，我要求学生在大楼各处分散开，这样他们就无法看到其他人的表现。随后，我会在每组学生谈判时从旁观察。尽管一些学生不太自然，但很多人非常擅长伪装愤怒情绪。他们会在对方面前不停晃动手指，还会频频踱步。我从未见过双方发生肢体冲突，但有过一触即发的情况。而那些未收到指示的谈判方中，一些人试图平息对方的怒气，还有一些被对方激怒。情绪反应升级的速度之快令人惊讶。30分钟后，当我带领大家回到教室时，仍有学生冲着对方叫嚷或者难以置信地不停摇头。

在简报中，我们对双方进行了问卷调查，以确定他们的愤怒程度和解决问题时的表现。通常越愤怒的一方，谈判最终结果越糟——可能面临诉讼或僵局（零协议）。一旦我告诉大家谈判开始前的指示，讨论总会得出一个关键结论：愤怒就像给谈判扔下一颗炸弹，可能会对结果产生深远影响。

20年前，几乎没有研究人员过多关注情绪对谈判的影响。情绪对克服谈判中的冲突、达成协议以及创造价值到底有何作用？谈判学家重点关注的是战略和战术——特别是双方寻找替代方案、利用筹码，以及报价和还价的艺术。

对谈判的科学理解通常倾向于回归协议的交易本质——如何在过程中获得最多收益。专家即使关注谈判中的心理作用，也会将重点放在氛围和非具体的情绪上——比如整个谈判给人的感觉是积极还是消极，这对行为的影响是什么。

但是在过去10年间，研究人员开始研究具体情绪（愤怒、悲伤、失望、焦虑、嫉妒、兴奋和遗憾）对谈判者行为的影响。他们研究了当人们在谈判中感到和通过言行表现出上述情绪时的差别。对交易味道没那么明显的谈判和双方致力于建立长久关系的谈判来说，了解情绪的作用更加重要。

事实证明这个研究方向很有用。我们都有调节情绪的能力，而在这方面的具体方法可以帮我们极大提高这种能力。我们也能控制自己情感的表达程度——此外，隐藏（或强调）某种情绪可能会成为你的优势，因此我们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具体方法。比如研究显示，谈判者看上去焦虑或感到焦虑会导致令人失望的谈判结果。有焦虑倾向的人在谈合作时，可以在对方面前采用一些方法缓解紧张或隐藏焦虑情绪。

接下来我将讨论一些在谈判中双方常常感受到的情绪，并分享应对之策。焦虑是在谈判开始前或者初期最常出现的情绪。在激烈的讨论中我们更容易感到愤怒或兴奋，而结束后我们又极可能感到失望、悲伤或遗憾。



避免焦虑

焦虑是人们面对威胁性刺激，特别是面对有可能产生不良结果的异常情况时，陷入压力中的状态。愤怒可能会导致矛盾升级（面对危机时“战斗或逃跑”反应中的“战斗”状态）；而焦虑会刺激“逃跑”开关，让人们想逃离现场。

在谈判中，耐心和韧性是极大的优势，想逃跑的冲动会起反作用。但是，在谈判中焦虑的负作用不止于此。在近期研究中，我希望弄清焦虑是否会降低谈判者的期待和抱负，在第一次报价时过分保守——这样谈判结果肯定不会太好。

2011年，我和莫里斯·施伟策（Maurice Schweitzer）一起研究了焦虑对谈判的影响。首先我们让185名白领预测他们在3种情况下的情绪反应：和陌生人谈判、购车谈判和加薪谈判。在面对陌生人或要求加薪时，焦虑是大家预测会出现的主要情绪。而在购车谈判中，焦虑排第二，兴奋排第一。

为了理解焦虑情绪对谈判者的影响，我们让另外136名参与者签订一份电话合同，谈判事项包括价格、售后服务期限以及合同时效。我们让一半参与者不断聆听来自电影《惊魂记》中的3分钟恐怖音乐，另一半则聆听亨德尔创作的欢快音乐。（研究人员称这种情况为“附带”情绪控制，这种控制力异常强大。《惊魂记》的音乐实在让人难以忍受：一些人手心开始出汗，另一些人则变得坐立难安。）

在这个实验和其他3个实验中，我们发现焦虑对人们谈判的方式有重大影响。人们在焦虑时的第一次报价较弱，对方无论有何举动都会迅速回应，而且可能更早退出谈判（尽管指令明确警告，过早退出谈判会降低从中获得的价值）。与情绪平静的人相比，焦虑谈判者最终协议的收入要低12%。我们也在其中发现了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在调查中对自己的谈判才能更自信的人，较少受到焦虑情绪的影响。

实验让我们看到了当人们感到焦虑时会发生什么。但是当他们向对手明确表达出焦虑，并告诉对方自己紧张（或脆弱）时又会如何呢？2012年，弗兰切斯卡·吉诺（Francesca Gino）、莫里斯·施伟策和我共同完成了8项实验，试图找出当人们能够向他人征求建议时，焦虑的谈判者会如何表现。我们发现，相对那些不焦虑的人，感到焦虑的人会较为缺乏自信，做决定时要更多参考他人意见，对建议的判断力较差。

在一项最相关的实验中，我们发现焦虑的参与者不介意听从有利益冲突的人给出的建议，而没有焦虑感的研究对象则会带着怀疑态度看待他们的建议。尽管这项研究没有直接给出研究对象的谈判方式，但暗示焦虑的一方更容易在谈判中被对方利用，特别是当对方察觉这种压力的时候。

优秀的谈判者会故意使对方焦虑。比如，真人秀节目《创智赢家》（Shark Tank
 ）中，6位资本雄厚的投资人会和融资的创业者谈判。创业者要在数量庞大的电视观众面前推销自己的想法，并面对来自投资人咄咄逼人且令人焦躁的问题。

随着节目的进行，演播厅会响起让人倍感压力的音乐。这不仅仅是故意制造戏剧效果，也是在给创业者制造压力。投资人都是专业谈判者，他们故意让创业者自乱阵脚，以便用最低价格买下对方的好点子。（在多位投资人都想投资时，他们也会提出让其他投资人感到焦虑的评论）。如果你仔细研究这个节目，会发现一个模式：那些对环境压力最无感的创业者，最可能小心谨慎地进行谈判，通常也能达成最佳协议。

无论研究还是实践，都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事实：在谈判中要尽最大努力克服焦虑情绪。那么要如何做到呢？——培训、练习、预演，以及不断打磨谈判技巧。焦虑通常是对异常刺激的反应，你对刺激越熟悉，越容易放松应对，焦虑感越少。（这也是为什么治疗焦虑症患者的临床医生通常会采用暴露疗法：比如让不敢坐飞机的人一步步体验坐飞机的感受，先从视觉和声音上习惯，再坐在飞机座位上，最后起飞。）

虽然很多人参加谈判课是为了学习战略和技巧，但其中一个重要好处的确是通过在刺激和练习中不断熟悉讨价还价的过程，从而适应这种感觉。谈判最终会像例行公事一样，他们也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焦虑情绪。

另外一个减少焦虑的有效策略是寻找外援替你谈判。第三方的谈判专家往往没那么焦虑，因为他们技巧更娴熟，熟悉流程，也没有你那么患得患失。将谈判外包听上去像是在逃避，却在很多行业被广泛使用。购房者和售房者会通过中介完成部分谈判过程；运动员、作家、演员甚至一些企业主管也会通过代理人完成合同。尽管这种方法需要花钱，但谈判结果中获取的更多优惠足以抵消这部分花费。焦虑的谈判者也许是从中受益最多的人（因为在不舒服的环境下，焦虑情绪特别难以调节）。在出现其他消极情绪时，这种策略也很有用。



管理愤怒

愤怒和焦虑一样都是消极情绪。但愤怒和焦虑不同，它并不关注自我而是指向他人。在多数环境中，我们都试图控制情绪。但很多人认为愤怒可以成为有益的情绪，帮助我们在谈判中赢得更多利益。

这种观点来自视谈判为竞争而非合作的人。研究人员称之为“固定馅饼偏差”（fixed-pie bias）：合作经验不足的人会假设谈判过程是零和游戏，自身利益和对方利益绝对冲突。（而更有经验的谈判者则会寻找方法，通过合作让饼扩大，而不是想要赤裸裸地吞掉更大的一部分。）愤怒也许会让人显得更强大、更有力量，在价值抢夺中更容易获胜。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前成员基思·奥尔雷德（Keith Allred）及其他人的研究，记录了在谈判中感到愤怒的后果。这项研究表明，愤怒通常会让矛盾升级、引发偏见，并因此破坏谈判进程，更有可能致使谈判陷入僵局。愤怒还会降低共同利益，减少合作，强化竞争行为，增加报价被拒的几率。愤怒的谈判者和平和的谈判者相比，无论在判断自身利益还是对方利益方面，都不够准确。

对于愤怒的谈判者来说，即使合作能促使双方获得更大的利益，他们仍然可能尝试伤害或报复对方。此外，很多人仍然以为感到或展现愤怒可以占到优势，一些人甚至会故意夸大愤怒情绪，因为觉得这样有利于自己接下来的表现。在研究中我发现，如果让谈判参与者从愤怒或开心中选择，超过半数会选择愤怒状态，并将其视为重大优势。

在某些案例中，愤怒的确带来了更好的结果。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赫尔本·范·克利夫（Gerben van Kleef）的研究表明，在几乎没有合作和创造价值空间的一次性交易型谈判中，愤怒的谈判者最终能谈成更好的协议。有时某方甚至会假装生气，因为对方会试图安慰并在条款上让步。当你在购车时，和陌生人讨价还价时，这种方式也许会奏效。但使用这种招数的谈判者必须明白代价：在谈判中发怒会损害双方的长远关系。

这么做令人反感且有损信任。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拉谢尔·坎帕尼亚（Rachel Campagna）通过研究发现，假装呈现愤怒情绪也许会帮你实现战术上的某些利益，但也会造成强烈持久的反冲作用。因为假装愤怒会引发真实的愤怒，反过来降低了双方的信任度。杰里米·叶（Jeremy Yip）和马丁·施魏因斯伯格（Martin Schweinsberg）的类似研究表明，如果遇到愤怒的谈判者，人们可能会一走了之，让谈判陷入僵局。

在很多情形下，使用愤怒作为谈判技巧会出现意料之外的结果。因此在多数案例中，控制愤怒情绪或者尽量不要表露怒气是更明智的战略。虽然这点很难做到，但一些技巧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在谈判前后或者谈判过程中和对方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可能会减少另一方发怒的几率。如果你选择采用合作的方式谈判，明确表态说你希望寻求双赢关系，而不是在固定馅饼份额中瓜分走较大的那部分——这么做会让对方意识到通过愤怒的方式抢夺价值不一定奏效。如果对方还是发怒了，主动道歉，想办法安抚对方。即便你感到对方的愤怒是无理取闹，也要明白如果你能减少他的敌意，就一定可以获得战术优势。

也许在谈判中应对愤怒的最有效方法是意识到仅仅通过一次谈判并不一定能得到结果，需要进行多轮会谈。因此，如果现场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可以要求中场休息，冷静后再谈。当你生气时，很难做到这些，因为愤怒会激发“战斗或逃跑”反应，驱使你让怒火升级而非偃旗息鼓。不要被感性控制，花时间平息怒火。在激烈的谈判中，适时中止或暂停是最明智的做法。

最后一种方法，你也许可以将怒火转化为悲伤。把一种负面情绪变为另一种，听上去似乎不合逻辑，但悲伤情绪也许会让双方都做出让步，而对抗性的愤怒则往往导致僵局。



[image: ]




应对失望和遗憾

我们常常不由自主地用二元对立的方法看待谈判——非赢即输。这样太过简单粗暴：多数复杂的谈判，最后双方都在某些方面达成目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失利——成功与失败并存。但是当尘埃落定后，人们会很自然开始审视新达成的协议，从总体上评估是否满意。

在谈判快结束时，向对方表达失望是种强大的力量。愤怒和失望都是个体感到被错待后产生的情绪，分清使用场合可以让你更有建设性。回想一下，童年时如果你父母说的是“我对你非常失望”而不是“我很生你的气”，你会作何反应。

发泄怒火可能会招致防御性反应或导致僵局，而表达失望则更具战术意义，因为这样会鼓励对方批判、反省自己的行为，并考虑是否愿意调整立场以便减少她给你带来的负面感受。

研究显示，谈判中造成失望的另一个原因是谈判速度。如果谈判展开或结束得过快，通常会令参与者不满。他们会质疑自己是否努力不够。谈判学老师会在课堂上看到：通常最早结束谈判的学生对结果最失望。解决办法毋庸置疑就是放缓谈判速度，谨慎行事。

遗憾和失望略有不同。后者通常为结果难过；但遗憾的人一般会对谈判过程进行复盘，思考自己做错了什么才导致这样令人失望的结果。

研究表明，相比做过的错事，人们更容易对自己没做的事（错失的机会或因为疏漏导致的错误）感到后悔。这一见解对谈判者来说非常有用，谈判者的主要行为是提问、聆听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果对方不同意则思考替代方案。讽刺的是人们在谈判中往往不提问：他们也许会忘了提出关键事宜，或者不愿深度探究，觉得那样显得有侵略性或粗鲁。这些担忧常常是多余的。

事实上那些频频发问的人反而更让人喜欢，他们也能掌握更多情况。在谈判中信息为王，了解更多信息才是核心目的。减少遗憾的一种方式是不要犹豫，大胆发问。这样在结束谈判后才有全力以赴的感受。

技巧娴熟的谈判者会用另一种方法减少遗憾几率：“和解后的和解”。使用这一战略是因为意识到，当双方达成皆大欢喜的协议时，紧张气氛会烟消云散；这时恰好有利于进一步实现最佳谈判结果。因此在达成协议时，先不要急着握手离开，一方可以提出：“我们没问题。双方都满意这些条款，但既然已经达成一致，不如我们坐下来花几分钟聊一下，看能否找到一些为双方锦上添花的改进。”

这种方法如果没用好，很容易让对方感到自己试图反悔或重新谈判。但如果使用得当，“和解后的和解”可以为双方另辟蹊径，找到更满意的结果，不留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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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防止喜不自胜

关于兴奋和开心的情绪如何影响谈判的研究寥寥无几，但直觉和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情绪有重大影响。全国橄榄球联赛在触地得分或打出好球后，禁止“过度庆祝”，并有相应处罚措施。因为这样的行为会滋生憎恨情绪。出于同样原因，协议中的“胜方”在谈判接近尾声时不该洋洋得意。尽管如此，这种情况却屡见不鲜：在练习中，我常常观察到学生沾沾自喜地（有时对全班）吹嘘他们如何在谈判中将对手逼得走投无路。这不仅会让他们显得很傻，在真实世界中也可能会带来更可怕的后果，比如另一方行使废除谈判结果的权利，要求重新谈判，或者在双方下次的合作中进行报复。

谈判结束后感到失望固然令人不快，但如果你让对方觉得失望，会令情况更糟。在某些情况下，展现开心或兴奋情绪会触发他人的失望情绪。最优秀的谈判者在签下出色协议后，也会让对方感觉良好，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在那些涉及未来深度合作的协议中，比如两家公司合并或演员签约出演电影——可以表现出兴奋之情，但要将重点放在未来的机会上，而非对单方面获得的有利条款感到得意。

兴奋的另一个潜在风险是，你可能会因此不小心投入到本该放弃的战略或行动方向中。在我的谈判课中，有一项练习是学生必须决定是否让一位赛车手开着有引擎故障的跑车去参加重要比赛。尽管存在风险，多数学生还是会选择参加，因为他们太过兴奋，想赢取最多奖金。这个练习印证了现实生活的一个例子：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发射。尽管挑战者号助推器O型环的设计师对发射计划感到惴惴不安，但NASA的管理层却被兴奋冲昏了头脑，一意孤行坚持发射，最终导致飞行器爆炸和7名航天员遇难。

谈判者可以从中吸取的教训是：一、要考虑周到：不要因为你的兴奋之情让对方有挫败感。第二、要有怀疑精神：不要让兴奋演变为过度自信，或者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承诺过多。

谈判有时需要运用到一些扑克技巧：设定战略重心，大胆想象替代方法，有技巧地评估概率，看透人心，理解对方的立场，必要时虚张声势。但谈判双方需要努力达成一致，而扑克玩家却只须做出单方面的决定。扑克玩家没有双赢的需求或分享利益的战略考虑：每局都是零和游戏，一方所得来自于另一方的失败。

然而，谈判者却能从牌桌上获益良多：控制情绪和情绪表现具有很大价值。换言之，好的谈判者需要有一张扑克脸——并非毫无表情或时刻隐藏真实情绪，而是在适当的时机展现出恰当情绪。

尽管人人都有情绪体验，但频率和强度因人而异。想成为更好的谈判者，需要认真彻底地评估自己在谈判前、谈判中、谈判后可能会有的感受，并通过技巧将这些体验最小化或者最大化，根据需要压抑或突出情绪的表达。

我最喜欢的美剧之一《我为喜剧狂》（30 Rock
 ）中，铁腕CEO杰克·唐纳吉想象自己是谈判专家，他向同事解释自己在一笔交易谈判中失败的原因：“我是败给了情绪。我一直认为情绪是弱点，但现在才知道，有时候它也可以是武器。”借用杰克发人深省的比喻，我也希望你能善用自己的情绪。想清楚何时亮出这些武器，何时开火，何时将它们藏入枪套中。不要焦虑，要小心地表达愤怒，不断提问，避免失望和悔恨，记住兴奋和开心也能导致糟糕的结果。

在你认真准备谈判战术和战略时，也请花些时间准备情绪攻略。这份投入一定会有所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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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森·伍德·布鲁克斯是哈佛商学院助理教授。她在MBA和高管教育课程中教授谈判学，也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行为洞察小组成员。





聚光灯 Spotlight



赢在谈判之前

The Limits of 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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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杰克·萨瑟兰（Jack Sutherland）


艺术作品：《远古的太阳》，亚麻画布上用丙烯颜料和油所作，

由saatchiart.com网站提供。





迪帕克·马哈拉（Deepak Malhotra）|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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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谈判者专注实质内容，忙于讨价还价，却忽略了极为关键的谈判流程。他们需要关注能够改变谈判结果的4大先决要素：从一开始就解决流程问题；设定现实目标；明确所有将影响交易并受交易影响的人；设定交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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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有些代价最为沉重的错误在谈判者还没坐在谈判桌前就已经发生。原因在于交易者往往过度看重内容，比如定价、还价和妥协，却不关注流程。




解决方案


4大战略铸就成功谈判。

谈判者必须从一开始就解决流程问题。

他们必须设定现实的目标。

他们必须明确所有将影响交易，并受交易影响的人。

他们必须设定交易框架。






谈
 判者如何在谈判桌上避免失误，有无数书籍和文章提供了建议。但有些代价最沉重的错误在谈判之前就已经发生，原因在于人们对交易的预判貌似合理，实则荒谬。谈判者往往理所当然地以为，如果他们在谈判桌前拥有足够优势，而且带来可观的价值，就能够达成理想交易。虽然上述条件的确重要，但其他诸多因素也会影响到各方的谈判结果。

我曾为多家公司提供咨询，达成的交易价值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美元，在本文中我将根据这些经验提炼出对谈判结果影响巨大的4大先决要素，并在每个要素中列出了谈判双方在讨价还价前应做的事。



要素1：流程先于内容

几年前，两个科技创业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准备与《财富》100强中的某位CEO开会，后者同意投资1000万美元。还在一周前，双方商酌了投资数额并估价，所以这次会议应该更类似于庆功会。当两位创始人进入会议室后，他们惊讶地看到一队律师和银行人员。那位CEO也在，但他的态度很快显露：他不准备积极参与谈判。

联合创始人一坐下来，对面的银行人员就开始重新谈判双方的交易。1000万美元的投资决定仍然有效，但现在他们要求大幅压低估价，换句话说，创始人需要出让更多的利益。虽然两人努力解释说之前已经达成协议了，但仍无济于事。

出了什么事？是创始人在过去会议中误判了对方可信度吗，在结束交易时忽视了哪个环节，还是CEO有意违背约定，或是他的团队鼓动他从交易中得到更多好处？

创始人怀着惴惴不安和困惑的心情很快审度他们面临的抉择，同意新交易会造成资产和心理受损，但能得到急需的1000万美元；另一方面，这样做将很大程度上压低他们出让的价值。他们决定放弃交易，走出会议室。离开之前，他们强调自己非常愿意按最初条件签订协议，并解释这关乎原则和经济影响。几小时后，他们坐上了飞机，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几天过去了，那位CEO打来电话，接受了最初的条件。

这一颇具胆识的举动虽然奏效了，但对创始人来说，一开始就不出错会更好。他们的错误很常见：过于关注交易内容，却不够重视流程。内容是构成最终协议的条款，流程是你如何从当前所处位置一步步完成最终协议。我对交易双方的建议是：流程先于内容。

还有一种情况是，你和某人谈判已达数月，一直没有打出最后几张底牌，因为代价高昂。但为了最终达成交易，你不得不做出最大限度的让步。于是在交易即将达成时，你让步了，而这时对方却说：“太好了。我欣赏你在这些问题上的灵活性。我将知会老板，听听她的想法。”这对你来说就很不幸——你以为对方是最终决策者，没有想到他还有个老板。谈判显然还没结束，而你已经失去了底牌。

你越了解并重视流程，在内容上犯错误的可能性就越低。谈判流程包括讨论并左右一系列将影响交易结果的因素。比如问另一方：你的公司需要多长时间结束交易？谁必须参与交易？什么因素可能放缓或加速流程？我们要留意什么重要事件或日期？记住，要弄清几个基本情况，比如谁明天出席会议，议程是什么，既然我们不打算在下次会议讨论极为重要的议题，那什么时候讨论？

当然，你不会总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每个问题的答案，而且有些问题早问还不好。但为保证之后的内容谈判能顺利进行，你还是应趁早，并在尽可能多的流程环节上达成明确协议。



要素2：流程正常化

某个拥有多家亚洲制造工厂的实业家曾告诉我，除非西方公司的最高管理层愿意先飞到他的城市见面，否则他就不再与西方公司合作。我最开始的想法是：这跟自负有关吗？与建立关系有关吗？这是种文化习惯还是仪式？实际上，这些假设都和他提出签订合同的先决条件无关。

他的解释如下：“如果他们不先飞到我所在城市，不先体验行车需要近3小时离机场却只有20公里的工厂，就不能了解这里的经营环境。若他们不了解，我们的沟通就会出现严重问题。因为在交易第一次延迟或中断时，或者需要重新协商某些业务时，他们会立即以为，我们要不然是无能，要不然就是在占便宜。一旦他们看到我们的经营现状，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更富成效。”

商业伙伴只有知道特定背景或文化的“常态”是怎样的，才有可能正确看待或处理恶性事件。这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谈判：这是非常重要的流程正常化。如果你曾卷入过冲突，并进入调解阶段，你可能有亲身体会。当一位优秀的调解员和争论激烈的双方坐下沟通时，她也许会说：“你觉得你们现在憎恨彼此吗？我向你们保证，这个流程开始3天后，你们会更恨对方。而在这一幕来临前，我希望你们记住一件事：这是正常的。”

如果调解员没有给谈判双方警告，他们很有可能在无法达成一致、敌对情绪加深时就放弃流程。但若她从一开始就解释清楚，在调解取得成果前双方会有矛盾加深的磨合期，而这是正常的，那么双方就更可能继续遵循流程。通过将流程正常化，她可以有效调整双方对谈判的预期。

这一原则适用于任何可能无法顺利进行的谈判。如果你预期你方会出现交易延迟或中断，请通知对方。你的行动能改善他们对可能发生的负面事件的解读，确保他们不会小题大做。如果谈判中出现他们没有预期到的问题，你就要付出更多努力改变他们的观点或重获信任。

将流程正常化需要你要提前讨论所有可能导致对方质疑你意图或能力、怀疑谈判成功可能性的因素。你也许要说明：双方需要克服的障碍、流程中往往感到焦虑或悲观的时刻、可能耽误进度的事件、经常发生且容易恢复的中断与更严重中断之间的区别。

鼓励对方为你做同样的事。人们往往不情愿讨论“可能做错的事”，因为他们的关注点在于尽最大可能展示自己和交易的好处。在竞争激烈的文化和背景中，这一情况尤为明显。对方可能在想：“如果我的对手假装一切妥当，我为什么要谈论问题呢？”

这可以理解。若他方觉得提到交易中可能出现的中断会导致交易失败，或者你利用这种中断可能性迫使他们做出更大妥协，他们就不可能说实话。如果你想鼓励别人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那就为他们创造安全环境。向他们解释，你的丰富经验告诉你，所有交易和关系都可能遭遇困难或中断，而你想多了解导致问题产生的具体风险因素的信息。此外，若你可以暗示或坚持不因这些风险因素责怪他们，就会有更多机会使双方达成谅解。



要素3：谋划谈判空间

几年前，我的一位客户准备抛售名下某家合资公司的股票。这家公司的4位投资者多年来争吵不休，显然公司应该统一隶属于一个投资方，或者两个能够和谐相处的投资方。还有一点也很明显，没有人想交出所有权。但事情仍有选择的余地，因为投资方之一的X公司规模比其他投资者大很多，有足够权力和影响力将它们踢出战局。X公司宣布将买下其他三方的股票。

我的客户想在X公司买下其他两位投资者股票后再与它谈判自己股票的售价。他认为，若自己是“整张拼图的最后一块”，就能拿到更多钱。

我们会面讨论他的战略时，我让他退一步，“谋划谈判空间”，即全面分析能左右谈判，同时也受谈判影响的相关方。据我的经验，你在只考虑谈判中两方关系的情况下制定的“合理”战略，一旦用于多方谈判，就可能突然失效，甚至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我鼓励客户衡量各相关方的利益、有限条件、选择余地和角度。我们要考查的事之一是各方拥有的资产数额以及掌控的经营权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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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分析了每家公司的利益：它们各自在这次交易中有何利益？4位投资者彼此认识很久，所以我的客户能轻易找出各方的最重要关切。比如X公司最关心3件事：1）声誉：它不愿和任何可能损害其声誉的组织有联系。2）控制权：它只想拥有自己占据大多数董事会席位的公司。3）金钱：它希望尽量少付钱，但这方面的关心没有对声誉和控制权那样强烈。

研究完各方想法后，我们发现一项更重要的信息：A公司最不愿意卖出股票，而且已经展开反击，拖延时间。

我们整理出这些信息后，发现“最后一块拼图”战略并不高明。为什么呢？

对X公司来说，控制权的重要程度高于金钱。为得到控制权，它要买下我的客户或A公司，从而获得一半董事会席位的控制权，以及对公司多数决策的控制权。这样看，如果我的客户最后出售股票，他将在X公司拿到控制权后与之谈判。到时我的客户惟一的获利点就是手中占公司1/6的股票。但若他先卖出股票，而且就在A公司拒绝抛售并给X公司制造麻烦的时候，那么他可以从两处获利：他的股票和董事会席位。换句话说，最后谈判的一方将资产套现的话语权最少，而且机会有限。

在现实世界中，你永远都没有想要的全景图供参考，但若你只考虑谈判桌对面的一方，你的劣势会扩大。你考量的立场必须涵盖所有能影响交易，并受交易影响的谈判者：谁有能力左右谈判桌对面的人？不论结果怎样，他方战略和行动会怎样改变你的抉择？这项交易将如何影响到不在谈判桌前人的利益？这次谈判将如何影响到你与未来谈判伙伴之间的权力较量？如果交易涉及多方谈判，应同时还是依次与他们谈判，分开谈还是开全体会议？

分析完这些后，你也许会考虑改变战略，比如你会先找其他一方谈判、延迟或加速交易进程、引入其他谈判者、扩大或缩小交易范围，等等。



要素4：控制谈判框架

谈判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方的权力大小。你的外部选择越好，奖励或控制对方的手段越多，那么你就越有可能实现目标。但交易各方的心理较量也同样重要。

就我的经验来看，各方谈判的框架，或者说看待谈判的心理倾向对各自所得结果影响极大。各方是把沟通当成一种解决问题的练习还是一场势必打赢的战争？是将参会者当成平等的个体还是认为各方地位有别？致力于短期还是长期沟通？认为必有妥协还是将之视为软弱的标志？

高效谈判者在谈判初期就会设法控制或调整框架，而比较理想的时间是在讨论交易内容之前。谈判者最好考虑以下影响框架的3大要素：


价值VS价格。
 我合作过的很多科技公司都有给客户带来巨大价值的产品，但价格却高于竞争者产品或客户现有的旧产品。尽管高价因不俗的价值主张变得合乎常理，但潜在顾客在得知价格是他现用产品的5到10倍后，仍会抵制销售人员推销新产品。销售人员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语：“你给出的价格是其他公司的5倍。没人愿意花那么多钱买这种东西。”

销售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最常犯，却又意识不到的错误是，为高价道歉。他们会这样道歉：“我知道产品价格高，但是……”或者他们匆忙表示愿意调整价格。我的建议是：坚持为你的报价辩护，千万别道歉。如果你道歉，就是在暗示你也觉得价格不合理，准许对方讨价还价。谈判的主题变成了价格，但你想讨论的却是价值。

更好的回应是：“你的问题似乎是，为何我们的价格更高，但顾客却很多，而且名单不断变长？我们都知道，没人会付出高于产品价值的价钱，所以我们还是讨论一下我们能够给你带来的价值，然后你再决定什么最适合你。”

在所有类型的谈判中，你越早将讨论转离对方的费用问题，并转而讨论你可能带来的价值上，就越有可能将这些价值转化为金钱。


你的选择余地VS他们的。
 研究和实践都表明，如果谈判者抱着“一旦交易不成，我会怎样”的问题开始谈判，得到的结果比那些关注交易失败后对方会怎样的谈判者差。当你过度担忧自己的选择余地时，尤其是外部选择并不可靠时，你思考的角度是，“怎样付出最少代价让他们说行？”若你能考虑一旦交易失败，对方会怎样，你就将谈判框架转到你带来的特殊价值上，而且能更轻易地论证为何他们应当和你签订交易协议。


平等VS压制。
 不久以前，我为一家小型初创企业就一项战略交易做咨询，我们的对手是家大型跨国公司。在整个过程中，特别是谈判开始时候，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事之一是，确保两家公司规模的差距不会影响整个谈判框架。我告诉我的团队：“这些人与两类公司谈判，一类是他们认为与自己平等的公司，另一类是他们觉得能和他们一起坐在谈判桌前就应该感到幸运的公司。他们对待这两类公司的态度截然不同，而且不会因它们带来的价值而改变。”多年来，我看到很多大型组织都将自己的要求强加在它们眼中不如自己的公司上，而这些要求它们绝不会向“平级”提出。在这次谈判中，我希望确保对手当我们是平级。

我们为保证不受对方压制，在谈判最初还没有考虑交易的经济影响时就开始左右对方的期望和看法。举例来说，每次我们的对手提出程序上的要求时，不论多小，只要我们认为他们不会对同行同等公司有如此要求，就会礼貌地拒绝。每次他们在条款中添加一条貌似偏袒自己的规定，即使不会迫使我们做出代价惨重的妥协，我们还会重拟条款，确保公正、平等。此外，我们在整个谈判中都要确定使对方明白，尽管我们的公司规模比他们小很多，但双方在谈判中是平等的，因为我们能够带来巨大的价值。虽然我不是个吹毛求疵的人，但在这次谈判中，我们为保证双方立场平等，故意在细节上苛责对方。

谈判者还有无数种方法，从其他很多维度改变谈判框架。你至少还是要确保谈判者在心理上尊重你带到谈判桌前的价值。

《孙子兵法》有云：孰胜孰负，未战先知。这一观点在多数战略沟通中都正确。交易内容固然重要，但谈判者更应努力在谈论交易前就避免可能出现的错误。留意以上提到的4大要素，你会有较多机会让沟通更高效并取得更高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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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帕克·马哈拉是哈佛商学院Eli Goldston工商管理教席教授，著有《谈成不可能的事》（Negotiating the Impossible
 ，Berrett-Koehler出版社，2016年出版），本文部分摘自于该书。





聚光灯 Spotlight



跨文化谈判

赢家攻略

Getting to Si, Ja, Oui, Hai, and Da

艾琳·迈耶（Erin Meyer）| 文

安健 | 译　刘铮筝 | 校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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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杰克·萨瑟兰（Jack Sutherland）


艺术作品：《闪烁》，油画布和木头上用丙烯颜料所作；

《取》，油画布和木头上用丙烯颜料所作；

《荧光》，油画布和木头上用油所作；

《Parsing Favour》，油画布和木头上用丙烯颜料所作。

由saatchiart.com网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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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谈判涉及不同文化，彼此沟通方式不同，不存在单一的赢家攻略。艾琳•迈耶教授提供的应对之道包含了5个基本规则：恰当表达异议；收放自如；学习其他文化如何建立信任；避免yes或no的问题；慎重对待书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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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在跨国谈判中，管理者常常发现，谈判对手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或不尊重对方的承诺，导致合理的交易最终破裂。




原因


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沟通习惯。在一个国家中得到“yes”的回答，但到另一国家却得到了“no”。




解决方案


通过以下5个基本规则减少沟通中的误解：

1．恰当表达异议。

2．收放自如。

3．学习其他文化如何建立信任。

4．避免yes或no的问题。

5．慎重对待书面记录。






蒂
 姆·卡尔（Tim Carr），在美国中西部一家防卫公司供职。他最近要和一位来自沙特阿拉伯的高端客户进行业务谈判，尽管这次会谈高度敏感，但卡尔却并不紧张。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谈判专家，对谈判的基本规则早已烂熟于胸，例如要把人和问题分开；预先设定可接受的谈判结果；专注于利益，而非谈判地位等等。卡尔不但精通理论，也进行了大量实战演练。

在一个漫长的越洋电话中，一切都按照计划执行，卡尔小心翼翼地说服客户接受了交易，看起来已经大功告成了。最后在电话中，卡尔开始详细总结他们达成的意向：“贵方同意为明年的项目提供物资，并联系能源部的联系人，推动项目得到审批。我方将致信……贵方承诺……”

当卡尔将所有细节都陈述完毕后，电话那头却没了声音，在一阵沉默之后，一个柔和但坚定的声音说道：“我已经告诉你我会做什么。你认为我无法兑现我的承诺？你觉得我是个言而无信的人？”

谈判到此结束，到手的生意也泡了汤。

有关谈判的理论有很多，它们也许在应对本国的客户时完美地发挥作用。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你可能需要在中国进行合资磋商，在印度进行外包谈判，或是在瑞典寻找供应商。这样的环境下，你需要掌握多种截然不同的沟通方式。在一个国家中得到“yes”的回答，但到另一国家却得到了“no”。

要做到有效沟通，谈判者必须了解谈判对手如何反应？是否愿意合作？态度是紧迫的、气馁的还是怀疑的？如果你能掌握这些细微的信息，你就能相应地调整自身的行为。然而在跨国谈判中，由于缺乏背景知识，你可能无法准确地解读谈判对手的沟通信息，特别是那些非语言信号。在工作和研究中，我发现当来自不同国家的管理者进行谈判时，会经常误读这样的信号，得出错误的结论，并像文中的卡尔一样，做出错误的举动，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目标。

在下文中，我将阐述自己在跨文化管理中的研究，列举不同文化之间进行沟通谈判的5大基本规则。其中的关键是解读谈判中的信号，并依此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行动，从而获得最优的谈判结果。



规则1：恰当表达异议

在一些文化中，说出“我完全不同意”或指出对方的错误是合情合理的，被视为建设性谈判的必要组成部分。我的一位俄罗斯学生告诉我：“在俄罗斯，进行谈判前，我们就做好进行激烈争论的准备。即便你的谈判对手激烈地表示：他完全不同意你的所有观点，也并不代表谈判在一开始就陷入僵局。相反，对手只是在邀请你进行活跃的讨论。”

然而在其他文化中，相同的行为有可能招惹怒气，甚至为双方关系带来不可调和的损害。肖恩·格林（Sean Green）是一位来自美国的管理者，多年来他经常与墨西哥的合作伙伴进行谈判。他告诉我，在墨西哥他很快就学会了：如果要达成交易，他需要使用“我不太明白您的观点”和“请解释一下您为什么这么想？”这样的语言。如果他直接说出“我不同意”，谈判可能会完全破裂。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倾听语言提示词，语言专家将此类词汇称为升级词（upgraders）和降级词（downgraders）。升级词一般用来强调否定作用，例如完全地、全部地、绝对地等等。降级词一般用来软化异议的表达，部分地、一点儿、可能等。俄罗斯、法国、德国、以色列和荷兰等国的人在表达异议时经常使用升级词。而墨西哥、泰国、日本、秘鲁和加纳等国的谈判者则青睐使用降级词。

有效沟通需要你在对方文化背景下理解升级词和降级词。如果一位来自秘鲁的谈判者表示“有点不同意见”，那么谈判可能面临着严重问题。如果你的德国对手说“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那也许只预示着一次愉快的谈判。



规则2：收放自如

在一些文化中，双方兴奋时提高音量，开怀大笑，友好地拍拍对方手臂甚至搂住肩膀都是非常普遍且符合时宜的。然而在其他文化中，此类自我表达不仅会让对方感到惊讶或受到侵犯，也是不专业的表现。

国际谈判中有趣的一点（也是复杂的一点）是，来自善于表达情感国家的谈判者，包括巴西、墨西哥和沙特等，也会尽量避免公开表示异议。（
见图表《在谈判前做好准备》

 ）。例如墨西哥人习惯委婉地表达否定，但却习惯公开表达感情。墨西哥管理者佩德罗·阿尔瓦雷斯（Pedro Alvarez）说：“在墨西哥，我们认为善于表达情感是诚实的表现。但是我们却对发表负面评论高度敏感，且容易感到冒犯之意。如果你强烈地表示否定，我会认为这是你不喜欢我本人的表现。”

在另外一些文化中，例如丹麦、德国和荷兰，双方只要平静、如实地表达出来，公开表示异议被视为一种正面的信号。来自德国的谈判者，德克·费恩哈勃（Dirk Firnhaber）解释了德语“Sachlichkeit”一词的含义：它与英语中的客观性“objectivity”一词最为接近，意思是将意见和表达意见的人分开。如果有人说：“我完全不同意”，那么他的意思是，要对接受者的意见进行辩论，而并没有否定接受者本人。

同时，来自这些国家的人认为，在商务环境中表达情感是不成熟或不专业的表现。费恩哈勃讲述了一次和法国公司的谈判经历。刚开始谈判非常平静，然而随着讨论的推进，法方经理变得越来越激动。他说：“我们谈论得越多，我们的法国同事就变得越情绪化。声音提高，双耳发红，如此种种。”费恩哈勃对谈话感到越来越不舒服，甚至几次感觉谈判会破裂。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法国经理对谈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费恩哈勃说：“当讨论结束时，他们看起来对会议感到非常满意，我们一起出去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因此，跨国谈判的第2条规则是识别情感表达（你的或对方的）在对方文化中含义，并随之调整自己的反应。一位瑞典谈判者平静地坐在桌子对面，避免进行公开辩论，并很少表现激情。这是不是一个坏信号？并非如此。但如果你在以色列遭遇了同样的情感，那么交易不是即将破裂，就是已经泡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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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规则3：学习其他文化如何建立信任

在谈判中，双方都会开门见山地讨论交易是否有利于各自的业务，并会在私下里尝试评估对方是否值得信任。文化差异在此时带来了巨大的障碍。我们如何才能信任一个来自截然不同文化的人？

澳大利亚人约翰·卡茨（John Katz）曾经在中国进行合资谈判。起初，他感到要获得需要的信息非常困难，因此求助于公司的中国顾问。顾问认为卡茨在谈判中操之过急，他应该花费更多时间来建立信任。卡茨表示，他非常努力地建立信任，例如通过提供充足的信息，坦诚地回答对方的所有问题。然而顾问说：“你要从个人关系的角度来与他们接触，而不是从业务的角度。如果你无法建立个人关系上的信任，你就无法达到想要的结果。”

相关领域的研究将信任分为两种：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认知信任源于你对某人的成就、技能和可靠性的认可。它源于人的头脑。在谈判中，它可以通过业务交流建立，例如你对自己的业务很在行；你是一个非常可靠、言而有信且令人愉悦的人。你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很高。因此我信任你。情感信任源于情感联系、同理心或友谊。它源于人的内心。我们一起开玩笑、一起放松，并且私下有个人联系，因此我与你产生情感联系或同理心，所以我信任你。

在商业环境下，不同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信任形式也各不相同。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罗伊·蔡（Roy Chua）进行了一项研究，调查了中美两国多个行业的高管，请他们列出职场关系网中最要的24个成员。然后，他请高管指出与每个成员分享个人问题以及梦想的意愿程度。蔡教授解释道：“这个环节能显示出调查对象信任每位成员或向该成员展现脆弱一面的情感意愿。”最后，研究要求高管们要指出每个联系人的可靠度、能力和专业知识。这个环节则显示出调查对象信任每个成员所需的、以认知为基础的意愿。

研究显示，在谈判中（在商业谈判和一般谈判中），美国人在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之间有非常明显的界限。在美国文化中一直以来有将情感和业务分开的传统。将两者混为一谈有产生利益冲突的风险，会被视为不专业的表现。然而中国管理者将两者连接到一起，认知信任与情感信任之间的相互作用要远远大于他们的美国同行。当他们与成员之间有业务或财务上的联系，他们与成员之间发展个人关系的几率也更高。

在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砖四国到东南亚，再到非洲，谈判者很难信任对方，直到双方建立起情感信任。在中东文化和地中海文化圈中，情况也大致类似。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德国等国家的人一般以任务为导向，在谈判中建立情感联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挑战。西班牙管理者里卡多·巴托洛米（Ricardo Bartolome）曾经告诉我，他发现美国人在表面上很友好——有时这令他很意外，但他很难了解美国人的内心。他说：“在谈判中，他们总是保持‘政治正确’，并且小心翼翼地避免展现负面情感。这让我很难信任他们。”

因此在一些文化环境中，你需要尽早与谈判对象建立情感纽带或感情联系。花时间与他们吃饭、喝酒、喝茶、唱歌或参与他们喜欢的任何活动，并且要注意在这些活动中不要提起生意；放下你的戒心，展现你个性的一面，包括你的弱点；还需要真切关心对方的利益，与他们交朋友；并且要有耐心。比如在中国，建立这样的情感联系可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最终你不仅会交到朋友，还能搞定交易。



规则4：避免Yes或No的问题

在谈判中，你总要将提案放到桌面上，此时你希望知道对方能否接受你的条件。在跨国谈判中最令人困惑的一个特点是，在某些文化中，“yes”常常用来表达“no”。在另一些文化中，“no”是人们最常用的下意识反应，但它常常意味着“让我们再继续讨论”。在以上两种环境中，对信息的误读可能导致浪费时间或陷入困惑。

一家丹麦公司和印度尼西亚供应商之间的谈判佐证这一点。一位丹麦高管希望确定印尼供应商能在约定时间供货，因此他直接询问对方约定日期有没有问题。印尼供货商当面回答没问题，但几天后却写信告知丹麦公司无法按时完成。丹麦高管感到非常愤怒，他说：“我们为此浪费了几周的时间，他们为什么不在会议时直接告诉我们，我们觉得他们当面撒谎。”

听过这个故事，我问那位印尼管理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从印尼公司的角度解释，在你尊敬或喜欢的人面前，你无法拒绝对方的要求。他告诉我：“我们试着用我们的身体语言和声调来表示‘no’，或者会说‘我们会尽力’。这些信号实际表达的意思是：我们想完成你们的要求，但这是不可能的。”印尼谈判者认为对方能了解他们发出的信息，双方能达成默契，继续向前看。

有些情况则刚刚相反。印尼管理者告诉我他们与第一次与法国公司谈判的经历：“当我们礼貌地提出要求时，‘no’就从他们的嘴里冒了出来，而且不是一次，而是‘no-no-no-no’。我们的感觉就像是脸上挨了一连串巴掌。”然后他发现，法方实际欣然接受了他的要求，他们只是想在达成最终协议前对此进行辩论。

你想搞清楚对方是否愿意接受条件，但他们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可能让你感到更加困惑。因此，你要记住跨文化谈判的第4条规则：如果可能，尽量避免提出yes或no的问题。与其用“你会这么做吗？”不如用“你会用多久完成？”当你在南亚、日本或韩国（也许包括印度或拉丁美洲）等地区提出yes或no的问题时，你需要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和情感洞察力。即便你获得了肯定的回答，也许实际意义更接近no。瞬间的沉默；深深地吸气；在嘴里嘟囔：“我会试试，但会很困难”，这些现象都可能代表着交易并未达成。你可能需要进行更多的谈判。



[image: ]



双击可看大图





规则5：慎重对待书面记录

美国管理者在职业初期就学会通过书面记录关键信息和总结会议。“预告信息、传达信息、确认信息”是美国职场中的第一堂沟通课。在北欧地区也如此，明确信息和不断重复是有效沟通的基础。

然而，这种良好的沟通习惯在非洲或亚洲地区可能变成谈判的绊脚石。在布隆迪一家荷兰公司工作的女士告诉我：“在布隆迪文化里，如果我们通过电话达成了口头协议，这对我已经足够了。如果你在电话之后给我发邮件总结刚才的讨论，那么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你不信任我。”在她的公司中，谈判者出于习惯和规则的原因，不断用书面的形式记录双方的讨论内容，这给公司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这种文化差异也会导致起草合同时遇到困难。美国人极度重视书写的合同——可能比其他任何文化更加重视。谈判双方一旦在价格和细节上达成协议，双方就会交换长长的文件，不但列出了违约造成后果，还要双方签字确认。在美国这些合同具有法律效应，因此即便双方并没有建立信任，也可以顺利做生意。

在一些国家，法律系统长久以来并不太可靠，在生意中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更大，合同的起草并不像美国那样频繁。在这些国家，合同常被视为做生意的承诺，而不具备法律效应。因此这些合同并不像一般合同那样事无巨细，重要性也大大降低。一位尼日利亚管理者说：“如果我们达成协议时，你拿出合同，交给我一支笔，我会开始担忧：你是不是认为我无法完成承诺？这是不是个陷阱？”

在尼日利亚和其他高速发展市场，商业环境正在快速进化，例如在中国和印尼，成功的企业人士处事方式往往比他们在西方更具弹性。在这些文化中，合同代表着关系的开始，但双方都默认，随着情况的变化，协议的细节也会随之变化。

美国人约翰·瓦格纳（John Wagner）曾经与中国供应商打交道。在经过几天艰苦的谈判后，他的团队和法务部门起草了一份合同，中方也欣然签了字。然而6周后，中方要求对看似已经板上钉钉的某个细节进行重新谈判。瓦格纳回忆说：“我现在理解了，当时我们在中国人的眼里是不合情理地缺乏灵活性。我们后悔得以头抢地。”对于美国人来说，合同代表着谈判阶段的结束，接下来是执行阶段；对中国人来说，签署合同好似舞蹈中的第一步。

因此，跨国谈判的第5规则也是最后的规则是谨慎对待合同。在准备一份20页长的合同之前，不如请对方起草合同的第一版，这样你就能发现对方愿意承诺多少细节。此外，还要做好修改合同的准备。当你在新兴市场谈判时，记住在这些国家，一切都在不停变化中，没有交易是100%确定的。

最后，请不要忘记谈判的通用规则：当你在进行谈判时，你既需要劝说，也需要反击；即需要尝试说服对手，也要不断改进自己的策略，在不断推动自己的利益的同时，小心地达成协议。在进行激烈的讨论时，使用的语言非常重要，但信任、细微的信息以及根据文化背景调整行为方式的能力将最终决定谈判的成败。这不但适用于美国人，也适用于中国人、巴西人及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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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迈耶是英仕国际商学院教授，管理全球虚拟团队的项目领导人和《文化地图：打破全球商业无形边界》（The Culture Map: Breaking Through the Invisible Boundaries of Global Business
 ）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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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我们真正想要有经验的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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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德尔提尔（Bruce Delteil）

阿加·古泽斯卡-拉德斯卡（Aga Guzewska-Radzka）| 文

李全伟 | 编辑







[image: ]

中国的海外并购活动主要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并购谈判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过于看重交易价格。谈判是一种复杂的沟通艺术，既需要“硬条件”，更需要“软技巧”。软技巧包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和对并购核心价值的掌控度。






20
 15年前三季度，中国的海外并购交易额已达创纪录的630亿美元，同比增长27%。在政府大力推动和国内股市震荡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国门。未来数年，中国的海外并购交易仍将保持强劲势头。

在每次并购交易的过程中，相关各方随时要准备参加无数场谈判。意大利著名外交家丹尼尔·华蕾（Daniele Vare）这样诠释谈判之道：“谈判是一门艺术，能够令他人接受你的思维方法。”并购谈判往往涉及诸多问题，如价格、人才保留、总部选址，以及合理设计产品、服务、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等等。

在外方眼中，开展海外业务的中国企业谈判时通常都比较强硬。他们甚至将丹尼尔·华蕾的思想发扬得更加淋漓尽致，不愿在任何有悖其想法的条款上妥协。价格诚然重要，但其他因素亦不应忽视。企业需要在何时何地予以妥协？他们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对方想法，从而达成双赢协议？中国企业应该明白：不以双赢为出发点的并购交易很少能创造真正价值——企业无疑要考虑财务价值，但并购活动能为企业带来的各种软性收益同样不容忽视。



并购谈判：复杂的艺术

从多个维度来看，并购谈判都与政治谈判有着巨大差别，但早期从事收购活动的中国企业却忽视了其中一些因素。这些相关因素可分为两类：


硬性因素：“金钱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并非问题的全部”。


价格：并购成本虽十分重要，但我们不应将其孤立在下述各种非经济因素以外来单独看待；

条款：并购交易的首要法律框架，包括各方对业务的掌控程度、知识产权、出售协议中买方对卖方的追索权等规定；

并购交易后必须立即启动的工作：与收购目标现有管理团队的合作内容、时间、方式和程度，这些规定不可或缺。


软性因素：“对于每笔交意的达成，价格和情感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并购交易的非经济影响和条款，如商誉、公平感，以及加强员工参与的举措等；

文化因素：找到能够推动谈判双方前进的价值体系，并且识别在各自企业文化直接影响下决策流程和工作方式之间的差异。例如，中国的儒道思想、特殊国情和初登国际舞台这三项因素互相交织在一起，显著影响着中国企业的谈判行为；

谈判者的技巧和经验也有助于引导目标企业按己方的思路进行协商。



三大阶段，三种影响

中国的海外并购活动主要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并对各个阶段参与跨境并购交易的中国企业谈判方式产生了直接影响。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逐步认识到（甚至是通过惨痛的教训），在谈判中表现强硬未必能够达成预期效果。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进行的一系列早期谈判中，中国企业错失了大量的潜在价值。


2010年之前：强硬立场阶段。
 在该阶段，中国企业通常着眼于整体收购难以实现跨境整合的企业（涉及品牌、体系、人员等内容）。其间，许多交易由于缺乏尽职调查、价格不合理（估价过于仓促）、欠缺适当的整合规划与实施，以及对文化差异的不理解，最后均以失败告终。此轮投资主要集中在发展中经济体和大宗商品领域。


2010年-2013年：思路调整阶段。
 通过汲取此前的经验教训，中国企业开始调整海外并购方式。它们一改过去兼并整家企业的做法，转而聚焦于对硬资产的收购。不过，其关注点仍集中在资源和大宗商品行业。


2014年之后：在商言商阶段。
 近年来，一批积极探索海外收购的中国企业已迈入了较为成熟的并购阶段。他们从过往行动中总结经验教训，并且更加重视以双赢的方式展开行动，妥善平衡收购方与被兼并企业的利益。在选择并购对象时，这些企业依然很看重能否在新的市场和新行业（或互补行业）中提高营收并拓展客户群，但首要目标已改变为：获得特定能力并将其转移至国内，藉此扩大国内市场并更好地为客户服务。因此，它们的关注焦点已从发展中国家转向了发达国家和高技术产业。

此外，国企和私企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差异。私营企业在谈判中更为灵活，但在认识交易双方的义务和权利方面不够严谨。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其治理方式更倾向于遵从企业所有者或创始人的“个人决策”，而国企在决策时会更多地基于集体意见。



谈判高手具备全局观


强硬立场阶段：价格、价格、仍是价格，控制、控制、还是控制。
 就谈判方式和战术而言，大多数中国企业都曾片面关注前述各种“硬性因素”，而价格和条款更是重中之重。它们抱持着“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谈判立场，所以不会在任何条件上作出妥协。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便毅然终止交易。在大多数谈判中，价格都成为了决定性因素。同时，中国企业会将提出的条件和自身文化强加于目标企业，而鲜少考虑双方的文化差异或其他非经济因素。

上汽集团（SAIC）对韩国双龙汽车（Ssangyong）的收购，就是“强硬立场”导致并购失败的典型案例。虽然双方管理层拥有一些明确的共同利益（例如使双龙扭亏为盈），但文化差异却导致双方无法在如何提升双龙业绩方面达成一致。此外，韩方工会反复就上汽集团的重组计划提出反对意见——因为该计划不但会彻底改变双龙汽车原有工作模式，还将裁减36%的员工。最终，双龙汽车于2009年1月申请破产保护，而上汽集团也未从6.18亿美元投资中获取任何实质回报。

在这一时期，中国企业自知占据着谈判的上风，所以在坚持立场方面表现得极为强硬——特别是针对定价、知识产权、协议终止和所负责任等问题。不过，它们往往过于看重短期利益。


思路调整阶段：转换视角看待交易。
 第二阶段，中国企业采取了更具协作性的谈判方式，而非将自身管理和文化强加于对方。中国企业开始发现，在联营公司中保留原有管理层也是一项有益举措。

2013年，大连万达对全球第二大院线集团AMC的并购是该时期的一则成功典范。大连万达与私募股权公司紧密合作，确保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官员了解并购情况。同时，万达还坚定承诺保留AMC原有管理层，并且继续购买好莱坞电影，以此消除了制片方的担忧。


在商言商阶段：谈判模式升级为1+1=3。
 虽然价格仍是一项关键要素，但成功的中国并购者已开始采取更为全面的谈判方法——企业文化、目标客户情况等非价格因素变得同样重要，而最终目标则是实现双赢。例如，联想集团将总部迁至美国，以求更加靠近所收购的摩托罗拉公司。收购了葡萄牙金融服务机构的海通证券和复星国际也在一直认真观察其原有管理团队，并与之紧密合作。

私有企业谈判方式的转变尤为明显，它们正纷纷投资于更具附加值的产业部门，如农商产业、科技产业、房地产和知名品牌。同时，国有企业则继续在工业、资源行业和能源部门展开行动。但由于与国际市场的接触有限，国企的方法仍类似于第1、2阶段。



汲取历史经验，助推新一轮并购

过去20年里，中国企业已就如何促成跨境并购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也能更好地利用所学到的知识，在交易活动中创造更大价值。与日本等亚洲其他国家的同行相比，中国企业的进步尤为显著。

随着促成交易的手法日益娴熟，企业的谈判方式也更为完善。

通过考察卓越谈判流程的关键特征，中国企业不断加强自身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它们愿意花更多时间来清楚阐释投资战略并详细了解目标企业的价值：

中国东风汽车近期对百年车企雪铁龙的股份收购，充分展示了前者对谈判之道的过人理解：东风汽车从一开始便深知，收购这家法国汽车制造商的股份需要找准与法国政府的协商基调，并且尊重其现有股东。而最重要的是，此项交易应当建立在明确愿景和技术交换的基础之上。与之相似，在吉利集团收购沃尔沃轿车的过程中，吉利的董事长用了4年多的时间来仔细研究沃尔沃，并且承诺保护后者的企业文化，不会将之破坏。

中化集团收购倍耐力轮胎、联想集团收购摩托罗拉，中方企业都努力议定更优价格，同时厘清交易的非经济因素。

中国企业正在不断扩大海外投资活动并参与日益复杂的交易，因此它们仍需加强对某些领域的重视程度，以此提高与外国企业的谈判效力，进一步促进双赢结果。就那些失败的交易来看，缺乏谈判经验往往是主要症结，尤其是在以下3个方面，中国企业有着广阔的提升空间：


1．有的放矢，解决问题


明确收购目的，以及收购能否达成这一目的。其关键的成功因素在于，充分考虑交易的潜在价值和长期的执行能力与制约因素。

同样重要的是，企业应主动了解对方的潜在利益，而不只是观察其立场。

最后，充分利用谈判过程中第三方的支持，有助于为现有问题引入全新的外部观点。


2．提高文化意识


企业应当立即着手了解怎样才能使并购目标保持交易兴趣，并深入认识其工作方式、决策流程和监管问题、时效性、组织架构（集体决策或个人决断）等，这一行动至关重要。

显而易见，中国企业正在加强这方面的准备，其中的典型举措便是增加了对并购顾问和咨询机构的利用。

同时，企业还应寻找新的途径弥合文化差距——如关注共同的“职业修养”全球标准。


3．站在长期视角上构建决策流程


企业的决策流程应扎根于最终的战略愿景，而非短期目标：

以发展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为背景审视收购行动和响应的谈判流程，而非立足于短期的内部目标。

针对交易及合并后实体建立正确的治理方法，并且与本地实践和监管预期保持一致。

更准确地在坚持与妥协之间保持平衡，做到收放有度：清晰的愿景和目标有助企业在必须完成的任务和无足重轻的措施之间做出恰当安排。

知晓何时应当转身离开，避免出现不惜任何代价以达成妥协的状况。

在海外并购的道路上，中国企业已取得了长足进步，对于并购谈判这门艰深的艺术，其学习速度之快令人称道。随着越来越多的新企业即将开始首次交易，重温过往的失败教训显然有益于后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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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景洲：并购谈判的

“黄金分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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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并购谈判，是一个双方妥协的过程。谈判者需要找准“黄金分割点”，即找到能够将己方利益最大化且对方可以承受的关键点。






随
 着国际化的愈演愈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呈现迅猛增长之势，但并购成功且持续盈利的企业并不多。据国资委研究中心、商务部研究院等联合发布的《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5》显示，仅有13%的企业盈利可观，各有24%的企业分别处于持平和亏损状态。

造成境外并购不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并购双方参与的谈判过程是一项决定因素。跨国并购谈判如何才能成功，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本刊采访了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他是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兼并与收购领域的专家，拥有30年谈判实战经验。



跨国并购谈判的三大特点


复杂程度高。
 大多数的跨国并购不是“一锤子买卖”，买方往往是分阶段购买卖方的部分资产或股份等，双方之间存在着利益捆绑问题。由此，谈判技巧的重要性就格外凸显。因为谈判团队既要让己方获得预期利益，又要让对方满意，造成一种“双赢”的局面，以促进未来长期、深入的合作。

在每一桩跨国并购中，都涉及两个国家的法律、财务和税收等相关政策。谈判双方不仅要就资源整合、利益分配等关键问题达成一致，还要对实际运作中方方面面的限制因素考虑清楚。调查显示，目前仍有相当比例的中国企业对于并购标的所在市场的法律、税务、会计等政策法规知之甚少。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劳资纠纷案就是有力的证明。


文化隔阂明显。
 商业谈判，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既然是博弈，双方的真实意图就不会轻易表露在谈判桌上，谁也不会轻易亮出“底牌”。这样一来，就需要谈判者既能见微知著、审时度势，又要观言察色、见机行事。然而，在通常意义上，跨国并购的谈判团队至少来自两个国家，谈判者在文化观念、语言思维和举止行为方面有着显著差异。在正常沟通都存在困难的前提下，对于跨国并购谈判团队来说，“心领神会”实在是一个太高的要求。

在陶景洲看来，谈判中的文化隔阂问题非常普遍。他记得在一家法国化工企业与一家江苏南通企业的合资谈判中，中方因对一些条款不满意拂袖而去。面对这样的情形，法国代表表现得手足无措，以为谈判彻底失败了。然而在陶律师看来，任何熟悉中国“高语境”表达方式的人，都会看出中方只是摸到了法方的底线，知道对方已经不会再有所让步了……果然，第二天，中方就带着合同来签约了。

在合同签署时，中方与外方也存在明显的态度差异。外方往往会全面、详细地制定合同中的每一项条款，他们认为签署后的合同具有至高的权威性，任何人都不能更改。然而，在许多中国企业管理者看来，“先把合同签了才是万事大吉”以及“合同的签署是谈判的开始”。也就是说，中方往往会在合同签署之后才开始认真考虑与对方谈判。如此，双方就难免出现诸多冲突与不快，甚至会因关系僵化而进行仲裁。


商业信用是关键。
 诚信，作为商业文明的核心理念，丈量着契约精神的内核，决定着商业合作的成与败。对于跨国并购双方而言，这种还没有所谓“交情”可言的混搭商业盟友，更需要信任护驾，以真诚沟通为纽带，方能实现双方各自利益的最大化。

在陶景洲参与的众多跨国并购谈判中，有这样一个案例，让他印象颇深。一家瑞典企业与一家山东企业的前期谈判十分顺利。在采用了瑞典企业提供的技术后，山东企业的生产效率有了明显提高，利润也增长了很多倍。但是问题在于，两年过去，按照合同山东企业需要向外方支付的技术许可费却始终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瑞典企业聘请律师着手进行调查，调查结果竟然是山东企业向有关部门上报了假合同，假合同上的技术许可费一栏赫然写着“无”。最后，瑞典企业在斯德哥尔摩起诉了这家山东企业，这家山东企业只好按照合同规定赔付了全部的技术许可费，并终止了合同。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又过了两年，本以为已经将瑞典企业的技术完全消化的山东企业，再次找到这家瑞典企业，请求继续进行合资，因为他们发现对于这项技术自己又玩儿不转了……



跨国并购谈判的成功路径

跨国并购谈判，是一个双方妥协的过程。因为在谈判桌上，没有哪一方可以做到利益独吞，也没有哪一方甘受剥削。问题的关键在于，需要在谈判的拉锯战中找到那个“黄金分割点”，也就是说需要找到那个可以将己方利益最大化推进的界限。因为往往再向前一步，谈判就破裂了。若要找准“黄金分割点”，谈判者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做好尽职调查。
 这意味着对谈判对手进行360度全方位调查剖析——明白对手的优劣势、真实意图和利益诉求是什么，以及公司文化、管理层的做事风格等相关情况。只有做到这些，谈判者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应付自如。

从2010年吉利收购沃尔沃的案例中，我们便可窥见一斑。一桩具有缜密计划的并购整合，为双方都创造了卓越的价值。通过此次并购，吉利提高了技术能力和品牌形象，扩大了市场份额；沃尔沃则加强了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扭转了销售下跌之势，再次赢得中国市场。

在尽职调查中，除了要了解谈判对手外，还需要保持一种“全局观”——要对国际整体的行业格局、谈判双方所处的商业环境等具有明确、清晰的认知。另外，在准备阶段，还特别要对并购标的所在国家的相关法律政策、税务财务规定等进行充分了解，从而确保在谈判桌上不被动，做到真正“胸有成竹”。


换位思考，审时度势。
 谈判者需要精准定位双方之间的中间地带，然后进行各种“创造性思维”。在谈判桌上，做到真正的“双赢”是非常困难的。为了追求利益，谈判双方不但不会轻易亮出自己的底牌，还会试图通过各种周旋，打探对方的底线，直至觉得对方不会再让步了，才觉得自己没有吃亏。

在这样的情况下，谈判者一方面要承担来自各方的压力，一方面又要保持高度机警的状态，灵活应变，见机行事。而在复杂程度高、文化冲击明显的跨国并购谈判中，“换位思考”与“审时度势”将更加重要，但也更具挑战性。

迫于利益之争，谈判桌上往往会出现诸多“演技派”的表现。面对这样的情况，谈判者首先要做的是：对自己的谈判地位，进行实际充分的评估，做到心中有数。之后，一方面将自身谈判影响力最大化，一方面站在对方的立场，从“如果我是你”的角度出发，与对方“摆事实，讲道理”。

陶景洲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谈判就像是棋手之间的博弈较量，不仅要单方面为自己想出路，还要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对己方构成威胁的各种可能性。正如下棋一样，有时候谈判中也并不需要大幅领先对手，“棋高一着”就足够了。


经验积累和外部协助。
 在跨国并购谈判中，往往需要面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性格的谈判对手，这是对谈判者判断力和敏锐度的很大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讲，谈判也是一种对过去人生经历不断洗礼的过程，对人和事见得多了，自然就能明察秋毫、深谙其道。

由于跨国并购谈判过程相对复杂，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政策法规，加之中国企业整体还未达到跨国并购的成熟阶段，所以需要设立专门的团队，以及招募外部顾问。这些顾问一方面可以提供专业化视角，如法律、税务、财务和风险评估等方面的解决方案；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提供具有洞见性、建设性的外部观点。 

跨国并购谈判是一门艺术，若要运用自如，中国企业还须下大工夫。如何对己方的谈判地位进行恰当评估，如何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如何摸清对方的底牌，谈判团队又该如何默契配合，这些都是需要不断打磨、不断优化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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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雪梅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新媒体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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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Athenahealth公司CEO：

愤而走上创业之路

Engineering Reverse Innovations

乔纳森·布什（Jonathan Bush）| 文

时青靖 | 译　刘铮筝 | 校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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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因为对医疗体系中涉及的成本以及大量的文本工作不满，乔纳森·布什通过科技将医生从这些繁文缛节中解脱出来。






从
 事开创性工作需要付出哪些代价？关于这点我想了很多。坚持做下去你须不屈不饶，但情感因素也能促使你发现新空间，这些因素可能是爱、愤怒和挫败感。无论哪种因素，它的重要性与勇气和决心是一样的。

情感驱动对企业家很重要，对消费者而言亦是如此。优步（Uber）崛起的原因就是因为出租车体验糟透了：首先你得应付那个永远不能告知你出租车具体抵达时间的调度员。然后，来的却是一辆破旧不堪且烟味熏天的车子。

出租司机面对的则是城市对这个行业的牌照垄断。司机们不得不遵从这种规则，毕竟这比没有出租车要好。但在优步的帮助下，司机们无须与那些牌照规则和车队老板打交道，因此会更加开心地工作；乘客们的体验也更加愉悦——车子准时抵达，而且状况良好。我认为，优步之所以催生出大量业务，是因为乘客希望摆脱以往的那些挫败感。

1997年，我与托德·帕克（Todd Park）之所以要创建医疗保健技术公司Athenahealth，就是因为美国医保价格昂贵，服务却差得让人难以置信。即便是今天，我们公司总部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居民每个月平均医保费用仍然高达570美元。美国人在医疗上的花费远超汽车和衣物，即便我们并不喜欢它，但也无法申请退款，我们根本摆脱不掉它。

因此，接下来产生了很多后果。没有一家医疗服务商会谨慎小心地力求让患者满意，因为它们并不听命于你，你对它们也没有掌控权。由于已经为服务付过费，所以医院没有任何激励措施去创造更为舒适的过夜环境。此外，医疗成本与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之间完全没关系。

如果打破这种收费制度，参考资本设备的正常行业利润率，你会看到美国医保其实是个月均价值220美元的产品，而我们支付却高达570美元，失衡的供需关系导致价格扭曲。这让我非常愤怒，市场经济竟然没在医疗行业发挥作用——既没有遵照成本，也没有顾及人性。



于社会有益

我一直有个念头：真正像一位资本家那样，做一些于社会有益的事情。我认为这也是布什家族持续在做的事情（乔纳森·布什是老布什总统的侄子，小布什总统的堂弟——译者注）。创建一家企业，盈利并为公众服务——这是我们家族的终极理想。我很早就有这个梦想了。

医疗事业很符合这个理想——还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好的呢？我小的时候看过电视剧《Emergency!》，它的主题很浪漫：你给某位病人打上一针，然后就有奇迹发生，永远改写那个人的生命，而你静静接受这一切带来的赞誉——这种感觉实在是棒极了。

然而，现实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随着我对医疗保健行业的服务运作机制越来越熟悉，我观察到某些产品创新令人赞叹，但在医保服务方面却少有人文关怀可言，仿佛这个过程本身就抑制了它人性的一面。医保行业有着众多仁慈的工作人员，但提升他们人道理念的流程创新却少之又少。因此，当护士感同身受地花时间安慰一位病人，或技术人员为了便于病人理解而详细讲解检测流程时，我们会视其为英雄之举。愿上帝保佑这些人，没有他们一切将不堪设想。但是，我们显然需要做得更好一点。



Athenahealth的崛起

我知道自己不太可能成为一名医生，因为我永远过不了有机化学那一关。欣慰的是，我意识到自己可以用创业者的身份去做贡献。最初感觉机会来临是在大学的一个暑假，那时我在新奥尔良市做救护车驾驶员。我发现让你成为英雄的行为有很多，不仅仅是应对紧急状况，还包括以人道主义的方式行事——眼神交流、认真倾听以及了解每次紧急来电背后的原因。从那时起，我相信我能积极影响至少一个人的生命，甚至还有可能帮助改变整个救护过程，并在未来的日子里改善更多人的生活。

我看到，这样的故事在很多急救病人的身上不断上演。我曾在广播电台听到一通求救电话，并据此识别出具体地址。这类情况很有可能是一个身患慢性疾病的男人，他因买不起所需药品，不得不向医院求救以稳定病情。他没有车，打不起出租，而且也不能总是选择去等公交。因此他叫了救护车。

一辆救护车可以轻松提供此类病人所需的一切。我们医保体系中很大一部分费用花在那些身患5种基本慢性疾病的人身上，他们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一辆救护车解决。例如，如果你糖尿病失控，血压过高或是哮喘发作喘不上气，就可以得到胰岛素、氧气或舒喘灵。但这其中的商业模式阻碍了解决方案：救护车只有在将人运送至医院时才会产生费用，如果它将病人送至急诊室，费用是500美元，在那里普通检查就要花费1800美元，如果在医院过夜则需额外支付2200美元。

如果那些接受过训练、有能力提供紧急医疗的救护员及时施救会怎样？假设这项服务同样收费500美元，就会让回应救助电话的时间减半，本质上这相当于收入翻倍。即便病人为此每小时花费600、700或800美元，都要比因为他的病情不够紧急而被搁置，并在医院等待室里坐上4个小时要好得多。

我发现这个商业模式不仅忽视了效率和准确性，而且与实际医疗质量脱节。这个系统为什么不能更好地服务每个人呢？这真的很让我抓狂。

因此，我最初的计划是进入救护车业务，由于后来另一家公司开始占领当地救护车服务业务，那时我以为已经错失变革的机会。但是，现在看来那家公司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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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首个商业计划

我关注的另一件事是孕妇健康。这个想法来自我妻子莎拉，她当时在接受助产士培训。因此，莎拉会告诉我一些产科病房里的故事，以及那些不必要的剖腹产和过早的婴儿引产。她不断说，这个系统中的一些事情根本没有庆祝的必要，而且她认为整套系统都患上了“厌女症”。

在哈佛商学院举办的全球商业计划大赛上，我和托德·帕克提交了一份针对妇产科网络的商业计划，这个网络将兼具高效和人性化。对于那些行医过程中不轻易使用剖腹产、也极少导致婴儿需要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医生们，我们会予以激励。我们的商业计划并没有进入总决赛，但我们还是创建了这家公司。

我们的计划执行起来异常复杂，而且风险极高。在医院、独立行医协会、保险公司和美国联邦医疗补助计划的夹缝中，我们努力求生。幸运的是，我们有种类似自杀式飞行员的心态：要么拼力一搏，要么死而无憾。我们当时很年轻，20岁左右的年纪，能量和激情无限。我们知道这个系统是被一种大于商业的模式破坏了，因此我们注入了比普通模式更多的商业热情。对我们来说，这并非只是一份工作。

在构建诊所的过程中，我们创建了网站，在上面提供一些避免在文书工作中犯错的方法准则。结果一些医生说，他们不希望我们建一家生产中心，告诉他们如何行医，而且他们也不相信我们提供的这份工作会带来额外收入。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帮他们处理文书，这些医生会非常欢迎。

医生反馈表明，我们的模式太过复杂，因为它针对连接性、市场和需求曲线做了大量设想。我们设想当医疗收入与服务相当时，就会有现金流进账。我们设想每一个行业都存在的那些因素，其实在医疗行业是不存在的。

后来我们意识到，也许我们应该通过消除医疗行业大量的文件记录以及其他耗时的文书工作，尽力转变这门我们曾经误判的生意。果然18年后（在我们意识到首个模式不可行的15年后），我们的平台athenaNet上接受风险投资的企业已有约15家。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提供电子医疗记录和一套医疗服务实践管理和护理的协调系统。这些初创企业建立起基于情景性护理的新商业模式和综合护理体验。它们虽然规模并不大，却正在颠覆整个体系。这些创新都发生在我们的平台上，让我非常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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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当缺少需求曲线时，找到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增长模式极其困难。医疗行业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与医生息息相关。他们决定着我们究竟应该做什么，他们坐在弹球机的顶端将球往下抛：这些球击中了医院、药房、实验室以及相关利益方。他们只代表着所有费用中的20%，但却能驱动余下费用的九成。

我们寻找那些可以处理并具备需求曲线的业务——医生不愿意做且做不好的那些琐碎工作：他们的账单；他们一个月收到的1100份传真（你能想象如今这个时代还有人发传真吗）；他们与保险公司打交道涉及的授权、推荐以及之前的证书之类。仅仅是安排一次核磁共振检查，他们就需要填写大量的表格，然后与保险公司争论不休。这真是浪费人生的事情。缺少人道主义并不仅仅是病人要面对的问题。

整个医疗系统每年都会变得愈加复杂，而且往往都有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例如，因为存在种族和族裔报道的呼声，所以研究也针对种族和族裔来进行，医生必须得以同样的方式关注种族和族裔。接下来就是另一项指令的下达，另一套治疗规范，以及另一套被验证的诊断疗法。医生一半的工作时间不是用在救治病人身上。这太让人气愤了。医生开具的图表和电子医疗记录对保险理赔员、医疗事故律师和政府检查员很有价值，但对每天与病人协调的医生们来说几乎没什么用处。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回到医疗行业的起点。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而且也有很充分的理由。我们公司的目标是为这个行业注入小小的需求曲线，我们将成为处理琐碎工作的“黑带”。我们会接手这摊业务，而且计划招募3000、4000或5000名喜欢做琐碎工作的员工。

如果医生能够将每天花费在这些非临床苦差事上的半天时间省下来，他们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们能分配给病人更多的时间；他们可以不用提高价格，每年就能获得更多收益，毕竟他们能利用曾经不会产生收益那一半时间来创造利润；他们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完成预约。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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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HBR-C Dialogue




尼尔森全球CEO


马祺：找准创新焦点

王丰 | 文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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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觉得做的事情多一点、覆盖的规模大一点更好，其实这远不如把所有精力投到最有效率的那个点上，资源配置的核心是找准焦点，不要分散用力。






中
 国正快速驶入消费升级的轨道，尼尔森需求研究院的报告称，未来10年，预计中国新增消费额将达到90万亿人民币，这意味着中国将为全球贡献出一个美国全年的消费量。未来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如宝洁公司前CEO罗伯特·麦克唐纳所说，商业世界进入了“VUCA”（不稳定volatile、不确定uncertain、复杂complex、模糊ambiguous）时代——变化迅速又难以预期。面对变幻莫测的环境以及中国消费升级带来的巨大蛋糕，企业如何图存并抢食？

日前HBR中文版独家专访了全球领先的市场监测、咨询公司尼尔森全球CEO马祺（Mitch Barns），马祺职业生涯的前12年在宝洁公司度过，1997年加入尼尔森，2008年被任命为尼尔森大中华区总裁，2014年出任尼尔森全球CEO。此次采访聚焦于如何洞察变化以及如何展开突破式创新。



市场碎片化趋势


HBR中文版：尼尔森如何洞察变化？



马祺：
 成功的营销就是把信息传递给目标顾客，目标顾客看到信息后，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所以尼尔森从两个维度洞察变化——消费者看什么；消费者买什么。




HBR中文版：“消费者看什么”，发生了怎样实质性的变化？



马祺：
 首先是市场碎片化，消费者把大部分时间放到了网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无论身处世界何处，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与他人接触到一样多的信息，这两个因素导致全球市场呈现出碎片化、分散化的趋势；其次是数字媒体技术使媒体更加多元化，这意味着企业传递信息的途径和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多元化，社交媒体平台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前也有社交，但现在的数字化技术更有效率地把人们联系在了一起。




HBR中文版：对企业来说，市场碎片化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



马祺：
 碎片化听起来有些令人难以捕捉，但它却是一件好事情，由于消费者掌握了更多的权力——消费者可以控制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消费，意味着他们会消费得更多；而数字媒体大发展导致的媒体多元化则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基础，营销工作有了更多的工具和内容，精准营销成为了方向，商业效率获得极大的提升空间。




HBR中文版：“消费者买什么”发生了什么实质性变化？



马祺：
 其一，以电商为主导的零售平台成为了消费者购物的主要环境；其二，消费者的购买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生活必需品越来越多地过渡到非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的内容也得到了扩展，由于千禧一代（中国称之为85后）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走在最前面，他们成为引领变化的消费主力军。



提高突破性创新成功率


HBR中文版：这些变化给企业带来的核心挑战是什么？



马祺：
 企业越来越需要更准确地洞察尚未发现的需求，投资于创新，尤其是突破性创新，面对上述变化，企业越早做出反应越好，要在新技术应用方面进行人、财、物等方面的投入，越往后拖，投入越多，难度越大。




HBR中文版：什么是突破性创新？



马祺：
 我们用三个标准来衡量，首先是独特性，即在市场上创造了一个新的主张，而不是对配方升级、包装换新、容量改变等细微的改进；其次是相关性，即第一年达到可观的销售额；其三是持久性，即产品上市后，第三个半年的市场份额大于第二个，第二个大于第一个，表明该产品具有持久的消费者需求。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现在到了突破性创新的机会窗口期，CEO 们一定要抓住这一轮中国消费者追求高品质生活而购买更好产品的趋势。




HBR中文版：为什么这样定义？



马祺：
 突破性创新意味着高市场风险，通过上述三个标准，在创新与市场之间建立了量化关系，使创新变成可量化、可测量和可调整的过程，从产品创新到服务创新，通过数据化的市场监测工具和分析工具，从新产品孕育到上市，企业都可以做出全流程的评估，预测出产品上市后的表现并做出动态调整，有效降低创新风险。




HBR中文版：中国市场在突破性创新方面表现如何？



马祺：
 我们对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期间投入市场的超过2.4万个快消产品进行了研究，仅有15个产品同时满足“独特性、相关性和持久性”的要求，实现了“突破性创新”。




HBR中文版：突破性创新成功率为什么这么低？



马祺：
 首先，我们的研究发现，突破性创新并非遥不可及，任何公司、任何产品品类、产品的任何阶段，都有可能进行突破性创新；其次，成功的企业只是应用了不同的方式解析市场，洞察到了别人错漏的东西，从而通过改变品类——而不是顺从既有品类取得成功；其三，本质上，突破性创新就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创新，它由企业家精神驱动，是一个目标明确、意义重大的价值创造，整个过程既快速又精益。



消费者行为决定创新


HBR中文版：哪些关键因素决定了突破性创新的成效?



马祺：
 首先是创新的理念。展开行动之前，CEO要问自己：这个创新能否帮助消费者解决生活中亟待解决或者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需求？突破性创新不是由市场营销人员定义的，而是由消费者定义的，营销人员通常更关注创新的独特性，但简单的差异化并不能决定该产品能够脱颖而出，建立消费者需求驱动的创新体系被证明是通往成功之路。




HBR中文版：通过消费者的行为反馈来确定突破性创新？



马祺：
 是的。在整个过程中，企业需要研究消费者看什么以及买什么，需要找到这二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企业可以通过数据和观察对消费者行动展开分析，他们购买东西时表现出的权衡取舍以及意愿可以预示创新的各种机会和问题，他们在重复性购买行动中所表现出的各种细节可以确定什么是成功的创新。管理者对“创新”有着很多不同的定义，但消费者只认同一种解释：创新帮助他们解决了亟待解决或还没有完美解决的问题。



建立创新体系的三大阻力


HBR中文版：如何建立消费者需求驱动的创新体系？



马祺：
 建立需求驱动的创新体系的过程中，通常会面临三个阻力：第一，由于绝大多数的创新是渐进式创新，目标是改善现有产品，维持既有优势，当突破性创新机会出现时，需要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日常流程化的工作中容易被忽略甚至排斥；第二，惯性力量非常强大。面对原有的资源利用方式、已建立好的专业知识、熟悉的渠道策略、成熟的品牌资产和财务上的障碍等，CEO、管理团队以及其他力量通常倾向于有形或无形地维持着现状，这使得突破性创新难以实现；第三，突破性创新不太允许失误，因为消费者同样习惯于采用惯用的方式来处理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只有完美的解决方法才会令他们做出改变，这意味着创新过程中一些小小的不足，都可能断送一次伟大的突破式创新。




HBR中文版：面对上述挑战，企业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



马祺：
 企业通常在长期战略和短期策略的平衡性方面做得不够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两码事。一些CEO很清楚自己的市场份额正在流失，我们给他们的报告中会清晰地体现出这些变化，他们也清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创新没有跟上，事实上由于缺乏创新而掉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往往是第一轮、第二轮的创新浪潮没有跟上，就最终丢掉了市场。




HBR中文版：他们能够发现问题，却没有迅速采取创新行动，为什么？



马祺：
 成熟的企业通常把精力和资源投入到降低成本方面，它们对最新发生的创新往往不能有效制定策略，知道自己生病了和如何把这个病赶快治好是两码事，治病对于大公司来说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会涉及整个公司长期与短期目标的平衡问题。尤其对于突破性创新而言，从投入到见效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很多情况下CEO迫于业绩压力，更愿意面向短期目标去投入资源。



职业经理人要具备企业家精神


HBR中文版：如何克服这种“长期目标失明”的问题？



马祺：
 其一，CEO要设定足够清晰的长期规划，并能够预期到它的投资回报率，长期规划越清晰，意味着越能准确地掌控风险；其二，向突破性创新投入的同时，要保证既有业务不能下滑，用来保证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这是一个包括控制成本在内的综合战略把控。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企业高管来说，做好长期和短期目标平衡的选择都不容易，我每一天也都是在思考这些事情，通常每一个决策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这种平衡，一方面要完成当季目标，同时又要兼顾长期战略，要为未来的发展做好投资储备、创新准备，这种权衡和取舍是非常难的。




HBR中文版：做这类决策时，你的窍门是什么?



马祺：
 即便你是职业经理人，也要具备企业家精神，不向后看，永远向前看。当你意识到基于长期目标必须展开突破性创新的时候，就要立刻走出第一步，马上着手开始创新；其次，在后面的旅程中，要展现出魄力，敢于坚持你认为正确的决定；其三，你一定会遇到阻力，但你要去推动企业建立新的思维模式。对内，要有勇气把你的权力、理念、精神和决策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从而保证团队更有行动力。对外，你要与竞争对手建立更包容的竞合关系，而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后者不是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HBR中文版：VUCA时代，越来越需要职业经理人具备企业家精神？



马祺：
 对于成熟企业来说，只有让职业经理人发挥出企业家精神，才能催生出创新活力，大公司习惯于以成本管理为导向，会形成一种一切追求安全的文化，员工缺乏创新动能，要改变这种文化并不容易，组织的惯性力量非常强大。另一方面，在推动突破性创新的过程中，为了追求做到最好，你会面临很多问题，如果CEO是职业经理人，就要具有企业家精神，要有做抉择的勇气，做为领导者要真正承担起责任，否则创新不会成功。




HBR中文版：如何塑造敢于承担风险的文化氛围？



马祺：
 要注意正确的决策除了包括决策本身之外，还包括执行。执行不好的决策就不是好决策。如何执行好？做这个决策之前，就要认真评估能力并做好各种执行方面的准备，要确保这个决策可以到达整个运营体系的最前端，确保这个决策到达市场和顾客，这个过程需要领导力、决策力和勇气，这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它可以把整个公司都动员起来。当员工不断看到由此而产生的成效之后，敢于承担风险、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就慢慢形成了。




HBR中文版：一个擅长推动创新的CEO，通常最关注什么？



马祺：
 关注找准焦点，创新的每个阶段都要找准焦点。通常人们会觉得做的事情再多一点、覆盖的规模再大一点会更好，其实这远不如把所有精力投到最有效率的那个点上，资源配置的核心是找准焦点，就是要抓住重点，不要分散用力。尤其是中国市场，特别多元化，机会又多，变化又特别复杂，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如果找不准焦点，不把精力集中到最正确的问题上，就很危险。




HBR中文版：你找准焦点的诀窍是什么？



马祺：
 我有一个办法——创造稀缺性。如何做呢？团队在推进项目时，不要事先提供足够的资源，要让团队在资源不足的条件下，努力找到最精准的那个点，当真正找到这个点之后，我们再给团队配置资源，这就是创造稀缺性。这种策略可以有效地提高团队找到焦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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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马祺毕业于迈阿密大学工商管理科学专业，在斯坦福商学院完成了高级管理课程。毕业之后，马祺进入宝洁公司，整整12年中他专注市场研究和品牌管理。他在尼尔森的职业生涯是从1997年开始的，先后在三个大洲生活与工作。2014年，马祺成为这家公司的最高领导者，他上任的年代是全球变革的年代，上任演讲中他说：直视前方，别往回看，那不是你要去的方向。变革常常使人焦虑，他总结出的秘诀是：一，果断选择，迅速行动，在行动过程中，负面情绪会逐渐消失；二，对自己投资，包括身体和精神。运动会使身体强壮，焦虑就会释放；三，切勿坐井观天，要对精神投资，更多地阅读和学习，精神强大，焦虑也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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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丰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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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2.0

Corporate Governanc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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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看，在公司治理2.0体系下，董事会和股东间无休止的冲突有望化解，公司将通过高效治理获得更大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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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监管体系混乱、决策失误频现、衡量标准缺失，都使得高效公司治理难以实现，导致挑战公共底线和监管法规的行为时有发生。




原因


各类极端表达、维权股东和公司管理者之间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各方立场的僵化，使得公司治理状况很难改进。




解决方案


公司治理2.0主张重新思考成熟公司治理的基本要素，提出3项核心原则：

坚持长期主义管理

建立董事会择优机制

让股东有序发声






公
 司治理是董事会的热门话题，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它的历史并不长。公司治理理论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和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Means）的开山之作，但这一学科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成型。如今，监管体系混乱，政府和企业决策频现失误，评价标准缺失，导致高效公司治理难以实现。这类讨论的本质也无益于解决问题：各类极端表达、维权股东和公司管理者之间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各方立场的僵化，使冷静理性的思考无处容身。结果是，现行体制有违人们的良好初衷，挑战公共底线和监管法规的行为时有发生。

仅举几个例子：

2010年，对冲基金巨头史蒂夫·罗斯（Steve Roth）和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在二级市场突袭百货公司J.C. Penney，在披露时点前买入其27%股份。J.C. Penney CEO麦克·乌尔曼（Mike Ullman）毫不知情，直到罗斯打来电话。

尽管美国学界和业界普遍认为股东诉讼已经失控，股东顾问公司Glass Lewis仍宣布，对于任何对股东诉讼设置程序限制的公司，建议股东不投票给提名与治理委员会主席。

2012年，摩根大通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中，没有一位董事具有风控经验。直到公司犯下了被CEO杰米·戴蒙（Jamie Dimon）称为“最初级的风险管理错误”——绰号“伦敦鲸”的交易员布鲁诺·伊克西尔（Bruno Iksil）在交易中损失了60亿美元，该缺陷才得到纠正。

医疗企业爱力根（Allergan）最近对召开股东特别大会设置繁琐限制条件，又在特拉华州大法官法庭裁定为无效前，迅速将其取消。

股东顾问公司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ISS）发布报告称，总体来看，在公司代理权争夺中，投票给挑战者一方的股东获益更大。报告发布仅数小时，律师事务所Wachtell, Lipton, Rosen & Katz即向客户提交备忘录，称ISS的研究存在缺陷。

ISS还对所有主要美国上市公司进行治理水平评测（“QuickScore”），但不提供分数计算方法和改进建议——付费用户除外。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由于公司治理关涉数万亿美元资产，我们也必须做得更好。为此，本文提出一项公司治理的新构想：“公司治理2.0”。它并非要对现行体系推倒重来，而是重新明确成熟公司治理的基本准则。“公司治理2.0”提出3项核心原则；笔者相信，若能以理性精神超越利益冲突和既定立场，争论各方均会赞同这些原则。同时，笔者将基于这3项原则，为当前公司治理热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在实践层面，“公司治理2.0”主要参考基础谈判理论。笔者主张，公司董事会和维权股东团体应改变目前程序僵化的纵向谈判方式，采用更为灵活的横向谈判，为妥协和让步创造条件，以此增大取得实质进展的可能。目前改善公司治理的努力，系统性和可靠性都较低；而“公司治理2.0”将使美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实现质的提升。



原则#1

坚持长期主义管理

当下公司治理最大的失败，或许在于它过于强调短期指标。即使每股收益只比市场预期低1分钱，也会给股价带来沉重打击。在这种环境下，为达到季度盈利目标，管理层背负巨大压力。如果业绩下滑明显，维权对冲基金可能考虑进入，并强势要求公司实施变革。还有无所不在的律师，永远准备在股价大跌后发起诉讼。

由此形成了一个讽刺局面：为专注于长期目标，美国上市公司如今不得不寻求私有化。2013年，戴尔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将公司私有化。他认为，在公开市场的聚光灯下，公司亟需的根本变革无法实现。1年后，戴尔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私有化释放了团队的激情。我们现在可以按自己的意志，专注为客户创新。而以前由于市场‘季报主义’的限制，这并不总能实现。”私人持股公司能更有效地“为客户创新”？这种可能性引人忧虑：毕竟，上市公司仍是美国经济最强大的引擎。

为使上市公司管理者能够专注于长期目标，“公司治理2.0”主张以下做法：


取消业绩预测。
 当前，美国投资者平均持股时间不到6个月，短期主义显然不可能完全清除。但如果取消业绩预测，将有助于减少市场对企业短期盈利状况的执迷。近10年来，发布业绩预测的上市公司日趋减少；但考虑到有分析师已对业绩预测形成依赖，很多公司仍无法下决心彻底停止发布。研究显示，上市公司取消业绩预测后，由于无从获得现成答案，分析师对该公司的盈利预测分歧增大。在预期并不一致的情况下，市场对低于预期的业绩容忍度增大，部分化解了上市公司的业绩压力。因此，上市公司应取消业绩预测，改为向分析师通报公司的长期目标，如市场占有率、新产品数量和新进入市场收入占比等指标。


改进董事会轮选制。
 采用轮选制（又称分期分级制）的董事会每年只能改选1/3董事，任期3年。这种机制能提升董事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但不受维权投资者欢迎：恶意收购发起者要控制2/3董事席位才能确保成功，因此必须赢下两次董事会改选，而两次换届最长可能间隔14个月。笔者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卢西安·贝楚克（Lucian Bebchuk）和约翰·科茨（John Coates）的研究显示，从未有恶意收购方做到这点。

2000年以来，维权投资者势力上升，标普500公司采用董事会轮选制的比例从2002年的60%降至2012年的18%。这一趋势在继续：2014年，31家标普500公司在年度股东大会前收到取消董事会轮选制提案，其中7家未等投票便主动采纳提案。这一趋势造成的结果是，现在美国大多数公司董事会每年换届，董事任期1年（即所谓单一董事会制）。

毋庸赘言，相比任期3年的董事，任期1年的董事更倾向采取短期主义视角。如果股东顾问机构（如ISS）对董事的决策不满意，它们会公开建议投资者不对这些董事投赞成票，这更加剧了董事会的短期主义倾向。在哈佛商学院参加培训项目的一位董事告诉笔者，他所在公司董事会决定不聘请一位很有能力的外部CEO人选，因为他的薪酬可能超过市场平均水平。尽管该董事认为那位候选人最适合公司，且物有所值，董事会却裹足不前，原因之一是担心ISS可能在下次年度股东大会时建议股东不要支持薪酬委员会。如果董事会采用轮选制，薪酬委员会每年只改选1/3董事，ISS将只能影响这些董事的任免。

维权投资者认为，即使收购条件有利于多数股东，轮选董事会也可能让潜在收购者知难而退。这的确有道理。但轮选董事会可以建立改组制度来弥补这一缺陷，董事会改组可以通过更换全部董事或引入新董事实现。这样，董事会既保留董事3年任期、鼓励长期主义，又照顾到股东的需求且对并购机会保持开放。ISS能够针对特定董事发挥影响力，但每3年才有一次机会。相比年年考核，将考核期设为3年有助于长期投资（如重金聘请CEO）显现效果，有利于创造长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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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专属管辖条款。
 在我们的公司治理体系中，股东诉讼非常活跃。小股东的代理律师紧盯股价和业绩，稍有下滑便可能起诉公司及董事会。这些律师对并购重组等重大交易尤其感兴趣，因为公司法有利于股东在这一领域发起诉讼。无论董事会多么勤勉审慎，上市公司只要实施重大交易就很可能面临诉讼——有时发出公告几小时后就会被起诉。任谁都能看出，股东诉讼多次阻碍上市公司正常交易，给价值创造带来负担。实际上，推进交易的公司董事会经常主动留一手，一旦被诉就增加信息披露甚至提高收购价格，以期迅速息事宁人。

除诉讼频繁度外，诉讼地点和审理机构也很成问题。在美国，公司在其开展活动的任何地点都受司法管辖，包括总部所在州、注册所在州、业务所在州等。原告律师利用这一点在多个州同时起诉，尤其会选择允许陪审团审判公司案件的州。由于担心经验不足的陪审团裁决复杂案件，很多公司选择迅速和解。维权股东这种近乎勒索的行为，损害了公司治理乃至整个社会。按照专属管辖条款，针对公司的诉讼只能在公司注册所在州进行。美国大部分大型上市公司都在特拉华州注册，因此针对这些公司的诉讼案都将由特拉华州大法官法院的资深法官审理，而不会交给经验不足的陪审团。

尽管专属管辖条款明显有益于公司治理，维权投资者仍本能地反对。Glass Lewis称，对于任何不经股东批准设置专属管辖条款的公司，将建议股东不投票给董事会提名与治理委员会主席，理由是在多个州同时进行诉讼将提高董事会的重视程度。但大多数董事并非需要陪审团审判的刺激才愿意做好工作。专属管辖条款仍然让原告律师有机会在规则完备且公正的州奋力一战。作为设置专属管辖条款的交换条件，公司可以放弃一些较严厉的条款，如原告败诉须承担诉讼费用。

公司治理2.0关注的是实际问题：维权投资者、治理评级机构、董事会和普通股东都希望达成的目标是什么？答案显而易见：消除无意义的诉讼，同时在董事会失职时确保追责。维权投资者及其同盟曾经认可这一共同目标。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大多数州允许公司董事会在未尽到某些受托责任时免责，ISS鼓励董事行使这一权利、将精力集中于战略制定和监督运营，而非担心股东诉讼。公司治理2.0主张设置专属管辖条款，目的就是回归这一常态。董事需要对不当行为负责，但应经过公司法专家裁定。这将鼓励董事做更多长期主义决策，而不必担心受制于缺乏洞察力的陪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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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2

建立董事会择优机制

董事会有权以长期主义指导公司发展，也相应有义务保证其人员构成合理。董事应具备不同专业能力和视野，并有效互相补充。近年来，维权股东为推进这一目标提出几项主张，不仅包括董事年龄和任期限制，也包括董事会性别比例等多元化要求。根据最近一次的NACD（美国公司董事协会）上市公司治理调查，约50%美国上市公司董事有年龄限制，8%有任期限制。ISS正促使更多公司设置这些限制，从以往经验看，董事会将认真考虑其建议。

维权投资者和公司治理评级机构如此行动，是因为感到公司董事会并未认真审视其人员构成是否合理、董事的能力是否符合公司发展需要。董事能够连任，很多时候只是因为开口让他们离开很难。但年龄和任期限制并不是优化董事会人员结构的利器。在公司董事会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董事的贡献与年龄和任职时间无关；即便有关也更可能是正相关。论年龄，从全职工作退休的董事有更多精力投入董事会工作；论任职时间，很多董事需要10年来塑造战略并衡量其执行情况，而且在任时间比CEO长的董事更有可能在必要时指出CEO的问题。但正是这些董事将迫于年龄或任期限制退出。

对于董事会人员构成，公司治理2.0体系根据不同情况给出具体建议。公司董事会应真正建立选人和考核机制，绝不能仅仅走过场。具体来说，董事会应采取以下措施：


建立有效考核机制。
 时下很多公司董事会有内部考核机制，由董事长或首席董事主持。虽然建立内部考核机制的初衷良好，但现实中很多董事不愿将看到的问题报告给董事会负责人。在公司治理2.0体系下，董事考核应由独立第三方机构设计和执行。考核机构应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设置指标，并据此对董事评分，合理衡量每个人的贡献。

董事考核结果不应简单存档了事，而应该与当事人分享，如有必要可以引用他人评论，明确指出哪里可以改进。董事长或首席董事应掌握考核结果，以备与表现不佳的董事沟通。

有效的董事考核能对董事会人员构成和格局产生微妙影响。预期中的严格考核，将使表现不佳的董事主动放弃连任。更重要的是，董事们将努力工作以获得更高评价。


考虑给予股东董事提名权。
 公司给予股东“委托书提名权”（proxy access），意味着持有一定比例股份的股东有权提名董事，因此董事候选人数可能超过董事会席位数。在公司治理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过去两年中，惠普、西联汇款等公司均给予股东董事提名权。

2010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曾规定所有公司给予股东董事提名权，但被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宣告无效。此后SEC允许公司自主决定是否给予股东这项权利。笔者与曾在哈佛商学院工作的波·贝克（Bo Becker）和布兰迪斯大学的丹尼尔·贝格斯特莱斯（Daniel Bergstresser）的合作研究显示，全面推行股东提名规则总体上将有利于美国上市公司。给予股东提名权能提升董事考核水平；但在现有政策下，有能力的董事更倾向加入不给予股东提名权的公司。

给予股东董事提名权能促进董事会专业结构合理化。试想，假如摩根大通股东拥有董事提名权，那么在“伦敦鲸”事件发生时，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中或许会有专门从事风控的董事。事发1年多以前，为美国工会养老基金提供咨询的CtW Investment Group就指出：“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金融机构之一，摩根大通的风险政策委员会3名成员中没有一位银行业或金融监管专家，这绝对不足以统领风险管理工作。”如果建立了股东提名机制，董事会或许将主动安排风控专业人士进入风险委员会，或由大股东提名，供全体股东投票决定。

这并不是说如果摩根大通的风险委员会有一位专长风控的董事，“伦敦鲸”事件就可以避免。管理风险敞口的主要责任由执行委员会承担，其成员都是摩根大通高层。但在股东提名机制下，发现问题的几率肯定更大。

这次重大损失发生后，摩根大通董事会才决定为风险政策委员会增加一位风控专业人士。显然，损失数十亿美元才补充必要的专业人士，代价确实太大。股东提名权是董事考核机制的有益补充，能促进董事会人员构成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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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3

让股东有序发声

如今，当维权投资者威胁争夺投票权，或有大鳄发起恶意收购，公司董事会经常自认为有责任“坚守阵地”，甚至采用孤注一掷的焦土战术来抵抗“野蛮人”。曾任PeopleSoft首席董事的乔治·巴特尔（George “Skip” Battle）对笔者谈及2003年遭甲骨文恶意收购时说：“这是美国商业史上最接近战争的事件。”

来看一个更近的例子。CommonWealth REIT是美国最大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之一，2012年12月时总资产78亿美元，负债43亿美元，而市值仅为13亿美元。卡尔·伊坎（Carl Icahn）的门生基斯·迈斯特（Keith Meister）执掌的对冲基金Corvex Management和私人持股的高端地产公司Related Companies，从CommonWealth股价的惨淡走势中嗅出投资机会。2013年2月，两家公司宣布已持有CommonWealth 9.8%股份，并提出以每股25美元收购全部剩余股份，溢价达58%。

收购方Corvex和Related主张的变革方案比较简单。CommonWealth本身没有雇员，而是向外部公司Reit Management & Research支付费用，由对方管理旗下物业。这家物业管理公司为巴里·波特诺伊和亚当·波特诺伊（Barry and Adam Portnoy）父子所有，这两人占据CommonWealth董事会5席中的2席。Corvex和Related认为，如果CommonWealth收回物业管理权，将消除董事会内部利益冲突、协同股东利益，并释放公司潜在价值。收购方的核心主张简单说就是：炒掉波特诺伊父子。

收购方的主张确实能释放本公司潜在价值吗？CommonWealth董事会决定不去考虑这个问题。即便公司承诺股东有权出具同意书支持收购方，但它利用繁琐的信息条款，实际上限制了股东的行动。为击退收购方，董事会还游说马里兰州议会修改并购相关法律，结果未能成功。最过分的是，董事会临时增加一项章程，规定任何涉及公司的争议都将提交给仲裁法庭，而非马里兰州法院。经过18个月的仲裁听证和媒体上的激烈交锋，Corvex和Related终于在2014年6月入主CommonWealth董事会，公司更名为Equity CommonWealth。公司股价现在维持在25美元左右（被收购前约为16美元）。

面对恶意收购，CommonWealth董事会采取了典型的焦土战术，但这种做法并不合适。公司治理2.0主张维护股东话语权，要求董事会重新定位自身职能，即建立合理的股东决策机制，而非不惜一切“捍卫主权”。董事会或许真心认为收购方案对公司不利（大多数情况下如此），但与流行观点不同，其受托责任并不包括代替股东行使决策权。在公司治理2.0体系下，董事会可以努力说服股东接受其观点，但应把最终决策权交给股东。

另一方面，股东话语权也应有限制。随着设置毒丸计划（恶意收购方持股比例达到10%或15%时，公司面向原有股东低价增发，以此稀释收购者股权）的公司显著减少，对冲基金等维权投资者可以在触发披露条件前大量买入标的公司股份。2010年时，由于没有毒丸计划，J.C. Penney被罗斯和阿克曼旗下对冲基金偷袭买入27%股份。两人进入董事会后，前苹果高管罗恩·约翰逊（Ron Johnson）取代乌尔曼成为CEO。约翰逊推行的青春时尚路线遭到惨败，公司股价两年内从30美元左右最低跌至7.5美元。2013年，约翰逊被迫离开，乌尔曼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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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SEC（美国证券监督委员会）规定，持有超过5%股份的投资者必须公布持股情况，这理论上能够保护公司免受闪电战袭击。但买方触及举牌线后有最多10天等待期，在这期间可以合法地继续买入。J.C. Penney的情况就是这样：等到必须披露时，罗斯和阿克曼持有公司股份已超过1/4。

这条法规制定于20世纪60年代，10天时间在当时是合理的。但在现在的证券市场，10天足以改写历史，如果重新制定规则，绝不可能给予买方这么长的时间窗口（在欧洲国家市场就短得多）。但维权投资者团体抵制修改法规，理由是像罗斯和阿克曼这样的投资者需要足够的激励来寻找表现不佳的目标公司。这种说法似乎站不住脚。

在公司治理2.0体系下，董事会能在遭受闪电战前得到警报。其中一个方法，笔者称为“提早告知”毒丸条款：这种条款的触发条件为持股比例5%；但如果买方触及举牌线2天内进行披露，将不会触发，可继续买入股份而不会被稀释。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约翰·科菲（John Coffee）和罗格斯大学商学院的达利乌斯·帕利亚（Darius Palia）提出了类似的自保方法，他们称为“窗口关闭”毒丸条款。这类毒丸计划能让董事会及时知道有人已和公司“开战”，避免不知不觉让收购方建立无法撼动的地位。

如今很多公司董事会做出治理方面的改变，是担心ISS建议股东不投赞成票。公司治理2.0主张董事会采取主动、通盘考量，实现治理目标。领导者应以实用主义精神与股东协商（“我们都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而不是全面对抗（“投降还是战斗？”）。

本文提出公司治理2.0的3项原则，并基于此为当下公司治理敏感问题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在美国很多州（包括很多公司注册地所在的特拉华州），公司都可以合法地单方面采用这些解决方案；但一般来说，经过股东表决进入公司治理2.0是更好的做法。

未来还将出现新的公司治理热点。ISS最新的QuickScore包含92项指标，每项都可能被用来向公司董事会施压。在面对维权投资者的新主张时，董事会应坚持用公司治理2.0的3项原则进行衡量。

公司治理体系向2.0转变，这对美国公司意义重大，因为随着过去10年间股东势力上升，董事会已习惯于向维权投资者屈服。公司治理2.0也将给美国之外的公司带来重要启示，尤其考虑到新兴市场公司为走向国际资本市场，正努力寻找董事会和股东间的平衡点。从长期看，在公司治理2.0体系下，董事会和股东间无休止的冲突有望化解，公司将通过高效治理获得更大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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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黑客攻击使得公司内部信息泄露，让索尼影业瞬间濒临灭顶边缘。如何让公司顺利脱险，并且留住人才，维系住公司文化，安渡危机，迈克尔·林顿用其实践为面临类似困境的企业提供了诸如时刻身处一线等宝贵经验。






迈克尔·林顿的“黑天鹅”
 在2014年年底降临：索尼影视娱乐公司（Sony Pictures Entertainment，以下简称“索尼”）遭遇史上最严重的黑客攻击，美国政府称是朝鲜黑客所为。身为CEO的林顿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公司薪资详情、私人邮件（一些邮件尖锐批评了好莱坞明星）和未上映的电影等高度机密信息尽皆泄露于世人眼前。不仅如此，黑客还抹掉了公司服务器上的海量数据。

待到黑客发出威胁称：如果《采访》（The Interview
 ，一译《刺杀金正恩》）上映，他们便要实施报复，困扰林顿的危机变成了美国外交事件。《采访》是索尼制作的一部喜剧电影，故事发生在朝鲜，内含刺杀金正恩情节。许多影院害怕遭到报复，遂延迟该片放映时间，索尼不得不代之以其他影片。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得知此事，将索尼的撤映行为视为屈服于平壤方面压力，并就此发出谴责。至此，《采访》这部R级动作片陡然成为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宗教信仰自由及和平集会权利的条款——译者注
 ）的象征。

公司如何度过这一劫难？那些丑恶、令人难堪的绝密信息被公之于众，公司要如何维系文化、留住人才？记者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卡尔弗市的索尼大厦中见到了林顿，并在他奢华的办公室里就此事进行了采访。林顿似乎并未设防，且颇为乐观，毫不避讳地谈起索尼在遭受攻击后的几周里面临的困境，相信公司已毫发无损地度过了难关。

类似的攻击很可能成为新常态。林顿说，他只希望索尼的噩梦能让其他美国公司警醒。

——殷阿笛




HBR：回想去年年底，索尼被黑的时候，您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林顿：
 当时我在上班路上。大约是早晨8点钟，我们的CFO打来电话，说我们被攻击了。我到办公室的时候，整个工作室都断网了。




HBR：那才只是个开始？



林顿：
 对。我们收到一连串恐吓信息，黑客说要把窃取到的信息曝光，随后信息就开始泄露。我们一下子被迫同时应付好几件事情，要努力维持公司运营，又要安抚害怕自己私人信息泄露的员工，还要对付那些刊登泄露电子邮件的媒体。然后FBI来取证分析。




HBR：我们知道您是放权型CEO，这一点有没有改变？



林顿：
 有，我的角色很快就彻底改变了。危机当前，需要我亲自上阵。我们成立了一个指挥中心，确保所有决策都我要知情并经我批准。单这一项就占据了我的全部时间，也就是说，公司运营事务落在了其他人头上——他们做得非常成功。




HBR：指挥中心是如何成立的？



林顿：
 首要的是在不能用电子邮件的情况下找到替代的联络方式。有一段时间，我们用其他方法模拟邮件。我们能用的只有手机了，于是我们设置了短信树，然后向公司的员工通知系统寻求帮助。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中心向员工们群发短信了，而且频率很高。




HBR：这样做是为了危机相关联络，还是为了维持公司正常运营？



林顿：
 为了正常运营，确保人们能相互交流，完成我们日常工作——制作电影、电视节目以及保证发行。之后，我们需要创建一个临时电子邮件系统，而且不得不设法做工资单、向供应商付款等等。单做工资单这一项就够了不起的：财务部门从地下室拖出老式机器来开具支票。




HBR：听上去真像一场噩梦。看着自己的所有个人信息突然公之于众，这种事简直无法想象。



林顿：
 啊，这还没完。更大的挑战是，那些家伙不仅把房子里的东西全偷走，还把房子给烧了。他们偷了我们的资料，然后将我们电脑上的信息删除，还毁掉了我们的服务器和电脑。




HBR：也就是说，那些资料他们有，你们没有了？



林顿：
 对。我们有备份，但没有了电脑、服务器和系统，备份也无法使用。结果就是邮件被公开了，里面很有些见不得光的内容。而且还要在平时公司赖以运营的网络服务瘫痪的情况下，努力维持正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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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控制损失


HBR：当时员工最需要从您那里得到什么？



林顿：
 他们需要抚慰。他们担心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我们必须明确地解释清楚，我们正在采取何种措施保护他们。也有人担心公司会就此一蹶不振。




HBR：您如何与他们交流？



林顿：
 我们召开市政厅会议式的员工大会，一次有三四千人参会，来讨论正在发生什么。还有50至80人的小型论坛，听听他们关心的问题。我通常独自在食堂吃饭，确保他们能随时过来找我说话。身处一线非常重要。事件中途我去了一趟日本，因为必须去做预算报告，大概离开了一天半吧，回来之后我们的人力资源主管乔治·罗斯（George Rose）就说：“你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我说：“乔治，我就36小时不在而已。”时间仿佛被压缩了，因为事态发展非常快。




HBR：员工也感到愤怒吗？



林顿：
 有人愤怒，是的。一听说美国政府认为是朝鲜方面主使的黑客攻击，就有人对我们要发行《采访》这件事不满。你在电影工作室找了一份工作，可不会想到会出这种事。




HBR：如此多的隐私资料泄露，您是如何应对的？



林顿：
 这件事很复杂，原因有两个。有些跟明星有关的东西登出来被人看到了，这会让员工分心，特别是那些被刊出的邮件的发件人尤其不安。还有就是员工们其实能看到其他人的私人邮件。




HBR：这个问题有办法控制吗？



林顿：
 我们劝大家别伸长脖子瞅别人——也就是说“别去看那些邮件”。




HBR：对于那些公开了的邮件，有什么能做的吗？



林顿：
 没有，只能闭上眼睛假装看不见，就说那些东西让人分心，视而不见就好。




HBR：邮件里提到的明星对你们发难，您如何应对？你们这一行要对付的是一群世界上最自我中心的名人。



林顿：
 在一些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拿起电话道歉。但大部分人不当回事。好莱坞社群虽然封闭，但也是公事公办。大家就想做电影、电视节目。讲实话，我觉得在这个制作流程中很多事情都能得到原谅。




HBR：有人才流失吗？



林顿：
 没有。




HBR：你们失去了一位高管：埃米·帕斯卡尔（Amy Pascal），她辞去了联合主席一职。这是公司要继续发展所必须的吗？因为某些问题最大的邮件正是她写的。



林顿：
 不，跟这件事无关。她的合同刚好快到期了，她辞职转为制片职位是我们的共同决定。电影团队是时候换换人了。




HBR：你们不会是最后一家遭到黑客攻击的公司。由您看来，这次事件带来了什么教训？



林顿：
 我想现在每个人都会更为谨慎地对待电子邮件中的措辞，而且现在大家要谈事情的时候都本能地拿起电话，或者面谈，特别是在有难题要讨论的时候。




HBR：我们不是早就知道不能在电子邮件里透露信息了吗？



林顿：
 是，但你会告诉自己，“啊，不会出问题的。”而且我必须说，人的短期记忆短得不可思议。现在我收到邮件就边读边想，“真的吗？”




HBR：您看过那些泄露的邮件吗？



林顿：
 没有。那是被泄露的信息，是赃物。




HBR：那么您个人知道的就是媒体发布的那些东西了。



林顿：
 对。我连自己的邮件都没看。而且把别人的邮件细细读一遍得花上几千个小时，我觉得毫无意义。




HBR：除了写邮件时要小心，还有什么别的教训？



林顿：
 就是在网络上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样的基本问题。FBI说90%的公司无力抵御黑客攻击。退一步讲，放在网络上的所有信息从理论上说都可能被窃。这是个两难的问题，因为方便交流、方便获取信息正是网络之所以让公司运营更高效的部分因素。但你放在网上的东西越多，被黑的危险就越大。




HBR：你们甚至失去了几部电影，对吗？



林顿：
 黑客偷了几部电影发布出来，其中有《安妮：纽约奇缘》（Annie
 ）和《依然爱丽丝》（Still Alice
 ，又译《我想念我自己》）。我们觉得他们可能也偷到了《采访》，但即使他们得手，却也选择了不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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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不发行？


HBR：您是否接受是朝鲜主使了这次黑客攻击的说法？



林顿：
 其实我没怎么考虑过攻击我们的是什么人，我一直关心的是如何让公司重整旗鼓、继续运营以及如何让员工放下心来、继续工作。FBI和其他政府人员跟我说的和美国总统说的一样，是朝鲜。我只能相信了。毕竟取证鉴定搞情报的是他们。




HBR：您知道，有人出于种种原因认为主使者并非朝鲜，原因之一是黑客在最初的沟通中并未提到《采访》。



林顿：
 关于这一点，美国政府掌握的信息比其他各方更多，我没有理由质疑他们的结论。我已从专家处得知，这次攻击布局之缜密、造成的危害之深远都表明此次行动所需的物力人力投入皆不菲。我个人并不知道黑客是朝鲜人还是其他团体，但我觉得不是哪一个心怀不满的员工所为，一个人做不了这样复杂的事。




HBR：既然有可能是朝鲜所为，那么您是否为电影《采访》中的一些做法感到后悔——比如直接点出金正恩和朝鲜？



林顿：
 不。一旦决定了要制作一部电影，你就对自己和创意团队承担了义务，必须要放映。我们坚持这一点。




HBR：我去看了电影，有点儿疑惑：《采访》这部电影并不那么出彩，却突然成为了第一修正案的代表。这次事件似乎不像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追杀令那样。（1989年，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对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下达追杀令，起因是拉什迪在《撒旦诗篇》一书中嘲讽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下文林顿提到的《午夜之子》是拉什迪另一部代表作——译者注
 ）



林顿：
 啊，您读过《撒旦诗篇》吗？这本书可比不上《午夜之子》。我的意思是，《撒旦诗篇》不是拉什迪最好的一部著作。而且我斗胆说一句，巴黎那些讽刺漫画可算不上艺术作品。问题并不在于你为之反抗的具体是什么。反抗就是你应尽的义务。假如《采访》在圣诞节做为一部R级喜剧片如期上映，也许就不会获得现在这种程度的审查与关注了。是的，我希望这次事件本身成为一件了不起的事。那部片子不是伟大的艺术作品，我说的那两个例子同样不是什么艺术杰作。




HBR：您推迟这部电影在院线放映的时间，招来了许多争议。



林顿：
 那真是黑暗时刻。奥巴马总统也发话了，批评我们来着。不是我们不想让电影在院线放映，而是影院不愿放映。我们已经尽力与一些数字发行方合作了。不过惹得总统对你的公司摇头可不是好玩的。




HBR：确认了不可能在影院正常上映后，您是如何补救的？



林顿：
 我打电话到处问别人是否愿意在数字市场发行这部电影，多数回答是“不”。许多电商、大型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运营商都担心惹祸上身，招来黑客。那时候我第一次想到：或许是真的没办法了。但随后我见到了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他说：“我们就在等着这种时候呢。我们觉得谷歌的安全措施就是为了对付这个。”于是谷歌让片子在YouTube和谷歌市场上架了。




HBR：与谷歌等发行方合作的这种补丁式发行模式带来了什么益处？



林顿：
 人们经常问起这个，因为业内一直就我们在院线放映的同时推出数字版本是否恰当的问题争论不休。我依然是影院体验的忠实拥趸。这次的举措独一无二。我们跟Kernel和Stripe两个小公司合作开设电商页面，拉来了谷歌和微软，其他发行方也陆续参与进来。




HBR：谷歌受到黑客威胁了吗？



林顿：
 我猜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事。不过最终谷歌没遇上什么坏事，微软和其他合作方也没出问题。



结束了吗？


HBR：危机过去了吗？真的结束了吗？



林顿：
 我不想乌鸦嘴，但我觉得是结束了。希望如此。我们的大部分系统已经重新上线，而且我觉得不会再有别的什么东西曝光了。




HBR：我看到说此次事件令贵公司损失了1500万美元。



林顿：
 索尼报告的这个数字是截至当年12月31日的损失。不过我们的底线、我们这里所有人秉持的原则是，我们不会耽搁哪怕一天的电视节目或电影放映。




HBR：维基解密（WikiLeaks）网站将被窃取的数据全部公开，且对其进行分类、方便检索。我想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一般被视为维基解密的创建者和主编——译者注
 ）的意思是，索尼是一家有影响力的大型上市公司，所以这些文件应当公开。我想您是不同意的了。



林顿：
 我不同意，特别是因为其中有许多隐私信息。我认为人都拥有隐私权。况且无论如何，那些电子邮件是被窃取的。因此，我不赞同媒体擅自阅读私人邮件的行为。




HBR：您阻止媒体报道的尝试，有多少成功了？



林顿：
 有几个报道是很得体的，点到为止，没有深挖电子邮件。其他媒体就不一样了，派了一大群记者对邮件大做文章。




HBR：同行业中其他各方并未声援——他们没有说“我们都是索尼人”，您是否感到惊讶或失望？



林顿：
 一开始我觉得惊讶，但现在回想一下，我觉得我们的竞争对手是担心自己也被黑，而且如果他们因为声援我们而被黑的话会引来股东诉讼。




HBR：这场灾难中有什么积极的东西吗？



林顿：
 仔细想想，这次事件对于美国而言是一次警钟，代价高昂、声势浩大。想象一下，假如这件事发生在通用电气，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的电子邮件公之于众。我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不过我敢说那些邮件就不只是聊聊电影明星的事儿了。像通用电气那种规模的公司，遭受的损害会比我们更严重。所以，如果说这件事有什么积极作用，那就是让美国警醒，加以留意。这种事会发生的——事实上已经在发生，经常发生。




HBR：你们的安全防护是否比之前更加缜密？



林顿：
 我们即将上线新的系统，应用新的协议和安全措施。但还是我之前说过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把什么放在网络上。我妻子让我明白了一个重点，她提醒我说，她将首饰存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打算戴着过周末的时候才取出来。她不会把首饰留在家里。这就是对待网络应有的态度。你必须仔细考虑哪些信息真正需要放在网上。




HBR：您希望讨论这次意外的原因是？



林顿：
 原因有几个。首先，我认为，此次事件中索尼员工经历的磨难以及为了让公司继续运营所做的杰出工作未能为人们所确知并赞赏。而且，我觉得人们并未理解我们究竟经受了怎样的磨难。关于曝光邮件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真正利害攸关的信息。遭到这样的攻击，整个公司都岌岌可危。



经验教训


HBR：您对遭遇此类黑客危机的公司高管还有什么别的建议？



林顿：
 一定要保持冷静；而且要开诚布公，始终保持良好沟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导致公司士气下降、员工离职。还有，要安排优先事宜。我们首先补救的是能够产生利润的业务，哪怕为此牺牲其他事务也在所不惜。最后，及早与FBI开展合作是很重要的。一些公司对此犹豫不决，我认为这样不对。




HBR：您个人优先考虑的事情是否有所改变？



林顿：
 说起来难免显得幼稚：这次危机表明，我们对电子邮件和网络过度依赖。我们应当规避这些东西。不是说要倒退到拿着算盘走来走去的时代，但总之要注意了。




HBR：索尼是否保住了企业文化？



林顿：
 黑天鹅事件不可能事先做好准备，这种事猝不及防。不过这次意外让公司团结起来，迫使大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紧密合作。他们喜欢这种经历。我得以与很多通常不会见的人会面，聆听他们关心的东西。现在我们在试着努力保留那种团结合作的精神。




HBR：这次经历在管理方面教会了您什么？



林顿：
 必须始终坚定乐观地相信，公司一定能够渡过危机——即使自己并不十分确定要如何渡过，也要保持信心。你自己脑袋里得要1000%的坚定信念，否则撑不过终点线。




HBR：这不是性格使然吗？您原本就是乐观的人，不是吗？



林顿：
 其实我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很乐观。但在面临危机的时候，我乐观得不可理喻。




HBR：您是说假装乐观？



林顿：
 不，不是假装乐观，因为——这种话说起来就像糟糕的电影台词——失败不在选择范围内。你需要拿出那种摇旗呐喊的乐观精神，要不然的话你就找不到听众。





特写 Feature



跨国并购新图景：

从规模增长迈向价值扩张

卫一夫（Yves Willers）利嘉伟（David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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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美企业相比，中企海外并购的完成率较低。战略不清和并购整合不利也是中企面临的严峻挑战，为此我们提供了中企西行的三条建议。






在
 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身影开始活跃于海外并购市场。然而近年来国内外经济环境涌现出的一些新趋势，对中国企业通过并购进行全球布局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如何使企业成功实现价值增长，成为了摆在中国管理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买增长还是买价值？

BCG对全球范围内过去25年来发生的4万多起交易的研究表明，并购是实现企业业绩增长的有效途径。从5年期来看，完成过并购交易的公司在收入增长率上比未开展收购的公司高8%；前者的长期收入增长率（25年间平均每年6%）也比后者高出一个百分点。

研究同时表明，公司的收购交易越频繁，收入增长率越高。5年内完成1到2宗收购的企业的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7%，而完成5宗以上收购的企业的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则高达23%。

不到半数的企业能通过并购为股东创造价值。参与2015年BCG并购调查的企业领导者表示，收购在多数情况下不能为企业增加价值，至少短期内如此。BCG数据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在调查涉及的4万多宗并购交易中，能为股东带来积极回报的并购交易仅占交易总量的47％。



中国买家的新挑战

当前国内外多方因素合力促使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持续增温，这些因素也在逐步改变买家面对的游戏规则。然而中国企业在收获诱人机遇的同时，它们在通过海外并购实现规模扩张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海外并购目的变化。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的深入，以往由国企主导的资源驱动型海外并购逐步向市场驱动型和核心能力驱动型拓展。中国企业力图通过海外并购获取国外先进的技术、品牌和管理经验，它们还希望通过并购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占领新的市场以及成为全球竞争的领导者。

海外并购行业变化。除了传统的能源和资源行业外，工业品、消费品、金融和科技等行业内的中国公司也纷纷加入了海外收购大军。更多行业的中国企业需要快速提升海外并购的业务水平，以应对国际化挑战。

海外并购目的地变化。以欧美等发达地区为并购目的地的交易数量明显增加，2014年占中国海外并购总量的六成以上，而针对东南亚等传统并购目的地的交易数量比例下降较快。考虑到欧美企业在语言、管理方式和企业文化等方面和中国企业差异颇大，海外并购目的地西进对中国买家提出了新的挑战。

交易完成率低，战略制定和交易执行是软肋。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海外并购交易完成率为67%，处于较低水平。不少中国企业对海外并购缺乏清晰的路线图，并购目的含混不清，从而导致其全球化梦想和进程受阻。一些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拥有备受推崇的品牌，却在对标的企业是否适合其整体战略所知甚少的情况下贸然启动海外并购。由于缺乏明确的海外并购战略，也就无法正确判断是否有提高收入和发挥协同效应的机会。

交易执行是多数中国买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很多企业是并购新手，缺乏经验和相关的流程制度，因而常常在并购战略规划、尽职调查流程管理、整合规划和海外管控架构设定等方面遇到困难。即便是拥有一定海外并购经验、在流程方面小有心得的中国企业，在涉及标的企业所处地区经济社会和商业模式的问题上仍然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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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价值扩张：并购后整合是关键

并购交易的日益复杂化加大了企业实现价值增长预期的难度。失败的并购交易即便帮助企业实现了规模扩张，也损耗了企业价值。尽管企业的实际情况各有不同，但从BCG的经验来看，企业并购后价值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往往在于整合环节。 中国企业若要通过海外并购实现价值扩张，建议针对以下四个痛点发力。

全面规划并购后整合。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特别是收购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时，一些企业主管由于对自身的管理制度和人员素质缺乏信心，因此过分依赖标的企业的管理班子，遵循原有的管理架构和经营模式，不敢进行重组改革。而在那些决心进行整合的企业中，有不少在并购时只对整合进行了粗线条的顶层设计，没有执行层配套规划，因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表现出盲目性，并购效果不佳。

建立有效治理结构。不少中国企业在整合过程中缺乏清晰的海外公司治理结构，阻碍了企业海外整合目标的实现。治理结构要对海外公司权责范围、决策机制和海外高管派遣机制等制定具体要求。

建立人才建设体系。战略性的并购为股东创造了价值，其中主要原因是经验丰富的收购者有能力克服并购整合中的重重障碍。频繁进行收购的企业往往会在内部设立固定的机构，对员工进行培训，设计流程和模板，并建立固定的组织架构。这些企业能将少数人掌握的整合技能推广到整个组织当中。

致力于文化融合。海外并购要求将两个文化、标准和行为习惯完全不同的组织融合到一起，同时要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营，这对管理者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许多并购失败都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并购方和标的方之间产生误解，从而影响企业实现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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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海外并购的三点建议

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应对海外并购中的挑战和困难，实现从规模增长向价值扩张的转型，厘清战略是基础，有效执行是关键，能力建设是保障。

第一：厘清战略是基础。企业应充分利用“外脑”和内部资源，根据公司愿景和战略，制定清晰的海外并购战略，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分析梳理企业海外并购的优先发展领域，包括明确企业海外并购的目的、并购进入的细分行业、并购重点关注的区域以及并购方式等。

企业应建立海外并购战略制定与修订的专业化制度，包括清晰定义并购战略的参与者、职责、流程、评价和考核方式，运用专业化的工具、手段和指导手册进行行业分析、项目筛选和标的分析，以及就并购战略与相关利益方进行及时沟通与信息更新。

第二：有效执行是关键。企业应有效管理尽职调查、谈判和审查流程，识别交易风险和进行决策，进行整合规划和执行，实现协同效应和公司成长。尽职调查主要涵盖商业、法律、财务和技术等领域。商业尽职调查应重点关注潜在市场和标的吸引力、协同效应、商业计划和公司估值以及并购可行性等方面。

同时，企业须及早和全面准备整合并有效执行。企业应重点关注协同效应评估、整合理念的统一、并购后100天计划等，设立合理的海外管控架构和决策流程，通过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储备跨文化管理人才。企业还应建立灵活的沟通机制，制定管理层和员工沟通计划，通过反复深入的沟通来磨合文化和管理风格的差异。

第三：能力建设是保障。长期来看，要让并购成为助推公司发展的强力引擎，企业须培养和提升与海外并购相关的战略、组织、流程和管控等一系列核心能力。

首先，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发展与愿景，制定清晰的海外并购战略和明确的并购标准，确定海外并购的重点区域、细分行业和交易方式、标的的筛选流程和时间点的决策等，并建立并购知识库，将并购标的信息、流程模板等整合进并购数据库，为公司并购战略规划提供依据，为并购活动开展提供支持。

其次，企业须储备并留住国际化管理高端人才。海外并购要求企业具备有全球视野的人力资源，企业应通过外部招募和内部培训来储备知识结构合理、项目经验丰富的跨文化管理高端人才，为海外并购和并购后整合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再次，建议企业实现并购流程管理专业化。企业应建立相应的并购部门，配备合适的人员及外部专家来负责并购活动以及协调内部和外部资源，健全并购相关业务单元和职能部门配合机制，明确并购工作流程步骤、各部门及人员职责，研发足够的项目和流程管理工具来支持并购活动，并建立明确的流程监督和审查机制以保证活动的持续改进。

最后，企业须建立明确的并购绩效考核体系。企业应为参与并购活动的各业务单元和职能部门及个人设立明确的绩效考核指标、考核流程及频次，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并将其纳入公司的年度绩效考核体系。企业需建立相应的管控体系来监管审查所有与并购相关的活动，而且公司的并购决策审查体系需要具备足够的权利和能力来作出明智决策以及有效评估并购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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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跨国公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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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初创企业的存活率非常低。而在新兴市场，初创企业面临的商业环境更加恶劣。创业生态不成熟、缺乏专利技术和市场进入战略是它们需要解决的三大挑战。笔者经过大量案例研究，与跨国企业展开合作是提高中国初创企业生存几率的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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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一些中国初创企业踌躇满志，寻求更大的技术创新，却往往找不到合适的本土合作伙伴帮助它们克服以下重大障碍：

创业生态系统欠发达

技术基础不够扎实

进入市场、接触企业客户的战略不成熟




分析


跨国公司越来越希望与中国初创企业建立合作，而且跨国公司也可能通过以下方式帮助初创企业克服障碍：

合法性——增加资金获取渠道

学习榜样——充实技术专业基础

市场引领——改进市场进入方式，特别是B2B市场




解决方案


中国初创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应积极主动，敏锐洞察

一、认识机遇

二、找准合适的跨国公司开展合作

三、做出实质性成果

四、根据所在地区调整合作方式






中
 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必须转型为可以对真正的创新提供支持并加以利用的经济体，这一点很明确。麦肯锡最近的报告《全球创新的中国效应》（The China Effect of Global Innovation）称，中国对更大的技术创新有需求。要实现这次转型，发展知识产权的初创企业将会起到重要作用。近来已经涌现出许多踌躇满志的创业者，志在开发世界级创新、建立成功的公司。政府及私人创办的企业孵化器在全国各地数不胜数。这样的发展态势非常好，摆在初创企业面前的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中的初创企业雄心渐长，所寻求的技术创新范围和规模越来越大。然而，要实现真正的高水平创新，对于初创企业而言绝非易事，因为中国等大部分新兴经济体有明显的局限。不可否认，过去30年里，中国诚然已在经济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同印度、巴西等其他新兴市场一样，与美国、德国等发达经济体相比尚存在劣势。这个事实给有意开拓高质量创新的新企业带来了挑战。

新兴市场往往有3大劣势，令初创企业难以实现真正的高水平技术创新，这3大劣势列举如下：

其一，初创企业难以接触成熟的创业生态系统。如今中国和印度的初创企业虽然有机会争取风险投资基金，但竞争十分激烈，企业要脱颖而出并非易事。而且新兴市场投资者尤其有些规避风险的倾向，惯于投资给已发展至创业后期的初创公司。

其二，在本地通常难以获得先进的专业技术知识。尽管像中国这样的市场在电子商务和其他技术领域拥有一些实力雄厚的本国公司，但这些公司赖以成功的重大创新往往是在商业模式层面，而非技术本身。

其三，初创企业苦于缺乏市场进入战略，在以B2B市场的企业客户为目标时尤其如此。这反映了初创企业缺乏经验和资源的事实，而这种情况在新兴市场往往更为严重。

遇到障碍时，初创企业通常会寻求合作伙伴帮助。然而在新兴市场，初创公司往往没有好的合作伙伴帮助其获取早期支持、改进技术并协助制定市场进入战略。虽然现在企业孵化器、风险投资公司、政府机构、大学和海归人才越来越多，使得初创企业的实力大大增强，但像风投公司和大学这样的合作伙伴多半不足以为初创企业提供足够的帮助。此外，即使有一些中国大型技术公司以可承受的价格和自身优异的企业生态系统开创了解决方案，其中真正拥有高质量技术创新的也寥寥无几。

那么，谁能够帮助中国初创企业克服这些障碍，实现高水平技术创新？笔者过去4年在中国的研究表明，国外的跨国大公司可以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这一点常被忽略。



跨国公司

成为中国初创企业的潜在合作伙伴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享誉全球的大型跨国公司为什么有意愿同中国初创企业合作？原因有三。

第一个原因适用于所有市场：跨国公司已经意识到在创新方面无法自给自足，而且这些公司通常需要跟其他公司特别是初创公司合作，获取新颖的创意和技术。换言之，拥有卓越新技术的、灵活敏捷的初创企业，日益被视为向成熟大型公司提供外部创新的重要来源。中国初创企业不断获得独到的知识产权，越来越能吸引跨国公司与之合作。例如，英特尔已经把向初创企业提供支持的“Maker Labs”推广到了北京、杭州、上海和深圳等多个城市。

第二个原因专门适用于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对新创意和创新的探求不再仅止于发达经济体，而是伸向了中国等新兴市场。例如，通用电气在中国或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开发创新产品（如低成本医疗器械），然后在发达市场出售。因此，中国初创企业若有基于创新的低价解决方案，就能成为对跨国公司很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例如，美国高通公司（Qualcomm）同时与中国的低成本硬件设计初创企业和印度的低成本软件开发商合作，尝试探索新的解决方案。

第三个原因专门适用于中国：跨国公司始终希望能在中国有更好的表现。一直以来，许多跨国公司与中国本土公司苦苦比拼，竞争愈演愈烈。要在中国本土利益相关方中提高声誉，跨国公司可以尝试的一种方法是根据中国政府推出的政策调整战略策略，而政策中就包括增强创新能力、扶植初创企业。所以，IBM、微软等许多跨国公司向中国推广其创业协助项目，有时还根据当地需求做了相应的调整。

显然，跨国公司有充分的理由与中国初创企业合作；而对于初创企业来说，跨国公司也可以提供大规模开发先进技术创新所亟需的支持，但这一点常常被忽略。跨国公司如何帮助初创企业克服创业生态系统欠发达（包括难以获得资金）、技术基础相对薄弱和市场进入战略不成熟这几大障碍呢？



跨国公司

如何帮助创新型中国初创企业实现梦想？

外国跨国公司可以令中国初创企业获益，帮助初创企业克服上文提到的几大障碍。笔者在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第一，针对不够完善的创业生态系统，初创企业可以通过与大型跨国公司合作获得合法性，这样一来更容易获得潜在资助者的关注。比如说，跨国公司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为有前途的初创企业授予合法性，让这些企业得以展现在潜在投资者面前。这对所有初创公司都大有益处，在难以触及验证机制的新兴市场尤其有价值。有时大型跨国公司会自行向有前途的初创企业投资，虽然通常都不是在创业初始阶段。例如，英特尔投资部（Intel Capital）宣布投资6700万美元给8家中国技术公司：九州云（99cloud）、蓝岸通讯（Bluebank）、汉普（Hampoo）、九号Ninebot、诺菲纳米（Nuovo Film）、祈飞科技（PraFly）和海云捷讯（AWcloud）。

第二，在技术专业知识方面，大型跨国公司可以成为中国初创企业的重要学习对象。亚马逊、IBM、微软、高通和SAP这些公司走在各自技术领域的前沿。许多这样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设有研发实验室，供创新型初创公司对其产品做进一步改良。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微软设在中关村的研发机构开展的企业加速项目。进入这个加速项目的初创公司不一定在微软技术相关领域行业，但都能从微软技术人员的指导和互动交流中有所收获。发达市场的初创公司也能从中获得相似的益处，但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由于缺乏高端知识基础，这一举措的价值便得以放大。举个例子，微软设在北京的企业加速项目，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指导了百余家初创企业，这些企业筹集到的资金总数接近10亿美元，服务客户数量超过5亿，并创造了上万个就业机会。

第三，就市场进入战略而言，跨国公司的营销渠道可以对新公司起到有效的市场引领作用，特别是在以B2B市场的企业客户为目标时。以IBM的创业协助旗舰项目“创业企业全球扶持计划”（Global Entrepreneur Program）为例。经过严格筛选进入这个项目的企业公司，有机会从IBM的相关辅助团队处获得销售和市场营销方面的宝贵支持。IBM的品牌声誉和经营规模，能够让初创企业借此机会改进市场进入战略，漂亮地进入中国市场，且有可能迈出国门。新兴市场的创新商业化仍处在相对不成熟的阶段，这样的机会能够带来巨大的附加值。

如上所述，与跨国公司有效合作，对于中国初创企业而言大有裨益；而与以往相比，跨国公司也更愿意与中国等新兴市场中的初创企业合作。

虽如此，要与跨国公司有效合作却亦易事。初创企业必须学习如何顺利开展合作。那么，要充分实现与跨国公司合作带来的益处，初创企业应当如何行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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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初创企业

要学习如何与跨国公司合作

笔者以过去4年在中国的研究为基础，总结了4个重要的经验，有意与大型跨国公司合作的中国初创企业应当关注。经验在广义上适用于所有地方，但在中国运用这些策略的具体方式有些独特，特别是让初创企业和跨国公司构建合作共赢关系的机会本质更有其独特之处。


第一　识别机遇


初创企业须敏于认识机遇，同特别看重中国业务的跨国公司建立培养共赢关系。以下是3种在中国十分重要的重大机遇：

迎合中国政策引导需求。在中国，政府在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政府鼓励公司参与“智慧城市”创新项目，便使得对特定技术服务的需求提升。不过，这种项目的具体内容往往是由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确定，因此，与在中国运营的大型跨国公司相比，当地初创企业更能察觉这样的机遇。虽如此，初创企业很少能凭一己之力把握住如此重大的机遇，所以就需要与大公司合作。合作共赢关系可由此产生。Chinajey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Chinajey是宁波一家ERP技术初创企业，它通过积极识别机遇并参与到智能制造行业获得了相应补助并开发新技术，并引起了SAP的注意。Chinajey已具备SAP技术的专业知识，但因为机遇庞大，仍须同该跨国公司密切合作。巨大的机遇和宁波当地政府的支持，既让SAP的关键决策者（其中许多不在中国）认为值得亲自参加相关的重要会议，以确保能把握这个机遇，又使得Chinajey在SAP网络中的知名度大大提高。

填补中国特色解决方案中的空缺。双赢机遇有时产生于大型跨国公司为中国市场制定的解决方案，但其中缺少一些关键的组成部分。即是说，要制定能在中国奏效的解决方案所需的要素，跨国公司已具备大半，但仍然不齐全。例如IBM为中国海产品行业制定的基于云端的物流解决方案，不仅要确保货运低温、安全，还要能够运用数字技术进行遥控。IBM缺乏一个必要的元件：基于互联网的安全锁。无锡初创企业德联技术（Delian Technologies，音）正好开发有这类设备，于是经当地政府官员引荐向IBM展示其产品。IBM对产品相当满意，将之纳入试行的物流解决方案。最终结果是双赢：跨国公司得到了所需技术，初创企业得到了与著名跨国公司合作的机会。

讲述中国成功故事。跨国公司明白，如果中国本土公司和创业者能看到一些成功的先例，证明与跨国公司合作的确能够带来益处，就会十分愿意同跨国公司合作。因此跨国公司在寻找成功合作的事例。以国双科技（Gridsum）为例。这家技术公司成立于中关村，是微软早期的初创企业合作伙伴之一，在微软技术平台上开发创新产品。微软借这段合作关系向其他的中国本土公司展示：微软可以提供技术开发支持，并协助在中国更广泛地销售产品。而微软美国总部最终注意到了国双这家初创企业，国双CEO祁国晟受邀在北京与微软全球CEO会谈。这个例子说明，拥有高质量创新的初创企业若能主动与跨国公司合作，做出令跨国公司满意的合作成果，实现双赢，便能得到极具价值的宣传。


第二　找准合适的跨国公司合作伙伴。


与跨国公司缔结共赢关系的机会很多，但对合作伙伴的选择要“适合”相应的机遇。其原因是，与跨国公司合作大体上都是有用的，但能够获得的益处不见得在任何情况下都一样。不同的跨国公司在技术专业知识、与初创公司合作的方式和重点关注的地区这几方面有着不同的侧重。

在技术专业知识的相容性方面，Chinajey专注于ERP解决方案，因此是SAP合适的合作伙伴，对于其他跨国公司而言就未必合适。与此相似，专注机器人技术的初创企业如上海思岚科技（Slamtech）与英特尔成功地缔结了合作关系，CEO陈士凯与一位英特尔高管一同出席2015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但机器人对于其他一些跨国公司来说就是无关的领域了。

在合作方式的相容性方面，一些跨国公司会提供绝佳的合作伙伴支持而不提供投资，另一些公司则会有更多的合作投资机会。拿国双科技的例子来说，国双做为合作伙伴与微软合作，之后做为企业投资者与诺基亚合作。与之相似，北京云测（Testin，详见边栏）拥有中国最成功的加速器之一，因此做为企业孵化器与微软合作，又做为合作伙伴与IBM合作——IBM没有加速器，但是有合作伙伴项目，开展创业家全球训练营（SmartCamps）等活动。

在重点地区的相容性方面，尽管多数跨国公司都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但目前也有一些例外。例如，谷歌在中国的运营，与在其他新兴市场的活动相比规模甚小，例如在印度，谷歌是大型创业项目“10000 Startups”的一个主要赞助方。目前做为合作伙伴而言，这样的跨国公司就不如那些在中国市场有强有力的合作伙伴项目的公司有吸引力。


第三　做出实质性成果


开始与跨国公司缔结合作关系，初创企业所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仍是博取跨国公司中关键人物的注意。事实上，初创企业往往彼此竞争，争夺跨国公司管理者的注意。为了增加吸引跨国公司注意的机会，初创企业应当尝试做出清晰可见的实质性成果，这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

例如，国双与微软开展合作早期，在微软首先引入Silverlight时就开发出基于此技术的创新应用。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实质性成果，当时Silverlight销售团队成员对此印象深刻，立刻在中国大力推广。这对微软也有帮助，因为销售人员会让中国其他公司看到在中国与微软开展技术合作的可能性。之所以得到这样的双赢结果，都是因为国双做出了十分具体的成果，所耗费的时间和资源对于国双而言并不太多，而且正是当时微软看重的领域。

有了这样的实质性成果，初创企业将来就可能有机会做更长期的项目。最大的挑战通常在于如何巩固同跨国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取得第一次实质性的成功，而之后继续努力，与跨国公司合作方以及该公司所在的更广阔生态系统中其他公司合作做出其他积极成果就会比较容易了。在国双的例子里，第一次的成功对其大有助益，之后国双更容易获得微软的注意，实现更多合作。举例来说，之后国双得以为微软一项技术做优化，以更好地适应中国市场。国双在微软的网络中知名度提高，获得了全球乃至微软全球CEO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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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根据所在地区调整方式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各地初创企业获取并利用机遇与大型跨国公司合作的方式可能千差万别。

新公司如果成立在中关村这种以科技闻名的地方，就比较容易跟微软、IBM等大型跨国公司发展合作伙伴关系，但不是所有新公司都在中关村。在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些一线城市可以做到的事情，在较小的城市并不那么容易。但这不是说中国其他地方的初创企业无法与跨国公司建立有意义的合作关系。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如前文所述，初创企业与跨国公司成功合作的事例不止见于杭州、苏州和无锡等二线城市，在通常并未被看作高科技区域的城市也曾出现。

其他地方的新公司可以实现成功合作，但应当敏于发现不甚明显的机遇。在中国主要科技中心以外的初创企业，可以从宁波的一些成功案例中得到激励。宁波以创业精神闻名，高科技行业却没有什么知名度。宁波的新公司凭借该市的“智慧城市”项目与IBM等大型跨国公司缔结合作伙伴关系，在市内成立了科研机构，为宁波市研发智能物流解决方案。与IBM密切合作的初创企业——宁波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由此得到机会，还为IBM和当地其他初创企业搭建起了合作桥梁。这些本地初创企业可以为IBM开发的基于云端的物流解决方案提供元件，并且也在这样的合作中获得了将来收入增长的机会，实现了各方共赢。

初创企业必须根据所在城市对寻求合作的方式加以调整。在较为成熟的地区如中关村，直接去找跨国公司就是最好的方法。许多跨国公司都会在中关村这样的地方设立办公室，而且一般都向初创企业敞开；而这里的初创企业也会得到认真对待，因为这个地方享有盛名。与之相比，宁波的初创企业直接找上门就未必奏效了。这时候初创企业必须寻找并利用其他途径（如智慧城市项目），利用那些通常是由当地政府开辟的途径与跨国公司建立联系，这一点非常重要。初创企业必须结合地理位置，考虑是否要运用间接或直接手段与跨国公司缔结合作关系，至少在一开始时要做此考虑。一些初创企业得到发展后会考虑向名声更响的地方迁移，或至少设立分公司，以便获得机遇。

中国在寻求真正技术创新的路途上大步迈进，与跨国公司合作是一项重要的策略，可以帮助创新型初创企业继续发展，实现梦想。初创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的空间日益广阔，但要有效合作并非易事。不过，若能坚持不懈，努力得法，与跨国公司合作会为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创新型初创公司带来显著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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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梅恩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国际商业战略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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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丝路”，拓宽

国企国际化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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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丝路”的国际化并不将非丝路国家列为禁区，但国企在基于丝路的国际化进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就此总结的战略框架，却可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提供可贵的参考。






中
 国国有企业国际化始于20世纪50年代，从80年代开始，一些领先国企开始独立自主的国际化经营，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和企业价值。到今天，以投资和基建为先导的“一带一路”战略已经明确为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包含“丝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路”，该战略实现的主体是企业，而国企在铁路、公路、桥梁、港口、电站、电网、矿山和化工等等方面的绝对优势使之成为国际化战略中的“主力军”。国际化还会推动国企市场化转型，因为国际上将不复存在对国企的“照顾”，国企必须要在市场上争胜。在多重背景下，国企的国际化已经成为推进国家宏观战略和国企微观转型的重要途径。

但是，国企国际化依然还存在巨大的问题。比如，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主导开发的密松水电站被缅甸政府叫停，该事件还引发了中国企业退出缅甸的链条式反应。虽然受缅甸政治环境和舆情变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相关企业在商业模式设计、透明度、包括环评在内的前期工作，以及与本地民众的沟通等方面的缺失，也是造成这次标志性事件的重要原因。

经过对9家国企历时6个月的多轮访谈、书面和电话跟进调研后（6家国企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国际化业务发展报告，同时也电话采访了3家民企），作者发现国企必须要做好5个方面的工作才能在新一轮的国际化进程中取胜: Strategic （战略性的），Systematic （系统化的），Smart （智慧的），Silk Road Based （基于丝路的）和Soft（软性的）。其中，Strategic （战略性的）和Silk Road Based （基于丝路的）带有比较明显的宏观因素。通过详述这5个方面的含义，以及它们是如何协调作用的，本文希望能为国企国际化之路提供一个战略思考框架。（
参见5s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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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Strategic（战略性的）

“Strategic（战略性的）”是统领和方向，回答“为什么要国际化？”。国际化的终极目标是将不同国家的国家优势转化为企业自身的优势，包含以下四个类别：


1．市场


企业通过进入不同国家获得该国的市场容量并同时培育未来的市场增量。不同国家的市场对产品功能和性能的需求也有所不同，对这些国家可以输出国内已经成熟的产品。在国内业务增长乏力的前提下，去海外开拓新的市场是一个突破口，最终通过经济指标来衡量成败。


2．资源


为了支撑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的运作，资源的准备和供给必不可少，而国企肩负着确保国家资源安全的重任。一些国企的国际化举措以获得战略性资源为根本目的。对这些举措而言，经济指标不再是最重要的，和长期国家安全相关的指标（比如说食物供给、能源安全等）将更为重要。


3．人才


企业迫切需要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业务能力的人才，而这些人才的本地供给一般都不足，因此企业需要去国际上发掘、培养和应用这样的人才。这些人才的个人成长、流动性、对组织的贡献和组织学习能力的相应提升是评价以“人才”为目的的国际化的重要指标。


4．生态系统支持


有企业在特定国家并没有太多的业务，但是为了支持自己重要的商业伙伴（或者利益相关者）在这些国家的运营，企业也需要在这些国家安营扎寨。此类国际化运作往往规模不大，但是扮演了重要的连接器功能，为企业在这些国家日后的扩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生态系统支持同样也需要一些“软性”的指标来衡量。云南省政府要求云南省驻外办事处要覆盖周边所有一带一路的国家，从务实出发，一些省属国企的驻外机构也兼具云南省驻该国办事处的部分职能。云南驻万象商务（企业）代表处就是依托云南建工集团的老挝区域经理部建立起来的。这样的安排可以优化人员和成本结构，也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政策信息和政府支持。

战略目标是个综合体，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不同的目标要求不同的评估机制和管理方法，企业不能孤立地来应对某个国际化举措，而需要为国际化提供系统化的支持。



Systematic（系统化的）

杜克大学商学院前院长Blair Sheppard曾经说过，一个企业国际化最大的困难不在于前线，而在于总部。“Systematic （系统化的）”提出的是对国际化的内部支持。这样的“系统化”支持需要考虑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事物之间的广泛联系，具体表现在流程、结构和文化三个方面。


1．流程。
 流程的关键在于评估机制。国际化过程是一个学习和试错过程，国企适用于国内业务的已经成熟的评估机制不能适用于国际业务，应对其进行三个方面的调整：

a）允许更大的波动空间。国际业务的不确定性即意味着更大的波动空间。

b）允许更长的时间周期。国际化业务难以快速实现短期回报，因此要求评估体系给予更多的耐心。

c）加强软性指标的比重。除了投资回报率这样的硬性指标，和知识积累、品牌效应、文化构建以及关系形成等相关的软性指标需要在评估体系中占有更大的份量。

2.结构。结构需要实现扁平化和风筝效应。国企对国际化的常见思路是：重视但是必须加强管控和风险意识，总部保留了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这样的管控模式要求海外项目和总部之间必须有一个快速的信息传递通道以对快速变化的市场做出及时反应，而扁平化是快速反应的结构保障。

被央企采用的一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有：对海外项目的管控级次和资源配置系统控制在三层以内；总部的重要部门如法律事务部、财务部、资金部都成立了专门服务国际业务的管理处。同时，虽然有统一的管理逻辑和体系，在经营层面，企业会根据具体业务和所在国别做适用性安排，从而形成“风筝效应”。国际化业务单元可以像风筝一样，随着客观环境的“风”起舞，但是不完全脱离总部的牵引和力量。


3．文化。
 文化有对内和对外两个层次，对外要求提升跨文化敏感度和跨文化沟通的能力，对内要求促进国际化业务单元和其他部门之间的理解和协作。对外沟通基于对他国文化足够的好奇心，并在此基础上提升跨文化沟通的能力，可以准确读出暗示背后的真实意图。

在企业内部，国际化业务单元往往是最吸引眼球的，很容易形成国际化业务和国内业务两种企业公民，从而在公司内部制造出隔阂。国际化业务若得不到其他部门的支持，最终也会遇到瓶颈。企业可通过轮岗、人员互派、基于协同的项目、文化和团队建设活动等等方式来消除“两种公民现象”。企业可以有意识地选择高情商的管理者（特别是女性）作为国际化业务和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人。



Smart（智慧的）

“Smart（智慧的）”针对的是企业的外部行为，即企业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展国际化。国企早期的国际化起源于业务内容和交易结构都比较简单的贸易、劳务合作和政府援建，而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国企需要在整体设计和具体项目两个层面都做出“智慧的”安排。

以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公司（下称“中国电建”）为例，中国电建的国际化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集团规划设计了一大批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水电水利工程。至今，中国电建整体上已经初步形成多品牌布局，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市场需求，以不同的品牌作为主体来推进工作。POWERCHINA作为母品牌，以全产业链投资、特大型项目和并购业务为主；中国水电（SINOHYDRO）品牌以水利水电、能源交通、市政房建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总承包为主；中国水电顾问（HYDROCHINA）品牌以水电水利和新能源的规划、勘测、设计、咨询项目为主，同时又是新能源领域一站式服务的总承包商；SEPCO和SEPCOIII品牌是国际知名电力承包商品牌，以火电、核电项目和电网项目的工程总承包为主。

在项目层面，包括中国电建在内的国企会根据自身能力和项目特质来选择具体的操作方式，最常见的是四种。（
参见《海外项目操作方式》

 ）

国企的“抱团”对象有集团内的兄弟公司、其他中国企业和机构、和有合作关系的外企。例如，中铝和力拓在国际化的多个层面展开合作。

现阶段，中国政府提供政策、资源和资金（如“丝路基金”）来支持“一带一路”战略。如果国企可以搭“一带一路”的便车，政府的力量会帮助企业分担风险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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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Silk Road Based（基于丝路的）

“Silk Road Based（基于丝路的）”指出了国企国际化的跳板、试验场和优先级。丝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路的国家和中国有历史渊源，基本上都属于新兴经济体，对投资和基建的需求巨大，中国大量的资金和基建能力可以提供有效的供给。企业可以通过列举目的国家从政治关系、地缘、市场条件、业务基础、文化、法律等方面来确定目的国家的优先级。（
参见《目的国家“吸引力”评估表》

 ）

云南建工集团和云南能投集团都将老挝作为东南亚业务的试验场和重要的跳板。2014年，老挝人口690万，GDP增长7.3%，人均GDP为1770美元，中国对其贸易顺差为0.7亿美元。老挝属于中速增长的国家，对基建和投资有巨大的需求，和中国的经济互补性非常强，双方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和人员互动。老挝森林资源、以湄公河为主的水能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相对优势明显。老挝唯一的执政党人民革命党和中国关系密切，且没有领土方面的纠纷，商业文化和中国相似度极高。云南能投集团高管认为，如果在老挝都玩不转，别的地方就不用去玩了。同理，作为中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的巴基斯坦可以成为南亚业务的试验场和重要的跳板。

印度尼西亚可能会成为东南亚国家中最大的市场和最具有投资潜力的国家。2014年，印尼人口2.5亿，GDP增长5.02%，人均GDP为3531美元，市场潜力巨大。印尼千岛之间互联互通的需求给电网、基建和交通相关的企业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这些都是国企擅长的一些领域。但是，由于空间和文化的距离感，中国对印尼的影响力有限，同时印尼国内还存在“排华”的因素。正如中日角逐印尼高铁的一波三折的过程所揭示的，中国企业在印尼开展国际化业务注定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基于丝路”的国际化并不将非丝路国家列为禁区，国企也有可能在非丝路国家取得突破。在中国官方的支持和国内外有关金融机构的积极参与的情况下，三峡集团以234亿元中标巴西水电项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基于对目的国家“吸引力”的评估，国企可以做出一些“个性化”的国际化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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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返回原文阅读）






Soft（软性的）

“Soft（软性的）”是充满矛盾的因素，其矛盾体现在两个方面：

1. Soft是“硬性业务”中的“软性支持”。以投资和基建为主题的国企国际化进程离不了软性的因子，技术性和工程性很强的业务离不开柔和的一面。价值观建设、知识管理和人文关怀是“软性支持”中的关键因素。

2. Soft是“全球一体化”中的“区域本土化”。对国企来说，“全球一体化”更侧重国际化的供给端：即将中国的特色产业和特殊能力，按照一定的标准，向全球输出。而“区域本土化”更侧重的国际化的需求端：即深度渗透本土社区，了解、培养和引导本土的需求，以对接国企的供给能力。对国企自身而言，“区域本土化”也会提高本地团队的能力。海外项目所能提供的薪酬对外派员工的吸引力已经在减弱，海外项目越能融入社区，就越能满足外派员工的社会性需求，有利于本地团队的稳定性和凝聚力。

若干央企都已经将可能产生强烈“杠杆作用”的产业咨询和产业金融确定为国际化业务新的重点发展方向，而Soft（软性的）构成了这些新业务的文化基石和管理基石。

中化集团公司喀麦隆橡胶园既实现了国家的战略和利益，输出了标准、设计和产品，同时，也考虑到了当地人民就业、教育、医疗、水电供应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中化集团正是做到了这样的“软硬兼施”，才交出令人称赞的国际化成绩单：2014年境外营业收入超过4400亿元，实现利润总额近60亿元，约占集团利润总额的一半。集团已经开始在海外搭建国际化平台，力图吸引国际化人才，建立国际化资本市场渠道，支持企业的长期国际化业务。



总结：

5S模型的提出主要来源于针对国企的研究，对于民企同样有适用性，但有所差异。首先，民企国际化不太可能会以国家安全为目标，市场导向会更明显。其次，管控和放权的程度会有不同。民企的灵活度更高，同样有主体地位的诉求。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民企，比如三一重工和华为，已经和央企在全球市场展开合作。最后，民企对国家相关政策的利用率会有所降低。国企这方面有先天优势，小规模民企的常见做法是做“跟随者”，让国企去面对“市场先入者”的风险。

5S模型中，Strategic是战略统领，Systematic是系统支持，Smart是行为模式，Silk Road Based是优先路径，而Soft是充满矛盾和创造未来的X因子。该模型五位一体，可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一个思考国际化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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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算法和产品构成了智能商业的三个基石，形成了用户体验实时智能化提升的反馈闭环。这个基于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商业体系将大大超越102年前的福特流水线，给人类整体的生产力带来又一次根本性突破。






今
 天，以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正引领人类社会加速进入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之后的一个新发展阶段——数据时代。前两个时代分别以土地、资本为生产要素，而我们面前正在开启的时代，数据将成为最核心的生产要素。

这个新时代的真正价值还没有被充分认知。在目前大部分的商业实践中，企业付出巨大投资得到看似庞大的数据，但仿佛找不到创造价值实现盈利的有效方法。数据的价值到底如何实现？数据怎样才能带来商业的创新和突破？即将到来的这个以“数据”冠名的时代，商业将经历一场怎样的范式革命洗礼？

在我们看来，数据智能将成为未来商业的基础，而智能商业也将成为数据时代的全新商业范式。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特别是物联网、数据科学和计算能力持续的高速发展，基于数据智能的商业将大大超越102年前的福特流水线，给人类整体的生产力带来又一次根本性突破。



蚂蚁小贷的智能化

我们先从一个案例谈起，看看小微企业的贷款业务是如何通过数据智能与商业场景结合找到破解之道。

对信贷机构来说，有三个决定事关生命线：贷给谁？贷多少？以什么利率贷？要做好这三个决定，前提是尽可能全面了解贷款客户，但信息收集和审核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尤其是中小商家和个人的财务和信用信息，碎片化、非结构化，收集已极难，判定更不易。所以，中小商家贷款难，本质上的原因是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能力不足，成本和收益不成正比，信贷机构只好采取审慎原则，提高准入门槛。

而采用全新信息技术的蚂蚁小贷，对此实现了质的飞跃：成立6年，累计服务数百万淘宝卖家和阿里巴巴商家，平均单笔贷款低于5万元，少的只有几百元（传统的小贷机构单笔贷款一般不低于50万元）。商家不仅不需要抵押，甚至不需要上传财务报表；更匪夷所思的是，他们不需要见到信贷经理。事实上，蚂蚁小贷没有信贷经理，所有信息采集和决策由计算机后台完成——商家在线上提交贷款申请，几秒钟内系统自动审批，审批后贷款几乎可以实时汇入卖家账户。在无人信贷模式下，坏账率还能低于传统银行的平均水平。

秘密是什么？蚂蚁小贷做了三件关键的事：特定商业场景的数据化、忠于商业逻辑的算法及其优化迭代，以及将数据智能与商业场景无缝融合的产品。

在“准入”这一步，蚂蚁金服首先做的是商业场景数据化。归功于互联网，蚂蚁小贷能够分享潜在客户的诸多数据，比如这些淘宝卖家正在卖哪些商品、生意好不好，又比如卖家经营店铺勤快与否（例如，客服旺旺的回复速度，每天经营时间的长短等）、之前是否有过不诚信的行为等等，这些数据的丰富度、准确度远高于传统银行能采集到的贷款者信息。

在“全面了解客户”这点上，蚂蚁小贷拥有数据的优势。但如何运用好这些数据？“算法”至关重要。算法在计算机科学中通常指一组包含了有限、明确并有先后顺序的指令集合，它被广泛应用于计算、数据处理和自动推理。蚂蚁小贷的算法工程师们就建立了一套算法模型来处理这些海量数据，给每位客户的“信用”打分，从而区分出欠贷不还的“坏人”和准时还贷的“好人”。基于算法模型的客户信用分值，成为蚂蚁小贷回答“贷不贷”这个问题的核心依据。

与传统数据分析不同，基于在线数据和算法的模型能够进行实时迭代。一方面，新数据的不断涌入，客户的每一单交易、每一次上线、每一次还款，原则上每时每刻都在改变“信用”分值。另一方面，算法模型也能迭代。事实上，客户借还款的数据，会实时反馈到蚂蚁小贷的数据池中，多个算法模型据此实时优化——哪些维度的指标应当被纳入到或清除出模型、客户的哪些行为特质应该被赋予更高的权重、在不同的情形下哪些算法模型有更高的准确度，在蚂蚁小贷，这些算法模型更新的频率以“周”计，而即便在传统金融数据化程度极高的美国，一次更新往往也需要6个月。

最后，蚂蚁小贷还将上述数据智能创造性地融入到小微贷款这一商业场景中，设计出一款高效的互联网产品。淘宝卖家可以在运营平台上直接申请贷款。平台一方面依据客户的全方位数据、用一系列算法模型“算出”对每一位客户的贷款额度、利率；另一方面也成为一个客户反馈的管道，基于客户的行为，数据会实时更新，而且实时检验着蚂蚁小贷“算”得“准不准”，算法模型也据此实时优化。

面对每一次客户的贷款申请，蚂蚁小贷都是这样来回答“贷不贷”这个问题的。同样，回答“贷多少”、“收多少利息”这两个问题也是类似的过程。事实上，在淘宝商家提出贷款申请前，蚂蚁小贷已经根据商家的线上行为数据，预先用三套模型对每个潜在贷款者的贷款意愿、还款能力和利率偏好都做了评估，并通过一系列产品机制设计来提升商家的贷款意愿，这已经完全区别于传统贷款业务的被动发生的特征，而成为一种主动运营的商业模式。如果没有上述数据智能的融入，所谓主动运营几无可能。

在这个过程中，客户的数据越来越丰富，运用到的参数越来越多，算法模型也越来越准确，贷款风险控制的成本越来越低，贷款者的体验也越来越好，覆盖的贷款用户也越来越广。整个业务进入高速发展的正循环。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基于数据和算法的，自动的，智能化用户体验提升过程，商业效率得到极大的提升。



智能商业三块基石

正如我们在蚂蚁小贷例子中看到的，从PC互联到移动互联，再到万物互联，从云计算到大数据，基于数据和算法的智能化将是未来商业的基础和最重要的特征。智能商业的效能相对于传统商业将是质的飞跃：从谷歌开始普及的在线广告系统中的广告竞价模型一方面让百万级的小企业也可以投放广告，另一方面，成就了谷歌这家全球最大的广告公司。IBM在问答大赛（Jeopardy）中战胜了一批知识达人的机器人Watson背后，同样是一个不断累加的知识库和一套理解问题、分析信息、寻找答案的算法系统，其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复杂疾病诊断的实践中；又例如Uber根据出租车司机的交班计划，用算法模型将最顺路的乘客分配给司机……在互联网的语境下，数据化、算法迭代、产品、反馈闭环，这些都不是什么高精尖的词汇，然而当它们融合到一起，尤其是当它们成为一种商业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时，这未来的景象甚至配得上“壮丽”这样的描绘。

本质上和蚂蚁小贷的智能机理一样，上述这些智能商业的例子都是建立在数据、算法和产品这三块基石之上。


1．数据：智能商业的基础


“数据化”本质上是将一种现象转变为可量化形式的过程。它来源于人类测量、记录和分析世界的渴望。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化的新一波浪潮更加汹涌：我们已经看到，自己在互联网上留下的每一处“足迹”都被数据化地记录下来，成为谷歌判断每一个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并推送商品广告的关键依据；FaceBook实现了人际关系的数据化，带来了很多全新的应用，例如通过分析选举前用户的行为数据来“计算”选民的投票倾向，成为有史以来最准确的选前民调。我们还看到文字被数据化，地理方位被数据化，身体健康状况被数据化，情绪感受被数据化，在这一波全新的数据化浪潮中，尤其是当数据本身也在线，从而可以实时使用了之后，这种魔力就更显著了，如同蚂蚁小贷的贷款模型，卖家每个数据的每次变化，都实时带来从贷款算法模型到放贷商业决策的变化。

我们今天完成了数据化的部分，只是现实商业世界中的凤毛麟角。这个时代创新的重要一环就是如何把一个个商业场景，或者只是将其中的一个商业环节数据化，其过程本身都潜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即使在服装网购如此繁荣的今天，绝大部分人的身材并没有数据化，更没有在线化，新的商业模式的基础就蕴藏在里面。同样的，当下最热门的各种O2O的创业，很大的成本都用在了将某个商业场景数据化上，例如街边小店的菜单能否在线化，食品质量指标能否数据化；而物联网浪潮中，最核心的就是如何通过芯片，传感器等，把人、物和我们整个世界逐步的数据化。互联网技术使我们终于可以低成本、全方位地记录数据，而只有当我们拥有了足够大量、足够多维度的“大数据”时，才可能真正客观、真实而深刻地理解我们周遭的环境、事物的本原以及我们自己。

数据化毫无疑问也是我们进入以数据智能为核心的智能商业世界的第一步，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创造之一。有效的数据初始化是大数据创造价值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可以说，没有数据的初始化就没有后继的商业创新，而数据初始化的巨大成本能否通过它创造的客户价值来回报，也就成为当下的海量创业项目能否存活立足的重要考验。


2．算法：智能商业的引擎


我们提到算法时，常常接上另一个词——“引擎”。这是一个奇妙的比喻，因为如果说数据是数据时代的一桶高标号的汽油，则算法就是这台引擎，它让数据中的能量得以完全喷发出来，为智能商业的“汽车”推进加速。

算法在蚂蚁小贷业务中的关键作用不言而喻，谷歌的成功也源于创始人发明的PageRank算法。搜索是第一个数据和算法驱动的互联网产品，使我们每个人都得以在海量的互联网数据中找到最相关的信息。谷歌创造的另一个功能强大的算法是其在线广告市场引擎——Pay per Click（每点击付费），每天都有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线上广告通过这一算法投放到最合适的观众面前。

在商业的语境下，算法就是一组反映了产品逻辑和市场机制的计算指令的集合。完成了商业场景的数据化之后，算法是提炼数据价值的思路，而数据时代的数据价值就是商业价值。如同谷歌正在做的，我们每个人打开过一些商品的页面、网购了某件商品，这无疑是数据的金矿，但只有当在线广告的算法引擎从中挖掘出每件商品的潜在买家、并据此投放广告时，这座数据金矿的价值才真正被开发出来。

算法是“机器学习”的核心——“笨”机器靠着算法的持续优化迭代，变得越来越聪明。即便是一个非常粗糙的算法模型，也可以利用实时在线、全本记录的数据，通过没有预判和方向的数据探索，来发现那些广泛潜伏但我们无法察觉的关系结构，持续优化，并创造性地将其融入商业场景，创造商业价值。

数据时代的智能商业对算法提出了全新的要求：算法的迭代方向、参数工程等等，都必须与商业逻辑、机制设计、甚至是价值观取向融合为一。当算法迭代优化时，决定其方向的不仅是数据和机器本身的特性，更包含了我们对商业本质的理解、对人性的洞察和创造未来商业新样貌的理想。

这就是我们称算法为智能商业的“引擎”而非“工具”的关键理由，它是智能的核心。基于数据和算法，通过“机器学习”，实现“人工智能”。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发展到今天，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人工智能”成为数据时代最根本的特征。


3．产品：“智能化”的支点


智能商业的核心特征就是能主动地了解用户，通过学习不断提升用户体验。而把用户，数据和算法巧妙地连接起来的，是“产品”，这也是互联网时代特别强调产品重要性的根本原因。

产品和数据、算法的互补作用可以形象地比喻成“端+云”。“端”就是产品，是与用户完成个性化、实时海量、低成本互动的端口，它不仅仅直接完成用户体验，同时使得数据记录和用户反馈闭环得以发生，和“云”互动；而“云”则是数据聚合、算法计算的平台，它通过算法优化，更好地揣摩用户需求，提升用户体验。

作为“端”的产品，具备三个关键的作用：

第一，产品设计本身直接影响用户体验。功能是否齐全，界面是否友好，交换是否自然，都是关键因素。苹果公司这10年的成功，特别是iPhone, 充分显示了这一点；谷歌也是如此，超简洁的搜索框一出现就让人惊艳，口碑相传，带来了早期的高速发展。

第二，“端”是将“云”上的数据智能传递给用户、为用户带来价值的管道。事实上，在智能商业的“云”和“端”之间，客户的产品体验绝不仅仅来自于端上的互动，而更多地决定于云上的数据智能。用户在淘宝的体验，不仅仅是搜索是否好用，类目是否合理，导航是否有效等，更重要的是他能否高效地从几十亿件商品，千万级卖家中快速找到他需要的商品，甚至还有惊喜，而这取决于“云”上的数据智能。不通过数据和产品的紧密融合，不通过云上的数据智能实时发挥作用，真正意义上的客户体验持续提升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就好像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传统的金融服务能在几秒钟内完成对客户的贷款一样。

第三，“端”是用户通过行为数据向“云”上的数据智能进行反馈、实现数据增殖和算法优化的管道。用户的真实需求常常是无法直接表达的，但是他们的行动不会骗人。每一次用户的行动都成为一次数据反馈，算法在这样一次次的反馈中敏捷迭代，一次次更接近用户的真实需求。上传下达，双“管”齐下，数据闭环靠产品互动实现，而产品体验依赖于数据智能，数据和产品合二为一。

因此，智能商业的成功，最关键的一步往往是一个极富想象力的创新产品，针对某个用户问题，定义了全新的用户体验方式，同时启动了数据智能的引擎，持续提升用户体验。这样的智能商业，才是对传统商业的颠覆。谷歌超越雅虎、Facebook超越Myspace、Uber颠覆出租车行业等等，无不如此。



反馈闭环中“三位一体”

数据化、算法加上产品构成了智能商业的三个基石。例如，谷歌搜索引擎的三大核心，一是网页内容的数据化，二是基于PageRank的算法引擎，三是谷歌巨大的产品创新——极为简洁的搜索框和基于相关性排序的结果页。然而这还不够，要让智能商业一天比一天更聪明，还有一样东西不可或缺——反馈闭环。用户在搜索结果页上的每一次点击（或者一次点击都没有）的行为数据被实时记录、反馈到算法引擎，不仅优化了搜索结果，而且优化了任何搜索这个关键词的人得到的搜索结果。

用户行为通过产品的“端”实时反馈到数据智能的“云”，“云”上的优化结果又通过“端”实时提升用户体验，在这样的反馈闭环中，数据既是高速流动的介质，又持续增殖，算法既是推动反馈闭环运转的引擎，又持续优化，产品既是反馈闭环的载体，又持续改进功能，在为用户提供更赞的产品体验的同时，也促使数据反馈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地发生。

一言以蔽之，数据化、算法和产品就是在反馈闭环中完成了智能商业的“三位一体”。

智能交通体系是另一个例子。以无人驾驶汽车为代表的整体智能交通体系已经不是科幻，谷歌首次实现了根据路况数据设计路线，本质上这是将关于路线选择的算法在线了，而今天在美国，无人驾驶汽车已经上路试验，就是汽车这个“端”的全面智能化。

在中国，阿里巴巴最新的实践则是交通“云”的全面智能化，依据各方面交通数据的整体打通，预测未来一小时内每一个路口可能的交通状况，进而对接城市交通指挥系统。在北京这样复杂的路况下，此套体系预测准确率超过95%。这其中，数据化、算法迭代和产品同样在反馈闭环中实现了三位一体。智能交通体系首先以一连串事物的数据化为前提的——包括了地理位置的数据化、车况的数据化和天气的数据化，红绿灯、分道线以及行人的数据化等等；它还是算法实时优化的结果——不仅是车况本身的优化，更是整体智能交通体系的优化；当然它更离不开从汽车到红绿灯等种种产品的智能化。智能交通还是众多数据反馈闭环的集合体——路况数据使车辆实时优化行车路线，周遭环境数据使车辆实时决定行使速度，乘客身体状况的数据使车辆实时调整车窗开合。

本质上，商业从一开始就是基于某种“反馈闭环”，了解客户所需，提供相应的产品或服务。然而不论是发挥商业想象猜测客户需求、抑或通过市场调查倾听客户需求，始终失之于准确，困之于成本。不过，今天当客户可以通过全本实时的数据把他们的需求直接告诉商家时，当商家可以凭借敏捷迭代的算法引擎越来越精确满足客户的需求时，当产品借助互联网的巨大能量成为数据智能和用户实时互动的端口时，我们终于可以说第一次找到了促使反馈闭环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甚至是自动运转的颠覆性工具——它可以被称作是一部数据智能的“永动机”，只要有在线的互动，有数据的反馈，机器就永不停歇地学习，实时敏捷优化。

数据、算法和产品在反馈闭环中三位一体，惟其如此，智能商业才能完成对传统商业的降维攻击，数据时代的商业跃升才有了发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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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时代的新商业范式

如果系统地规整我们已经看到的智能商业，或许会发现它们与传统商业的一系列差别：第一，传统商业是对过去“死”数据的收集、分析，而智能商业将是对正在发生的“活”数据的记录、反馈；第二，传统商业是基于经验的市场预测，而智能商业将是基于用户行为数据的关联计算；第三，传统商业是对用户体验在某种固定边界内的局部优化，而智能商业，将基于数据的不断生长、算法的持续迭代和产品的关键突破，使用户体验不断突破边界，使价值创造不断跃升。

“活”这个字概括了智能商业与传统商业的本质区别：数据是“活”的，用户的每一次行为都转化为新的数据汇入数据的大海，而每一个新数据的汇入都实时引发各个数据集的连锁反应；算法是“活”的，用户对产品、服务的每一次体验，都成为算法迭代成长的养分，使算法越来越聪明地反映商业本质；反馈闭环是“活”的，在其中，产品在迭代，数据在流动，算法在成长；最终，我们所熟悉的工业时代的机械逻辑——预先设定一切——将被彻底颠覆，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一个全新商业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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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鸣现任阿里巴巴集团总参谋长，曾任教于长江商学院和INSEAD。郭力和Nicholas Rosenbaum,是阿里巴巴集团参谋部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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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的人生定战略！

How will You Measure Your Life?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 文

万艳 | 译　王晓红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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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学院的克里斯坦森教授教学生们如何用管理和创新理论，来打造竞争力更强的公司；同时他也相信这些理论能帮助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在这篇文章中，他解释了该如何探索一些每个人都应该自问的问题：我如何确保在职业生涯中感到快乐？我如何确保与配偶及家人的关系成为持续幸福的源泉？我如何能诚实正直地生活？






我
 在哈佛商学院教授的课程，是帮助学生了解何为好的管理理论，以及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为此，我会借助不同的模型或理论让学生多维度了解，一位总经理是如何激发创新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在每堂课上，我们都会审视一家公司，利用这些理论来分析这家公司目前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了达到所想要的结果，该采取哪些管理举措。

在最后一堂课上，我要求学生利用所学，为以下三个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第一，我如何确保在职业生涯中感到快乐？其次，我如何确保与配偶及家人的关系成为持续幸福的源泉？第三，我如何确保不陷入牢狱之灾？尽管最后一个问题听上去像是在开玩笑，但我是认真的。我当年在牛津大学就读的班级，所有同学都获得了Rhodes奖学金，32个人里两人坐过牢。安然（Enron）丑闻的涉案人之一杰夫·斯基林（Jeff Skilling），是我在哈佛商学院的同班同学。他们都曾是好人，但他们人生中的一些事情让他们误入歧途。

在学生讨论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我用自己的一生作为案例，向他们阐释该如何利用课堂所学，来帮助自己做出人生的三个关键决定。

有一个理论为第一个问题——如何确保我们从事业中感到快乐，提供了很好的启示。这就是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Frederick Herzberg）的理论。他认为人生的强大动力并非来自金钱，而是来自学习、在责任中成长、为他人奉献以及成就获得认可。我告诉学生们，在进入学术领域之前，我在经营自己的公司时也得出了类似的感悟。那时我会在脑海中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公司的一位经理带着对自己良好的感觉来上班，10个小时后当她开车回家时，因在工作中未被欣赏与重视、才能得不到发挥而深感灰心丧气。我想象了一下，她在自尊受挫后，会如何影响她与孩子们的相处。然后，我脑海中的场景快进至另一天可能发生的情形：她带着极大的满足感下班回家，因为那天她学到了很多，自己富有价值的工作得到了认可；她还参与了一些成功的计划，并扮演了重要角色。于是我就想到，当她带着这样的感觉回到家时，她与配偶及孩子们的相处会愉快很多。

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管理者能够卓越地完成自己的工作，那么管理会是最崇高的职业。没有任何一项职业能像管理一样提供如此多的方式，来帮助他人学习和成长、承担责任、从成就中获得认可，并对团队的成功做出贡献。越来越多的MBA学生来到商学院，认为进入商界就是从事买卖与投资。这很不幸。做成生意带来的满足感，不如因塑造他人而带来的满足感那么强。我希望学生们在毕业时能知晓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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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来到哈佛商学院时，认为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但离开时我却做了完全相反的选择。我一生都在企业工作，因为每个人都告诉我，那是聪明人该去的地方。但我已经决定试试政府部门的工作，看看能否以此找到工作的更大意义。”

“我曾经以为，在企业工作非常安全。经济危机告诉我们，没有地方是安全的。”




蕾哈娜·哈菲兹（Ruhana Hafiz）


哈佛商学院2010届MBA毕业生





制定人生战略

另一套理论有助于回答第二个问题——我如何确保与配偶及家人的关系成为持久幸福的源泉。该理论涉及战略的定义和执行。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公司战略取决于管理者选择的运营方案类型。如果一家公司的资源分配流程未能妥善管理，那么其结果很可能会偏离管理者的初衷。由于公司的决策机制都是投资于立等可见的项目，在事关长期战略的项目上公司就会投资不足。

自1979年以来，我注意观察了哈佛商学院同班同学的命运，在同学聚会上我看见越来越多人变得不快乐、离了婚或与孩子关系疏远。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没有一个人毕业时打算故意离婚或是与孩子疏远。然而，有很多人让这样的事发生了。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思考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才华和精力时，并没有将人生目标放在首位。

哈佛商学院每年从全球精英中招收900名学生，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几乎没思考过他们的人生目标，这实在令人震惊。我告诉学生们，哈佛商学院或许是他们深入思考这一问题的最后一次机会。要是他们以为将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这个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人生只会变得压力越来越大：你要还贷款、每周工作70小时还要结婚生子。

对我来说，有一个清晰的人生目的至关重要，但想清楚这件事耗费了我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在获得Rhodes奖学金后，我参加的课程要求非常严格，需要我在牛津的正常学习时间内，额外完成一年的学习量。我决定每晚花一小时阅读、思考、祷告，弄清楚上帝为何让我降生于世。对我来说，此举要想坚持下来颇具挑战性，因为我每花一小时做此事，就意味着少一小时研究应用计量经济学等学科。我是否真的该从学习时间中抽出一小时，对此我十分矛盾，但这最终让我找到了人生目标。

要是我当初将每天那一小时用于学习学科中的某些最新技术，比如掌握回归分析法中自相关方面的问题，那就是糟糕地浪费了人生。我一年使用计量经济学工具的次数不多，但对人生目标的理解我天天都在用。这是我学过的最有用的东西。

我向学生承诺，如果他们能花些时间理清他们的人生目标，多年以后回首往事时，会将此视为在哈佛商学院时最珍贵的发现。如果他们找不到人生目标，他们的人生将会变成没有船舵的航行，并会在艰难旅途中遭遇重创。弄清人生目标比掌握作业成本分析法、平衡计分卡、核心竞争力、颠覆性创新、4P营销理论以及竞争五力模型等知识更有意义。

我的人生目标源于我的宗教信仰，但信仰并非帮助人们做出决定的唯一来源。例如，我之前的一个学生决定他的人生目标是，要将诚信和经济繁荣引入自己的国家，并将培养自己的孩子像他一样有能力担此重任，并与其他人彼此守信。他的人生目标是关爱家庭和他人，与我的一样。

选择并成功追求一份职业，仅仅是实现你人生目标的一种工具。可若没有目标，人生会变得空洞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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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看到哈佛商学院发生的变化。过去找工作时，钱一直是首要考虑的因素。当你赚了大量钱后，只会想要更多，这真是挺有讽刺意味的。你开始忘记什么能带来幸福感，什么对你是真正重要的。如今，校园里很多人对金钱的态度已经有了改变。他们开始思考：‘我最少需要多少钱？我的人生还有什么其他追求？’而不是‘我要去哪里工作，才能在这两方面都获得最大满足’。”




帕特里克·秦（Patrick Chun）


哈佛商学院2010届MBA毕业生





让资源与人生战略相匹配

你如何配置你的时间、精力和才华，最终决定了你的人生战略。

我有很多事情在争夺我的这些资源：我想与妻子建立双方都满意的关系、培养优秀的孩子、为社区做贡献、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并为教会做贡献等。我面临的难题和公司一样：手头资源有限，该如何针对每项“业务”进行配置？

你的配置决定，有可能让人生变得与你最初计划的截然不同。有时这很好，有些机会不期而至。但如果资源投入出现失误，结果可能会很糟糕。当我想起有些同学不经意间投资于虚假快乐的人生时，我就不由地认为，他们的问题皆源于目光短浅。

当人们极度渴望成功时，包括所有哈佛商学院学生在内，会下意识将自己额外的半小时或任何一丁点儿剩余的精力，用到能立竿见影带来成绩的行动上。我们的职业能为我们取得成绩提供最实在的证据。当你推出了一款产品、完成了一项设计、做了一次工作陈述、完成了一次销售、教了一堂课、发表了一篇论文、拿到薪水以及获得晋升，这些成绩都清晰可见。

然而，当你将时间和精力投资在与配偶和孩子的关系上，却往往无法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孩子们每天都会淘气。你要等到20年后才能骄傲地说：“我培养了一个不错的孩子。”你可以忽视与配偶的关系，日复一日，似乎也看不出事情正在恶化。那些追求卓越的人总是下意识地偏爱在工作上花更多时间和精力，而忽视家庭，即便与家人的亲密关系是他们获得幸福感的强大、持久的来源。

如果你研究一些商业灾难的根源，就会不断发现，当事人都有追求快速满足的倾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他们的个人生活，就会发现令人吃惊又发人深省的规律：在他们曾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他们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少。



营造家庭文化

我教授的课程中有一个被称为“合作工具”的重要模型，它的主要内容是，成为一名有远见的管理者，并非如人们所想象得那样。从理论上说，管理者都知道自己需要敏锐地看清模糊的未来，并不断修正方向；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们需要花很大力气说服那些看不到变化的员工，动员他们做好准备并进行合作，以带领公司向新的方向迈进。在此过程中，管理者需要掌握的一项关键技能，就是知道该使用哪些工具达成合作。

合作理论从两个维度，即组织成员对“加入公司想要获得的回报”的认同度，以及对“公司要采取什么行动，才能产生预期回报”的认同度，来决定如何运用这些工具。当员工对这两个维度的认同都很低时，你必须要用“权力工具”（包括强制、胁迫、惩罚等）来确保合作。

很多公司在创业初始阶段时就处于这种状态，因此创业高管团队在定义公司必须做什么以及怎么做时，必须果断而强势。如果员工通过相互合作，一次次成功地完成各项任务，他们就开始形成共识。麻省理工学院的埃德加·施恩（Edgar Schein）把这一过程称为文化的形成机制。最终，人们甚至不再思考自己做事的方式是否会成功，不再一项项清晰地做出决策，而是依靠本能和推测选择优先事项、根据工作程序行事——这意味着组织内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文化以一种无法言传又带有强制性的方式，要求组织成员在遭遇经常出现的问题时，采用那些已被证明、广为接受的方法。在遇到不同类型的问题时，文化还可以定义优先顺序。文化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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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这个模型回答“我如何确保家庭成为幸福的持久来源”这个问题时，我的学生们很快发现，家长为了让孩子合作，所采用的最简单工具是权力工具。可当孩子们长到十几岁时，权力工具就失效了。此时，家长们才开始想到应该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形成一种家庭文化，让他们可以自然而然地尊重自己的兄弟姐妹，听父母的话，做正确的事。家庭和企业一样，都有自己的文化。家庭文化可以有意识地营造，也可以在不经意间形成。

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具备强烈的自尊和自信，从而有能力解决种种难题，就该知道他们不会神奇般地在高中读书时获得这些素质。你必须将它们设计进家庭文化中，并很早就开始考虑如何培养孩子的这些素质。就像员工一样，孩子也是通过完成艰难之事、了解何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树立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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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让我意识到，你的一生必须做自己真正喜爱的工作。我目前对成功的看法是，我能产生多大影响，能获得什么样的经历，我自己能获得多大快乐，这些远比追求金钱或地位重要得多。我主要的动力是：1.与家人以及我在乎的人待在一起；2.做有趣、令人兴奋和有影响力的事；3.在创业中追求长期职业生涯，创立能影响世界的公司。”




马特·萨兹伯格（Matt Salzberg）


哈佛商学院2010届MBA毕业生







避免“边际成本”错误

在财务和经济学课上，我们都学过在评估投资机会时的一条原则：忽略沉没成本和固定成本，依据每项投资产生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来做决策。我们在课上还学到，这一原则令企业倾向于利用过去为了取得成功而投入的资源，而不是让它们打造未来所需的能力。要是我们知道未来恰如昨天，这种做法还可行；但如果未来发生变化——而这几乎是肯定的，那么这种做法就是错误的。

这个理论可以解答我向学生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如何永葆诚信，远离牢狱之灾。在人生需要做出对与错的选择时，我们往往会下意识地使用边际成本理论。我们脑中有一个声音说：“我知道一般来说，大多数人都不该这么做。但现在情况特殊，情有可原，就这一次，没事的。”“就这一次”错误的边际成本似乎低得永远令人难以拒绝。但你会因此而深陷进去，从不去查看这条道路最后通向何方，也不计算做出这种选择的成本。人们在替自己的不忠和失信行为辩解时，所说的“就这一次”就源自经济学中的边际成本原理。

我想在此分享一个故事，是关于我如何明白“就这一次”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当年在牛津大学时，我参加了校际篮球队。我们甩掉了所有对手，在那个赛季一直保持胜利。队友们是我这一生中最好的朋友，我们打入了类似于全美大学生锦标赛的英国联赛，并进入半决赛。结果冠军赛安排在了周日。我16岁时曾向上帝许下诺言，绝不在周日打篮球。因此，我找到教练，告诉他我的难题。他无法相信此事，我的队友们也是，因为我那时是球队的首发中锋。每个队友都来对我说：“你得上场。就不能破一次例吗？”

由于我是一名虔诚的宗教信徒，我离开大家去做祷告，向上帝询问我该怎么办。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不能违背承诺，因此没有去参加那场冠军赛。

和我一生中的数千个周日相比，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决定。理论上，我确实可以打破一次誓言，然后绝不再犯。但回顾那次的经历时，抵制住“这种情况情有可原，就这一次”的诱惑，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为什么？因为我的一生不断出现情有可原的情况。要是我越线一次，以后就会反复再犯。

我从中得到的教训是，100%坚守原则要比98%坚守原则容易。如果你基于边际成本分析，屈服于“就这一次”，那你就会像我那些同班同学所做的那样，后悔自己的选择。你必须明确所要坚守的原则，并为此设定安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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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要回到麦肯锡继续工作，这对我来说很可能变化不大。不过，在哈佛商学院读书时，我在肯尼迪政治学院读了第二学位。考虑到2008年大选和经济萧条，更好地了解政府和非营利机构似乎更吸引我。某种程度上，这个想法促使我返回麦肯锡，在那里我将能够同时探索企业、政府和非营利机构。”

“这次经济衰退使我们后退了几步，审视自己有多幸运。衰退对我们而言是‘到4月底我们能找到工作吗？’对很多人而言则是‘我们要一直在家里待业吗？’”




约翰·科尔曼（John Coleman）


哈佛商学院2010届MBA毕业生





牢记谦虚的重要性

这一点是我在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教授有关谦虚的课程时的感悟。我让全班学生描述一下他们所认识的最谦虚的人。结果我们发现，这些谦虚之人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很强的自尊感。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并对此感觉很好。我们还发现，谦虚不是指要有自我贬低的行为或态度，而是对待他人要尊重。谦虚之人会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好的行为。比如，你从不偷一个人的东西，因为你非常尊重那个人。你也从来不对别人撒谎。

在这个世界上，怀有谦虚之心很重要。当你考入一流研究生院之前，几乎你的全部所学均来自那些比你更聪明、更有经验的人，比如你的父母、老师和上司。而当你从哈佛商学院或其他顶级学校结束学业后，你在工作中遇到的绝大多数人或许并不如你聪明。如果你的态度是，只有聪明人才能教导你，你的学习机会将会受限。但如果你拥有谦虚的态度，愿意向每个人学习，你的学习机会将永无止境。通常，只有当你真的对自己感觉良好时才会表现谦虚，你也会想要帮助身边的人提升他们的自尊感。我们看到有些人以一种傲慢无礼、颐指气使的方式对待别人，其实他们的粗暴行为说明他们缺乏自尊。这些人需要通过贬低他人来让自己感觉良好。

2009年，我被诊断出罹患癌症，我的人生可能要比预期的短。所幸治疗进展不错，看起来我不会提前结束生命。但这段经历让我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要的审视。

我很清楚，一些公司应用了我的研究成果，并获得了巨大收益。我知道自己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当我面临这场疾病时，我发现那些影响对我而言微不足道，这真有趣。我由此得出结论：上帝评估我这一生的标准并不是美元，而是我影响到其人生的那些人们。

我认为，这个标准适用于每一个人。别担心你能取得多大成就，想想你能帮多少人变得更好吧。我最后的忠告是：思考一下你人生的标准是什么，找到答案并下定决心每天坚持，当你在生命走到尽头时，你的人生就是成功的。



[image: ]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是哈佛商学院Kim B. Clark管理学教席教授，也是《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一书的作者，此书正是基于本文写作而成。本文摘自《哈佛商业评论》管理必读系列丛书的《自我发现与重塑》，中信出版社2015年出版。





杂谈 Synthesis



2015年度10大必读书

蒋荟蓉 | 译　万艳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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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5年《哈佛商业评论》中提及的书目，编辑们精心挑选出10本最佳图书呈现给读者，话题涉及创新、创业、谈判、心理学以及人物传记等方方面面，既有中文书，也有英文书。编辑们希望通过推荐书单的方式，让读者更广泛地了解东西方商业世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






1、《大富翁：经典桌面游戏背后的执迷、狂怒和丑闻》

（The Monopolists: Obsession, Fury, and the Scandal Behind the World's Favorite Board Game
 ）



本书讲述风靡一时的桌面游戏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大富翁游戏受到从进步时代到大萧条时期许多左翼人士的追捧，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著名的智囊团成员。本书讲述了现实生活中赢家和输家的故事，展现了一段企业竞相逐利的社会历史，揭示了20世纪美国商业的残忍本性。本书仅有英文版。




2、《第二次机器革命》

（The Second Machine Age
 ）



本书阐述了驱动我们经济和生活发生变革的力量。数字化技术在给我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各种职业带来永久性、颠覆性的改变。各种公司也将被迫转型，否则只能消亡。凭借对数字化技术和社会发展趋势的精准研究，两位作者归纳出企业生存与发展战略。两位作者2015年还曾就书中观点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做过进一步阐释，详情请见6月刊《第二机器时代与经济“大脱节”》一文。




3、《创业无畏》

（Bold
 ）



今天的创新企业家，正在利用急速发展的指数型技术去改变产品、服务甚至颠覆整个行业。他们不但懂得如何运用指数型技术，更具有“无所畏惧”的勇敢心态。本书不仅分享了成功创业家的真知灼见，还绘制了一幅激情创业的行动路线图。




4、《从0到1》

（Zero to One
 )



Paypal创始人、Facebook第一位外部投资者彼得·蒂尔在书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创业历程与心得，包括如何避免竞争、如何进行垄断以及如何发现新市场。本书在美国一经出版便荣登《纽约时报》商业畅销书榜首，在中国也同样受到雷军和刘强东等企业家的追捧，成为2015年关注度最高的商业类图书之一。




5、《影子富豪查克·菲尼》

（The Billionaire Who Wasn't
 ）



查克·菲尼和他的合伙人缔造了庞大的免税店帝国，积极促成了北爱尔兰政府和爱尔兰共和军的和平谈判，匿名捐赠了几百所大学和机构，而他所做的一切从未被公开过。现在他把自己的秘密公开，是希望能够提倡一个信念：活着就要给与，希望富人们能够在有生之年把财富用到最有价值的地方。




6、《思考：快与慢》

（Thinking, Fast and Slow
 ）



作者认为，我们的大脑有快与慢两种做决定的方式。常用的无意识的“系统1”依赖情感、记忆和经验迅速做出判断，它见闻广博，使我们能够迅速对眼前的情况做出反应。但系统1也很容易上当，它固守“眼见即为事实”的原则，任由厌恶和乐观偏见之类的错觉引导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有意识的“系统2”通过调动注意力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并做出决定，它比较慢，不容易出错，但它很懒惰，经常走捷径，直接采纳系统1的直觉型判断结果。通过对两个系统的认识，人们可以学会如何在商场、职场和个人生活中做出更好的选择。




7、《压力的积极面》

（The Upside of Stress
 ）



四成美国人因压力而失眠，大部分人极力在减轻压力，然而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凯利·麦戈尼格尔博士在本书中传达了一个惊人的信息：压力是有好处的。本书首次整合呈现了有关人类复原力和思维模式之间相关性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本书不是教你摆脱压力，而是指导你理解、接受和利用压力，从而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本书仅有英文版。




8、《创新者：一群黑客、天才和极客们如何创造数字革命》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 the Digital Revolution
 ）



《乔布斯传》作者又一力作，讲述计算机和因特网发明者的故事。艾萨克森向我们介绍了那些数字革命开创者：阿兰·图灵、约翰·冯·诺依曼、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和拉里·佩奇等。本书既展现了他们的创意才能，又讲述了他们的团队合作能力如何使创造力进一步发挥。本书仅有英文版。




9、《朋友与对手》

（Friend & Foe
 ）



朋友和对手这两个概念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对立统一。从同事、朋友、伴侣到兄弟姐妹，在所有的关系中，我们既是朋友，也是对手。只有学会把握这两种力量的平衡，我们才能增强长期关系，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本书仅有英文版。




10、《职场谈判学》

（Negotiating at Work: Turn Small Wins into Big Gains
 ）



谈判一直是职场上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今天，身在组织里的人们被要求少花钱、多办事，24小时待命，还要应对迅速变化的环境，谈判较之从前变得更为重要。过去30年的许多文献都未论及这一点：组织中的谈判往往发生在某种特定情境（如组织文化、之前的谈判或权力关系）下，而情境决定了可谈判的议题和主体。本书以国内外各行业专业人士的真实案例为基础，就如何应对职场谈判提供了一些实用建议。本书仅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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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美国天体物理学家 尼尔·泰森：

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访

蒋荟蓉 | 译　牛文静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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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
 9岁时参观纽约海登天文馆，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天体物理学家。没过30年，他便当上了海登天文馆馆长。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因为在广播、电视和twitter等媒体上传播公众科学知识而在美国家喻户晓。






HBR：你自称是仆人，为满足公众对科学的需要而服务。但这意味着放弃学术和工业方面的事业。你为什么选择了现在这个角色？



泰森：
 如果一位教授去大学做科研并任教，你不会说这是放弃了科研。这是融合两项崇高的工作：向下一代学生传授知识，并尝试在科研上迈进。我的情况差不多，只不过不是在学校的正式课堂，而是在流行文化这个不正式的课堂上授课。科研只是我工作的一个方面。我仍然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天体物理系成员。




你如何把握电视与日常工作、学术研究与家庭生活间的平衡？


平衡未免被高估了。假如生活完美平衡，一切都顺利发展，那是不是就没有了应有的活力？生活失去平衡，常有改变发生，不见得是坏事。这会给你一种新的视角。新的项目总会带来不平衡的东西。让我感到自满的环境发生崩塌，是我乐于接受的。




你如何管理天文馆和你的节目《星谈计划》（StarTalk
 ）？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问管理者。你得问问我的下属。我们这通电话打完，你再给我的助理打个电话吧。不过我觉得自己是个好的倾听者。我喜欢听别人告诉我某件事情做得不对。我见过一些人的下属总是奉承他们，就会想：“假如你真的那么好，为什么需要别人告诉你呢？如果你没有那么好却总是听好话，就可能失去机会来调整和提高自己管理、决策或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学者，我喜欢不同意见。通过不同的意见，我们会对事物及其应有的状态有更深的理解。




人们说你的强项是能将复杂的概念解释得让外行人明白。这种能力是如何培养的？


我不认为我在做这样的事。我觉得自己做的是这样的事：上周日，我随意浏览着电视频道，有一个台在播足球赛。那是加时赛，所以我停下来看，辛辛那提孟加拉虎队对西雅图海鹰队，最终决定比赛结果的是隔着42码（约合38米）的一记射门。球穿过空气，打中球门左立柱，落在两根门柱之间。我迅速计算了一下，从那么长的距离踢出的球在飞行时会由于地球自转向右偏移1厘米。于是我发twitter给孟加拉虎队说：“地球自转成就了你们的得分。”这句话被体育媒体炒作起来。就是这样，我不解释物理学概念，而是把天体物理学放在流行文化里面说，然后任其发展。




好处是人们开始谈论科学了？


是的，因为他们关心足球。我做的事就像交叉授粉，能产生多种不同结果。我觉得，人们了解一点世界运行的原理，就会感到自己有了力量。




你的twitter粉丝超过400万。twitter为什么吸引你，是什么让你在twitter上聚集了如此高的人气？


跟其他早期用户一样，我是2009年注册的账号，然后开始发那种别人都在发的内容：“过马路了”、“今天有点冷”之类的。我为什么要发这种东西？真是浪费时间。后来我有了灵感。当时我的《冥王星档案》（The Pluto Files
 ）刚出版几个月，我在拉斯维加斯机场，做了一件作者们都会做的无聊事：去书店看看自己的书有没有上架。我问店员：“请问科学类在哪里？”店员回答：“啊，我们没有科学类。”我心想：“当然了，赌博之前你是不会想做任何理性思考的。”随后我对自己说：“这个可以发twitter。”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发自己做为科学家和教育者偶然产生的零星想法。你可以看到我是如何思考世界的，而且要是你不认识别的科学家，跟大自然和宇宙的运转更贴近一点儿，会显得很有吸引力。




你多次提到好奇心的重要性。增强好奇心的最佳途径是什么，特别是对于已经失去了一部分儿时好奇心的成年人而言？


我想，了解一些能增强决策力或者拓展人生观的东西，可能会重新点亮好奇心的火花。我尝试在twitter上这么做。没人想听你讲课，没人想听你讲解知识。所以我丢出一些知识、智慧或观点的“小饼干”。昨天我在twitter上发文说：“不可遏止之力总是打败不可撼动之物。”有人问为什么。我的下一条是：“因为足够强的力很容易就能把不可移动的物体摧毁掉，然后你就不再关心它是否移动了。”这个常见的哲学难题有了一个物理学的答案。另一条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答案以生物学为基础：先有蛋，不过是由某种不是鸡的鸟类下的。我试着让自己发的文字给你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学校和工作场所如何着重培养好奇心？


它们应该设置一门课，教授科学的作用和原理，以及科学方法和工具的用途。在很多人的理解中，科学只是客观知识。但实际上科学是一种对自然产生疑问的思维方式。理解了这一点，然后往四周看看，世界就成了你的实验室、实验场地——这会留住你的好奇心。




今天的顶尖科学家和公司关注的方向正确吗？


历史表明，让人们跟着想象力走，就会产生伟大的东西。你可能会说：“好，我想让所有科学家一起想办法解决癌症。”但也许是某个对医药毫无兴趣的物理学家发明的机器治愈了癌症。或者拿20世纪20年代量子物理学的发现举例。如果你身在那个时代，你会说：“为什么要研究原子？你甚至都看不见一个原子。”然而四五十年后，以量子物理学为基础发生了信息技术革命，产生的GDP据估计达到世界总GDP的三分之一。我不会告诉别人应该做什么研究。要为所有前沿领域提供资金，让这些领域交叉授粉。




如何确保所有前沿领域的研究都能得到资金？


纯学术研究可能要过几年、几十年乃至半个世纪才能带来经济回报。资金必须由政府提供，因为我们的企业结构模型（季度报告、年度报告）不适合这种周期。不过我不会跟政策制定者争论。我说给投票选政策制定者的人听。




你有什么要让我们转告那些政策制定者？


我没有什么要让你们转告的。我跟你们说了，你们就不必转告了，因为你们会选出原本就知道这其中差异的人。这才是社会真正应有的运作方式。的确，要说服别人为10年乃至50年才有回报的事情投资很难。但如果给出这些例子，我想人们会理解并重视，自己税金的一部分进入美国的研发基金。我们所有人，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都理解公司研发的重要性。那是留作种子的粮食。你必须保持创新，否则会中途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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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OFTER SIDE OF NEGO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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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t negotiation guides understate the importance of emotion. The first article in this package shows how essential it is to manage-and use-anger, excitement, and anxiety. In addition, we look at ways to gain an edge before negotiations formally begin and rules for making deals across borders.











PSYCHOLOGY


Emotion and the Art of Negotiation


Alison Wood Brooks



Negotiations can be fraught with emotion, but it's only recently that researchers have examined how particular feelings influence what happens during deal making. Here the author shares some key findings and advice.

Anxiety leads to poor outcomes. You will be less nervous about negotiating, however, if you repeatedly practice and rehearse. You can also avoid anxiety by asking an outside expert to represent you at the bargaining table.

Anger is a double-edged sword. In some cases, it intimidates the other parties and helps you strike a better deal, but in other situations, particularly those involving longterm relationships, it damages trust and goodwill and makes an impasse more likely. To avoid or defuse anger, take a break to cool off, or try expressing sadness and a desire to compromise.

Disappointment can be channeled to reach a more satisfactory outcome. Before disappointment becomes regret, ask plenty of questions to assure yourself that you've explored all options. And don't close the deal too early; you might find ways to sweeten it if you keep talking.

Excitement isn't always a good thing. Getting excited too early can lead you to act rashly, and gloating about the final terms can alienate your counterparts. But if feelings of excitement, like other emotions, are well managed, everyone can feel like a winner.


HBR Reprint R1512C







NEGOTIATIONS


Control the Negotiation Before It Begins


Deepak Malhotra



Countless books and articles offer advice on avoiding missteps at the bargaining table. But some of the costliest mistakes take place before negotiators sit down to discuss the substance of the deal.

That's because they often take for granted that if they bring a lot of value to the table and have sufficient leverage, they'll be able to strike a great deal. While negotiating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is certainly important, many other factors influence where each party ends up.

This article presents four factors that can have a tremendous impact on negotiation outcomes and provides guidance on what negotiators should be doing before either side starts worrying about offers, counteroffers, and bargaining tactic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ofessor Deepak Malhotra advises negotiators to resolve process before substance, set expectations, map out the negotiation space, and control the frame. By following those steps, managers position themselves for success at the bargaining table.


HBR Reprint R1512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Getting to Sí, Ja, Oui, Hai, and Da


Erin Meyer



To be effective, a negotiator must take stock of the subtle messages being passed around the table.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however, you may not know how to interpret your counterpart's communication accurately, especially when it takes the form of unspoken signals. The author identifies five rules of thumb for negotiating in other cultures:


Adapt the way you express disagreement.
 In some cultures, it's OK to say "I totally disagree." In others, that would provoke anger and possibly an irreconcilable breakdown of the relationship.


Know when to bottle it up or let it all pour out.
 Raising your voice when excited, laughing passionately, even putting a friendly arm around your counterpart— these are common behaviors in some cultures but may signal a lack of professionalism in others.


Learn how the other culture builds trust.
 Negotiators in some countries build trust according to the confidence they feel in someone's accomplishments, skills, and reliability. For others, trust arises from emotional closeness, empathy, or friendship.

Avoid yes-or-no questions. Instead of asking "Will you do this?" try "How long would it take you to get this done?"


Be careful about putting it in writing.
 Americans rely heavily on written contracts, but in countries where human relationships carry more weight in business, contracts are less detailed and may not be legally b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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